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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好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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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冬腊月，北风凛冽






压
 低员工薪酬，看似一笔不错的买卖。在没有更多的固定成本支出的情况下，员工薪酬的降低会让公司有更多的利润空间，这在服务性行业体现得尤为明显。

但这种“常识”已经过时。原因是市场饱和，公司既有业务须加速增长，实体企业和电商都在激化市场竞争，公司必须给出更有信服力的理由，说服顾客购买自己的产品。这些任务主要由一线员工完成。但如果薪酬过低，将会导致员工流失率居高不下，这将最终使得公司的利润受损，甚至殃及生存。

正是看到这些问题，过去三年里，沃尔玛、麦当劳、GAP、安泰保险（Aetna）等大型公司已经提高一线员工薪酬待遇。沃尔玛正加大对培训的投入并精简运营流程，帮助店员提高生产率。GAP尝试采用较为固定的排班表。安泰保险给呼叫中心代表更多自主决定权，让他们根据具体情况满足顾客需求。

泽伊内普·托恩是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兼职副教授，也是好工作研究所联合创始人。2012年，托恩在其发表于《哈佛商业评论》的文章中就提出了“好工作战略”（GJS）的概念，好工作的具体定义是：薪酬高、工作时间固定、提供足够培训以及发展机会。文章发表后，托恩与多个领域的零售商、呼叫中心和其他服务类企业合作，对GJS进行进一步研究，结果表明，GJS不仅是个好想法，而且确实有效。

此次《聚光灯》栏目的两篇主要文章就是托恩的最新研究成果。在第一篇文章中，托恩主要分享了企业如何确认向“好工作”公司转型的过程中能够获益，其中，托恩特别分享了一个重要经验，那就是GJS是个系统，该系统包括：从雇用、培训、薪酬、高绩效标准和有效职业发展路径这几个维度投资人才；以及四个运营选择，即集中和精简、标准化和赋权、交叉培训以及宽松式管理。

在第二篇文章中，托恩主要给出了向“好工作”公司转型的具体步骤。托恩特别指出，在转型前，公司领导者必须要有耐心并要容忍短期内的业绩下滑。

在本期《聚光灯》中，还有一篇重要的专访，那就是沃尔玛美国公司CEO高福澜讲述其在“好工作”公司转型过程中的心得体会。

我们衷心希望，本期《聚光灯》能对您所在的公司有所帮助。最后，预祝各位读者新春愉快，狗年大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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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尼斯·坎贝尔（Dennis Campbell）
 年轻时当过银行柜员，上司不懂一线员工的实际工作就乱指挥。这段经历促使他关注“对员工授权”，认为这样做会对客户满意度和公司业绩产生很大的影响。在文章里，他跟约翰·凯斯（John Case）、比尔·弗奇（Bill Fotsch）两位作者一同阐述了如何创造“优质职位”，使员工发挥潜力，让员工获得所有权、责任和能力，而不只是一份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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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欣雅（Cynthia Carroll）
 是英美资源集团前CEO，在2007年就任CEO时，面临很多挑战。最大的挑战是安全问题，在她就任CEO之前的五年，英美资源集团共有近200名矿工在工作中死亡。当时许多管理者认为，采矿是一项有风险的活动，出现人员伤亡不可避免。柯欣雅不赞同这种观点，决定采取公开立场，致力于创造更安全的工作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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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brchina.org



没有深度思考，你就只是

一名“低品质勤奋者”


培养深度思考的习惯，既能让领导者将精力充分利用于应对日趋复杂的挑战上，员工也能从信息过载的破坏性影响中解放出来。





波士顿咨询集团纽约办事处的高级合伙人兼董事总经理

马丁·里夫斯诺拉 | 文





如何打出全垒打

你适合加入初创公司吗？

杰弗里·巴思冈｜文

别让员工“偷走”公司的“时间资产”

迈克尔·曼金斯｜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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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网精彩内容推荐

AR如何运作？

增强现实技术（AR）首先要求设备配有摄像头，如智能手机、平板电脑和智能眼镜等。然后设备上须安装AR软件。当用户开启设备，看向某一物体时，软件可以通过机械视觉技术分析视频流，对物体进行识别。



创始人别走太远

一些初创公司CEO权力太大，危害也可能大，解决方法是：给创始人配备经验丰富的首席运营官和董事，鼓励VC限制对创始人持有股票表决控制权的公司的投资。



医疗领域亟待IT改革

长久以来，中美两国都面临类似的医疗领域难题：医疗成本和质量并没有显著降低和改进，而且该领域的生产率增幅依然落后于其他行业。而本文提及的IT系统使得这一难题终于能够得到有效解决，作者提及的诸多实践值得借鉴。





随时关注

读者反馈、纠错、互动交流，请联系：010-85657511、hbrchina@hbrchina.org，或通过 @哈佛商业评论
 微博账号或微信账号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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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描以下二维码，

下载《哈佛商业评论》

中文版APP












博客 @HBR




请谨慎对待

已过度使用的

谈判策略


杰·休林（Jay A. Hewlin）| 文

时青靖 |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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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
 业谈判家和研究人员将BATNA（达成谈判协议的最佳替代方案或“离开”的结果）作为谈判者相对权力的主要依据。然而，即便是将最佳替代方案作为筹码也难以让人高枕无忧。

人们在谈判中的相对权力是使用相关资源影响他人局势的一种能力；而BATNA在这一方面的作用或重如泰山，或轻如鸿毛。设想一下，如果一名谈判者认为自己有非常强大的替代方案，但却发现对方的替代方案相对来说更强大，其所面临的挑战可想而知。这种不对称的BATNA可能会以多种不同的方式出现（例如无BATNA对比强势BATNA，或者在某些交易中，双方的动机完全不一致）。在这些情况下，谈判者从BATNA中获得的权力基本上是毫无意义的，而基于这一权力的任何相关策略亦是如此。

BATNA能够为谈判者设立最低或最高门槛，而超过这一界限之后，与特定谈判者所谈判的交易将毫无价值可言。总的来说，BATNA是应对不利协议的防御工事，其初衷并非是为了帮助建立关系，探查或提升创造力和合作。然而，大多数研究员和执业人员都将其视为必要元素，它们有助于人们达成其经常追求，但鲜有成功的最优或“高效”的协议。谈判者可采取实用的步骤制定更有建设性的方案，以实现谈判综合潜力的最大化：


在思考替代方案的同时，我们不妨想想相互依赖度。
 了解对方需要自己产品的原因和程度是获得相对权力的核心所在，他越是需要你和/或你的产品或服务，那么你的权力就越大，反之亦然。如果你和对方都专注于相互依赖度所提供的权力，那么双方都将从谈判中获益。相互依赖度指的是A方依赖B方以及B方依赖A方的和/或平均值。相互依赖度与权力有着直接的关系，而且存在于每一个谈判之中。

专注于相互依赖度的举措能够让谈判双方把精力放在询问和探查方面，并把双方的对话从“我能够从最佳替代方案中得到多少收益？”转变为“我能通过哪些方式来按照对方的需求展现公司对于对方的价值？”

这也正是约翰·瑟图斯（John Settles）（一家新近设立的专注于可持续发展公司的联合所有者）在向当地校区宣传其公司时所采取的方法。约翰并不认识买家，他的业务是全新的，而且他的可查记录也是十分有限。他的竞争对手包括规模更大，更知名的公司，而像此类替代方案都是毫不相关的。约翰正确地询问了一些探查性的问题，并借此发现了自己公司的独特优势：能满足该地区的直接需求。同时，他还设计了一个多层次的计划，加深了买家对其公司服务的兴趣和需求。约翰随后又提到了双方在需求重叠区域可以共同获益的方式。通过双方的努力，这两家公司达成了一个更好的交易。该交易所提供的潜在收益率比双方最初会面时探讨的目标高出了25%。


在交流中寻找自己的权力，而不是关注自己的感受。
 人们通常会听到以下内容：“当我觉得在谈判中拥有更大的权力时，我就能够在谈判中发挥得更好。然而，当情况发生逆转时，我的发挥就会变差。”很少有研究去探讨谈判者的权力认知问题以及这些认知对结果的影响，但它们所提供的一些证据表明，谈判者对其权力的认知与他们参与全面谈判的程度之间是正相关的。

因感受而波动的这种权力所面临的挑战在于，这类权力通常会使谈判者以价值为导向，并在使用权力时带有更明显的机会主义倾向，同时会让另一方感觉自己的利益未能得到对方的重视。另一方面，这种感受分析会让谈判者感到不安，并滋生犹豫和不够自信的情绪。谈判中的权力并非来源于谈判者对于自身价值的有限主观认识，而是来源于客观事实，即与对方需求相关的自身价值。这与对权力的感受无关。

在这里，专注于相互依赖度依然是十分有帮助的。在职位权力（或职责权力）和BATNA权力缺失的情况下，此举将提供更大的心理权力。例如，多名本科生和研究生均分享了其充满挑战的就业和升职谈判历程，他们的BATNA要么很弱，要么没有，而且他们认为雇主的地位更加强势。但他们并没有感到力不从心，因为他们将公司的不同需求与自身技能相结合，并专注于由此而带来的权力。他们战略性地围绕自己入职或升职可实现的互利价值来进行谈判。结果表明，其薪资增长了10%-30%，并斩获了更多的分红、更好的职务和更长的休假时间。此外，招聘经理通常会十分赞赏这些坚定而又自信的候选者。聘请那些能够通过礼貌、巧妙、有说服力的手段来争取自己心目中应得职务的候选者，会让他们感到更加自信。


专注于学习，而不是购买或兜售。
 谈判时应注意的三个问题是：尽可能地去了解你的谈判对手；尽可能地去了解你所应对的机构；尽可能地查明对方的状况。

这个人是谁？他们在这个行业工作了多久？他们为这家机构工作了多久？他/她在机构中获得过什么奖励？这个项目对于这个人或机构来说是个大项目还是一个相对来说没有重要意义的小项目？相关的问题：这是家什么机构？经营了多长时间？这家机构对其市场是如何定义的，如果是非政府组织或政府机构，它的中心目标是什么？它目前在市场上是什么地位，该机构在近期或者长期希望在市场上达到什么样的战略地位？一开始，你应该问一些宽泛的问题。咄咄逼人并不是什么好主意，尤其是在对方并没有意愿回答过多的问题的情况下。随着谈判的深入，你可以转移到更加具体的问题上。记住，我们知道对方需要你的产品或服务，但是为什么需要？你如何满足对方的需求，并让对方在经济上更加依赖于你的公司或产品？


将未知的事情视为隐藏的潜在机会，而不是令人恐惧的雷区。
 谈判通常是赢在准备上，而不是谈判。对市场、人员和机构进行调查，但切勿受限于这些信息。你所获得的信息仅代表了某些可能性，并不是全部。

在准备过程中，将谈判中的未知因素视为潜在机遇是最难克服的心理障碍。关键问题在于：“还有哪些信息是我需要掌握的，但我却并不掌握？”尽管信息不对称可能是谈判中最令人不安的因素，但也是这一过程中最有意思的事情。这是因为，这一信息的发现能够为双方提供打造创意解决方案的机会。当恐惧导致谈判者隐藏信息时，这名谈判者（可能对方亦是如此）是在妨碍而不是促成交易达成。因此，不要将所有的准备时间全花在如何达成交易上，而是要花时间去思考，然后发现那些在询问之后有助于打开新思路的问题。


就谈判的本质而言，它需要妥协。
 这意味着在谈判桌上并不存在绝对的权力。每一名谈判者都有一定的权力，而且总是存在一定的相互依赖性。因此，切勿因过度关注于替代权力依据而荒废了主要的权力依据。如果人们未能实现当前的交易，你的BATNA能够帮助你发现可能的解决方案。然而，它并不能揭示交易的所有可能性。只有你和对方在谈判桌上进行合作，才能打造超越BATNA，甚至完全摆脱谈判限制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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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休林
 是一位律师和咨询师，专注于劳工法、领导力、合同谈判和冲突解决。他也是麦吉尔大学（McGill University）德索特管理学院的讲师，负责教授管理谈判和冲突管理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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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司感觉不被重

视，怎么办？


瑞贝卡·奈特（Rebecca Knight）| 文

时青靖 |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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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果你的努力不被重视，辛苦工作将毫无乐趣可言。如何在不自我吹嘘的前提下彰显成就？感到怀才不遇时，要找谁谈谈？如果情况没有改善，应该忍耐多久？


专家怎么说？


“在工作场所无人问津的感觉糟糕透顶，”安妮·麦基(Annie McKee)说，她是《如何快乐工作》(How to Be Happy at Work)一书的作者，“我们每个人都希望自己的努力得到赏识，所以，当你的同事没有注意到(你的贡献)时，你会感觉缺少归属感。”自然而然地，你也可能开始为潜在职业发展而忧心忡忡。“自我怀疑开始蔓延，你会想，‘如果没人注意到我在做什么，我怎么成功？’”但你并非无力改变现状，《哈佛职场政治商业指南》(HBR Guide to Office Politics)的作者凯伦·狄龙(Karen Dillon)说，“有很多方法可以确保人们理解和了解你所做的事情，”关键是“找对一种方法，巧妙地表达自己的观点”。


现实点


在采取任何行动之前，问问自己“期望从老板、同事、同行和客户”那里得到赞赏的想法是否可行，麦基说，“人人都很忙，反馈可能没有你想要的那么多，”但在公司范围内，这种要求应该是合理的。“你是在和人打交道，”狄龙补充道，“即使你抱有良好意愿，同事和经理也可能会忽略你，认为你的表现理所当然。”当你感觉不被赏识时，她建议你对最近的成绩做一下“个人测试”。问问自己，“我的工作与众不同吗？是不是超过了同事？”重要的是，“如果我要求得到奖赏，是否听起来像个傻瓜？”如果你不确定的话，可以从“年龄稍长一点的同事”或你非常敬重的同行那里寻求意见。


跟老板聊聊


如果你的成绩优于标准却不为人知，就需要设法跟你的老板谈一谈，麦基说。当然，有些经理待人亲和一些，有些则不然。“一般情况下，老板不会关注下属的需求。”如果你的老板恰恰属于这一类，请记住，“你不可能改变老板，但可以向他暗示，你希望就自己的业绩表现与他进行更多对话，”麦基指出，“如果你的老板人不错，他可能会听取你的建议。”当然，你的说辞要巧妙一些，“不要说，‘我想得到更多赏识。’”相反，麦基建议你试着说，“我想谈谈过去三个月的工作，了解自己有哪些优势，以及存在哪些不足之处。”狄龙说，提前准备几个具体例子。她建议你列出最近取得的成绩，让你的老板回想起你良好工作表现。她说：“大多数经理都乐于拥有这份清单。”


增加团队的存在感


狄龙说，如果你在管理一个团队，也需要寻找方法来向团队中的其他人解释正在做的工作，以及它的价值。“在我们繁忙的日常生活中，老板和同事可能不知道”你工作的具体细节。她建议你让经理留出一点时间“谈谈你的团队，它的目标是什么，如何使它变得更好”。麦基还建议采用更巧妙的方式让人们留意团队的日常工作。在制作演讲或报告文案之前，要清楚表明是哪些人取得的成就。“在展示工作成果时，确保每个人的名字都会出现。”她说。你要让经理以外的人也看到你们团队的贡献。有了成绩，记得要让更多的人知道，而不是暗自欢喜。不要害怕对外展示自己的领导能力。“有时候，在你努力去包容并保持低调时，你就错过了一个机会。”狄龙解释说。她认为，女性比男性更倾向于这样做。“在‘我完成了某某工作’‘我很感激获得的支持’等句子中使用‘我’这个字，是没问题的。”


肯定他人的贡献


麦基指出，当你想让自己的工作被人重视时，反而更应该采取的做法是“赞美和欣赏他人”。“充当‘报喜鸟’，可以让你成为组织文化中变革的见证者。”她补充说，通常会获得的“回报是对方将对你产生好感”。如果你的上司不是一个愿意做出正面反馈的人，那么，跟你的团队谈谈，“怎样做才能互相支持，”并在团队中营造乐观情绪。“鉴于企业发展的速度，我们所生产的成果很快就会成为过去时，或被视而不见。”麦基说。她建议，在你的团队中形成一种惯例，每当一位同事做出了重要贡献，或完成了一件工作，“每个人都要停下手上的工作，为他/她喝彩。”但要适可而止，“得意忘形会让感谢变味，” 狄龙提醒道，“运用你的判断力，问一问‘谁付出了额外努力，应该得到更多认可？’”


证明自己


狄龙说，虽然自己的工作受到赏识和重视是件好事，但你不能指望所有“动力来自表扬、荣誉和公开感激”。内在的激励作用更为强大。“你需要努力寻找工作本身的意义。”麦基说道。她的观点是：“在职业生涯中，最终，你必须摆脱对外部认可的依赖。”她说：“真正的满足来自内心。”麦基建议你经常自我激励，“试着在每一周结束时抽出时间来思考哪些事情进展顺利，哪些事情进展不太理想。”这是一种很有用的练习，既可以让你知道自己擅长做什么，也能让你知道为什么要做这些事。“小心不要陷入缺陷模式，一错再错，”她补充说，“而要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


考虑离职


在公司里，如果你一直感觉英雄无用武之地，可能预示着这里对你来说不合适。“因为许多原因，我们无法从事一些称心如意的工作。”麦基说。也许你需要经验，也许你无法离开，因为你要为配偶或伴侣着想，不得不待在某个地方。但是，如果你试图让工作更有效、更有成就感，那么，没有别的办法，也许是时候去寻找新工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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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贝卡·奈特
 是在波士顿的一位自由撰稿人，卫斯理大学讲师，其作品发表在《纽约时报》《今日美国》和《金融时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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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改变员工，先创造

有助于改变的环境


塔尼亚·露娜（Tania Luna）

乔丹·科恩（Jordan Cohen）|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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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
 上9点，在公司纽约办公室，一名雇员（乔丹）前往第五层的厨房去拿免费水果——Weight Watchers为雇员提供的健康福利。在抵达厨房后，他又看到了熟悉的一幕：香蕉没了，只有橙子。当其他满怀希望的雇员来到厨房发现香蕉已经被拿光时，他们也不会去拿免费的橙子，而是默默地走开。这些人都怎么了？难道Weight Watchers弥漫着憎恨橙子的亚文化吗？

事实并非如此。另外一名雇员（塔尼亚）在全美数百家公司观察到了类似的现象。我们已将其视为香蕉原则：人们总是会先拿香蕉，最后才会选橙子。这并不是水果本身的问题。心理学家会说，这是人类的天性，而设计师会说，这与易用性有关。

这并不是说香蕉在客观上的味道比橙子更可口。它们之所以受到了不同的待遇，理由只有一个：哪个更容易剥。（是的，你可以说香蕉在这一方面更有吸引力。）

让我们看看香蕉原则在其他环境中的应用。试想一下，目前你正在主导公司的一项动议，需要在年底之前将跨团队合作效率提升30%。如何实现这一目标？仅口头宣传开展合作是不够的，而是得另辟蹊径。

让我们通过另一种现象来看待这一问题，譬如摩擦。摩擦能够降低前进的速度。大多数火车会在轨道上涂抹油脂来减少摩擦。全球最快的火车，例如中国217.5英里/时的子弹头，使用磁力将列车悬浮在轨道上面。让我们想想，雇员在工作中是否也会遇到类似的情况？哪些积极的行为会因为小障碍而受到打击？哪些坏习惯容易在公司蔓延？如何在公司引入摩擦力，从而让有害的行为难以萌芽？如何减少公司中存在的摩擦力，从而让积极的行为能够在公司中如鱼得水，而不是寸步难行？

一个世纪前，哲学家吉尧姆·费列罗（Guillaume Ferrero）提出，人类社会的运行奉行最省力法则（Principle of Least Effort）：如果有多条道路可选，人们会选择最好走的道路。最近，哈佛大学心理学家肖恩·安珂（Shawn Anchor）认为，我们在行事时会选择在开始后能够节省20秒时间的行事方式。（我们忍不住将剥香蕉的时间与剥橙子的时间进行了对比，结果两者之间的时间差刚好接近20秒。）

以下是香蕉原则在线上艺术和设计市场1stdibs中的典型应用案例。1stdibs公司有着热情好客的文化，但是与很多高增长型公司一样，新雇员未能得到老雇员的足够重视。摩擦力（原因）何在？人们很难认出哪些是新人，而且也难以记住这些新人需要一些额外的关照。因此，1stdibs人力团队决定为每位新雇员发放一个气球，上面写着“在1stdibs的第一天”。这个气球漂浮在新人办公桌上方，默默地提醒着所有员工向新人介绍自己并为其提供支持。

我们合作过的一家咨询公司使用香蕉原则来促进跨团队合作。无缝互动之间存在着什么样的摩擦力呢？其实就是门和腿的问题。是的，走到某人的办公室，然后打开门并不费劲，但对于这家公司来说，连这点小事都是一件了不得的事情。为了克服这种摩擦力，公司为跨部门团队划分了中间地带。为此，大部分工作场所都设有封闭的会议室，但预订会议室需要时间和精力，而且其可用的时间难以满足不同部门的需求。因此，这家咨询公司设置了多个可供雇员随意使用的无门空间。然后，他们还更进一步，预订了带有轮子的椅子和桌子，以便轻松地调整桌椅的方位，无须用力地拖拽。

即便你无意去重新设计办公室，但也应该考虑如何通过重新组合办公空间来促成目标行为。希望某些人能够与他人更多地交流？让他们坐在相近的位置，或者为他们提供共用的空间。希望雇员更多地进行思考？在每个房间搭起白色写字板，或在每个房间放置大量的易事贴。希望鼓励雇员提供更多的反馈？打造私人对话空间，或分发当地咖啡馆的礼品券。希望雇员更多地重复利用物品？在办公室的不同角落放置大箱子。

然而，如果你的目标是叫停或减少这种行为，该怎么办？如果是这样，你就应该从橙子而不是香蕉那边取经。也就是引入更多的摩擦力。例如，如果你不喜欢青少年在你公司周边闲逛，你可以对他们训话或设置警示性标语，但是这些策略对于处于叛逆期的青少年来说很难奏效。如果要用香蕉原则解决这一问题，我们可以让这些游荡青年难以在此处获得愉悦的体验。伦敦的两条地下通道便采取了这一举措，这两条通道曾饱受青少年游荡这一危险问题的困扰，人们在通道内安装了粉色灯光，立即吓走了在这里游荡的青少年。为什么会如此奏效？因为粉色灯光会凸显脸上的粉刺。

香蕉原则在小范围内同样奏效。例如，网站建造公司Squarespace希望在雇员培训期间减少一心二用的现象。他们深知，“无手机”政策并不适用于其视科技如命的雇员。因此，人力团队在员工和其手机之间引入了摩擦。他们在每个会议室放置了一箱子小玩具，从风车到螺旋弹簧，以分散员工对其手机的注意力。如今，雇员们在培训期间都在摆弄玩具，而不是翻看手机。这听起来似乎有悖常理，但这些玩具的运用让培训课程更加有效。

我们看到，很多公司在敞开式工作环境中使用头戴式耳机，这便是“橙子”原则的典型应用，其目的是为了阻止“敲肩膀”和“快速问答”，因为戴着耳机会为闲聊带来些许不便。然而，与我们合作的一个团队发现，即便是耳塞式耳机也难以完全阻止闲聊的发生，因为同事只需在对方眼前挥挥手。为了增强“橙子”效应，团队经理给每个人分发了一个红色大耳机，结果这种干扰便出现了大幅下降。为了进一步地应对这种干扰工作的现象，玻璃零售商Warby Parker为其雇员打造了一个图书馆空间，旨在创造安静的环境，包括坐落于书架后面的密室，以充分保障私密性。

我们看到，我们所分享的案例并不需要打动人心的演讲，也无须请求和解释。香蕉原则的力量源于其简单明了和潜移默化的特性。因此，下一次当你尝试说服某人（甚至是你自己）改变某种行为时，不妨思考一下如何改变摩擦力水平。人们应通过各种方式，让积极的行为能够像“香蕉”那样大受欢迎，而消极的行为则会获得“橙子”的下场。考虑到对水果的关爱，如果橙子还是没有人吃的话，就别再给员工买橙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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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尼亚·露娜
 是领导力培训公司LifeLabs Learning的合伙人。她是一位心理学研究人员，TED讲坛演讲者和《惊喜：接受无法预知的事情，并改造意料之外的事情》(Surprise: Embrace the Unpredictable and Engineer the Unexpected)一书的作者。乔丹·科恩
 是Weight Watchers International健康解决方案与全球学习和开发美国人力资源业务副总裁。他是知识工作者生产力领域的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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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者的AR指南


迈克尔·波特（Michael E. Porter）、詹姆斯·赫普曼（James E. Heppelmann），《哈佛商业评论》2017年12月刊一文。








AR正在B2B行业发挥着显著作用，我同意这一观点。围绕AR/ VR（虚拟现实）的宣传甚嚣尘上之前，应用实例早已存在，也有谷歌眼镜之类设备，可以满足人们的需要，将应用付诸实践。




然而，对于B2C来说，我们仍然在期待一种可跟踪、可视化的成熟技术，既功能强大，又小巧玲珑。不仅在这篇文章中，通过其他媒介我们也经常听说，下一项突破即将到来。自2010年以来，Magic Leap公司一直在大造舆论。然而，一旦这种技术投入应用，这种全新的产品类别可能就会被人接受，甚至取代智能手机。

正如这篇文章中也提到的，我建议企业从3D建模、UX和移动编程等业务中抽调人手，把他们组织起来。通过采用设计思维或价值主张等方法，他们可以了解客户的需要，并通过AR和手头现有工具来满足需求。如果你想增加现实，首先必须使它变为现实，而不仅仅是嘴上说说或写几篇文章。


——麦克·洛克特谢尔

读者





AR不仅仅是炒作概念，本文在阐述AR对企业的影响上，做了有意义的尝试。对商业和技术专业人士来说，这是一篇非常有趣的读物。


——玛纳斯威·塔瓦尼

读者





对于从事战略工作的人士而言，这篇文章是必读的。AR是一波浪潮，即将改变我们的工作和互动方式，对价值链上下游的影响显而易见。此外，本文还提供了思考业务决策的战略框架，并运用AR交互方式来阐述这些要点。值得花时间读一读。


——唐·巴谢科

读者





到2022年，移动AR的市场规模预计为797.7亿美元，2016-2022年间的复合年增长率可达69.85%，在商业垂直领域有着广泛的应用。移动AR是新兴技术之一，可利用手持设备在真实环境中查看虚拟信息或内容。


——普加·帕坦奇

读者







很棒的文章。看起来它不仅可使生活变得更容易，生产变得更智能，而且，正在改变人类在价值链中的作用。如果这种趋势继续下去，我们很可能面临社会问题，因为它除了造成工作技能下降，还将导致教育的不足和缺失。也许在不久的将来，它带来的麻烦比好处更多。


——撒乌耳·埃斯帕

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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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革计划败在哪？


N·阿南德（N. Anand）、让-路易·巴尔苏（Jean-Louis Barsoux），《哈佛商业评论》2017年11月刊一文。








在行动学习法中，我们为什么要花很多时间来找出“真正的”问题？答案就在这里。一旦团队内部（在所有层面上）就什么是真正需要解决的问题达成一致，解决方案——以及实现它们的投入和承诺——自会应运而生。



——彼得·考维利尔

读者





我对这些反应和作者的一些评论持不同意见。作者公开指出，“有缺陷的执行常常被指责为战略实施的失败”。我从事战略执行研究长达17年，我注意到，糟糕的战略主要应归咎于执行不力，而很少在于执行本身。同时，变革管理与战略执行不应混为一谈，变更管理是战略执行的一部分。过去，变革管理被默认为等同于实施战略。现在已经过去20年了，我们中有人曾对此做过研究，采用这种观点，失败率很高。

我们知道，在实施五种转变之初，作者认为确定优先事项是至关重要的，我同意这种观点。企业领导者有时很难搞清楚什么是最重要的，什么能够为他们提供帮助。因为他们同时要考虑如何衡量“探索”成功的标准，还要强调组织在将探索转化为业务时需要采取的正确行动。


——斯佩克兰

读者





我喜欢作者给出的工具，我认为它可以对变更管理框架加以补充。我建议，从一开始就应该把所要追求的价值明确地表述出来，如果可能的话，先将其细化为业务指标，以后再做调整，使之与最高管理层和董事会达成共识的战略举措保持一致。我敢说，除了要对组织各个层面的领导技能加以调整之外，还必须增加几个项目。首先应该对企业文化进行评估，在明确界定企业的转型文化后，确定明确的策略，缩小与目标的差距。


——戴维·桑切斯

读者





对所有参与变革的人来说，本文提供了重要洞见。问题是有多少CEO和高层管理者愿意承认自己能力不足。


——塔尼亚·依琳尼瓦

读者





选择“探索”目标，意味着领导者必须具备一项重要技能：专注。我们对专注的艺术给予足够的重视了吗？领导者的职责不是怀揣所有问题的答案，而是要让团队专注于正确的目标。这比听上去更难，但最终，这不正是每个人所理解的变革管理的核心吗？


——达西·艾肯伯格

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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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并非万能”


玛克辛·威廉斯（Maxine Williams），《哈佛商业评论》2017年12月刊一文。








谢谢你的这篇文章，玛克辛！我是西南航空公司多样性和包容理事会的成员，刚刚把这篇有见地的文章转给了理事会经理。文中很多信息值得我们思考。



——罗宾·加里森

读者





玛克辛的这篇文章确实切中时弊。作为一位出生在英国的黑人女性，在我很小的时候父母就移民到了加拿大，在学校和其他场所，我已经习惯了成为唯一的黑人。上大学以后，我接触到那么多文化，真是一种难以置信的经历。但当我在20世纪90年代初加入劳动大军时，重新回到了单位里只有一两个黑人的氛围中。我学的是劳资关系，在人力资源部工作很多年，最近（在2017年9月）加入了我们公司的多元化和包容性团队。这是一件令人兴奋的事，因为我们推出了自己的战略，并开始在整个公司内部建立委员会。对我来说，你的文章确实涉及排他性问题，我认为很多人都深有体会，但却并不自知。我确实相信，只要进行体制改革，才能迎来重大改变。对此我非常乐观，因为我们的新任CEO和执行团队支持多样性和包容理念，并准备采取必要措施，推动和促进改革。我认为，只有当组织中的所有领导者都重视多样性和包容的时候才算成功，只有这样，所有员工才能感受到他们在工作中的贡献和价值。


——克劳德特·麦克道威尔

读者





要想成为高科技巨头，就不要提“年龄”或“年龄歧视”。一些领域的多样性更能体现平等。


——安德烈·洛克哈特

读者







抢鲜读COMING SOON




*具体内容请以最终出版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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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3月刊 聚光灯


敏捷不再是科技专用词

人力资源将变得更加敏捷

沃顿商学院管理学教授皮特·卡佩里（Peter Cappelli）与纽约大学人力资本管理学教授安娜·塔维斯（Anna Tavis）指出，敏捷不再只是科技的专用词，它正以各种方式进入其他的领域和部门，从产品开发一直到制造和营销。如今，它也在颠覆机构招聘、培养和管理其雇员的方式。在本文当中，卡佩里和塔维斯介绍了各大公司在绩效评估、学习、招聘和薪酬等关键领域发生的一些深刻变化。他们还描述了向敏捷型人力资源转变所面临的挑战，其中最大的阻力来自人力资源部门内部。本文是《哈佛商业评论》有关敏捷型人才专题文章的一部分，其中还包括对IBM首席人力资源官戴安·格森（Diane Gherson）的采访，内容涉及这家知名科技公司如何在业务模式转型期间看待员工体验；一个短篇幅的案例研究，涉及全球银行集团ING在其荷兰总部开展的流动团队构架试验；以及来自软件开发公司的洞见，涉及拓展敏捷型业务所面临的障碍和克服这些障碍的方法。




[自管理]


自由职业者的兴旺之道


自由职业者是美国劳动力成长速度最快的一个门类，人们将其统称为“零工经济”。约1.5亿北美和西欧雇员离开了相对稳定的机构生活圈子，有些是自愿选择，有些则是被迫离职。尽管这一门类的成长多少反映了打车服务和任务导向性服务平台的崛起，但麦肯锡最近发布的报告显示，大多数独立工作者都供职于知识密集型行业和创意职位，而且其级别增长速度亦属于行业之最。




[实战复盘]


美国企业研究所所长对衡量思想行业影响力的看法


作为锡拉库扎一名没有实际管理经验的终身教授，亚瑟·布鲁克斯（Arthur Brooks）似乎不大可能是领导华盛顿智囊团的人选。但是自2008年加入美国企业研究（AEI）所之后，他通过尝试衡量某些看似无法衡量的事情，实现了整个机构的转型。随着新一代精通数据的捐赠者年龄的渐长，衡量影响力将成为所有非营利性机构的强制举措，而布鲁克斯介绍了一家机构在应对这一挑战时所采取的措施。





专栏 COLUMN



科技创新需要有耐心的钱

唐宁 | 文 时青靖 | 编辑






过去15年，我一直在支持科技创新


我30岁的时候成为中国最早一批天使投资人。当时还没有天使投资这样的说法。我问他们缺什么，他们说缺钱。我就给他们投了钱。有了钱之后，他们说，我们还缺人，能不能帮我们招到人？我们的商业模式还需打磨，能否与我们一起头脑风暴？我们还需要合作伙伴、客户……也就是说，他们什么都缺。

后来我得知这种模式被称为天使投资。这个说法的确很美好，但如果你不喜欢做这些事情，不喜欢把手弄脏，那么做一个“天使”就是一件很悲剧的事。今天的我依然会忍不住在想，当年我为何会被这些早期科技创新企业吸引，为什么愿意将钱、身以及心一并注入，甚至与这些早期创业者一起奋斗，将他们的好创意和科技驱动的创新模式落地？我想是因为我在其中发现了一些关键词：发明家、远见者、创业家、先锋者和人文关怀者。

这些关键词是对他们的最好诠释，这也是我当年支持他们的原因。那时徐小平还没有开始做天使投资，也没有全民天使火热地投入到科技创新的大潮中，当时局面很冷。我早期的合作伙伴只有IDG资本，机构投资者也很少。因此我早年帮助过的那些创新创业者的团队，之后接手的也只有IDG资本。我还有一个IDG内部保持不败的纪录，就是我们合作的所有企业百分之百都取得成功，这个看来也不太可能被超越了。

当时我们一起把手弄脏去帮扶早期的创业者做天使投资的那家机构依然健在，只是我已不直接参与它的投资。现在，这家机构已成为中国科技投资领域的领先机构。它就是华创资本。这家机构始终关注天使投资阶段，它现在也投A轮、B轮成长期。去年有一个说法：真格是最活跃的，华创是第二活跃的。它非常期待能够像硅谷那样，与科学家一起创业。

中国的商业环境需要企业家、创业者是全能型选手，既要懂技术，又要懂营销，懂管理，还要懂战略。这不太现实。硅谷不是这样的。硅谷的创业创新环境是一种更加有序的结合。投资人、天使投资人、早期投资人往往掌握着很多资源，可以把科学家和那些真正懂技术、懂营销、懂管理的团队成员，以及不同的成功要素整合起来，做一件大事，创一家企业、建一家公司。

现在的华创资本专注在天使和早期投资方面，能够和我们最领先的发明家、远见者、创业家一起合作。IDG资本已经很大了，它现在已经成为全方位的资产管理私募股权投资机构。但它在做早期投资方面采取的做法却是与华创合作。因此，华创IDG天使投资平台是一个让我可以继续支持创新创业的平台，让我未来有更多机会持续参与支持中国科技创新创业的实践。

回顾我过去15年的经历，可以说从天使投资开始，我始终在支持科技创新创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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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助母基金 成为科技创新的幕后推手


我33岁时创立了宜信公司。迄今公司已成立12年，我们一直通过一件事情来持续支持科技创新，那就是——我们运营管理着中国最大的、最成功的母基金之一。

母基金是怎样的一个概念？像IDG资本、真格基金、华创资本这些顶级创投支持发明家、远见者、先锋者、人文关怀者去创业，也得有资金。它们的钱从哪来？再者这样的创新行为，都需要长期的、有耐心的钱，跟中国过去的投资人所期待的投资回报方式不一样。过去的投资人和机构期待的都是短期的、固收的投资期限，每半年、每季度都要有固定回报的投资方式。这不可能有助于科技创新。

任何一家寻常企业都需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发展，更何况是硬科技、深科技和黑科技产业，它们需要的发展时间更长。因此，为了科技创新能在中国有突破和更长远发展，就需要有长期的、耐心的、增加价值的钱，不是短期就要回报的钱。

我们做的工作就是，将中国的高净值、超高净值个人在过去几十年改革开放成功收获的巨大财富通过母基金的形式，投到IDG资本、华创资本和真格基金这样的顶极基金中。这些基金有的擅长大数据、云计算，有的专攻芯片、机器学习，通过这些优质基金，最终投入到硬科技、黑科技和深科技，真正帮助青年人实现科技创新创业的理想。

再者，我们会做充分的投资者教育，用来支持创新创业的钱一定是十年长线的，不能是一两年短线的，是权益类的不固定回报，不是固定回报。创业，尤其是从基础科技到产业应用，绝非一朝一夕，需要个人投资者和机构投资者都做好长跑准备。

因此，通过母基金这样的金融创新形式，可以让我们的个人和机构投资人真正投资高科技创新创业。除母基金外，宜信还以直投方式支持科技企业发展。我们有一个10亿美元的新金融产业投资基金，在全球范围内投金融科技。投资涵盖数十个国家金融科技、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和区块链等领域孕育的新机。2017年，宜信新金融产业投资基金被著名金融科技公司FT Partners评为“美国最活跃企业金融科技投资者之一”。 全球知名创投研究机构 CB Insights 2017年发布的全球最活跃的Fintech金融科技的VC榜单上，宜信新金融产业投资基金亦赫然在列。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和宜信公司始终是发明家、远见者、创业家、先锋者和人文关怀者“背后的支持者”。




金融与科技的碰撞，会产生怎样的结果？


具体到宜信公司，我们自身是如何将金融与科技相结合，做到科技让金融更美好？过去的12年，宜信作为一家全球领先的金融科技企业，也是不留余力地利用科技。最近常被提及的说法，诸如金融要支持实体经济，金融是百业之首，那么，如何能通过科技手段，让金融服务更加普惠，更加有温度，更加可触及？

我们怎么做的呢？例如与亚马逊、eBay这样的平台合作，它们平台上的小微商家只有数字化资产，没有实物资产，通过过去的银行体系是不可能获得融资。但它们现在通过我们的大数据风控和模型，可以实时评估它们的信用风险，获取资金。

个人也是如此。2015年12月，宜人贷在美国纽交所成功上市，成为中国金融科技第一股。大家知道中国还没有征信体系，也没有征信局，个人是没有信用评分的。我们通过利用各种数据，创建了中国第一个移动在线贷款APP。个人足不出户就可以从这个APP上实时获得平均约1万美元的借款。

在理财方面也是这样，我们推出了智能投顾投米RA。众所周知，对于中产阶层来讲，找理财规划师是非常不经济的。在现有的商业模式下，不会有人工理财规划师为我们服务。可是通过智能投顾，所有的中国大众富裕阶层、中产阶层的家庭，甚至每个家庭都可以有一个理财规划师，而且这位理财规划师是在你的移动终端中。

对科技的运用离不开科技人才。我们特别注重和优秀的技术人员、科学家合作，很多年前，我到华尔街、硅谷去和顶级的华人以及非华人科学家交流，邀请他们来中国，他们说他们的家在那里，不可能全职到北京、中国各地工作，他们要有相当一部分时间在美国跟家人在一起。我说很好，你可以选择飞来飞去，因此诞生了一个词叫“海鸥”。现在公司里就有很多“海鸥”。借助这种灵活机制，宜信可以实现跟更多科学家、技术大牛一起合作。

在管理文化层面，也要充分重视让科技人士与金融人士相互学习，彼此赋能，这至关重要。科技人士掌握着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各种改变世界的力量。但是他们不懂金融。如何把金融和科技两类人很好地结合在一起？在这方面我们有一些非常棒的创新，组成“Team of 2”，实现互相赋能。通过这种方式，我们能实现真正的整合创新、跨界创新。众所周知，未来很多创新不太可能是单一维度创新，越来越多的创新是像苹果公司那样的整合创新和跨界创新。

对很多科学家来讲，应该更多考虑如何将科技优势与实际需求相结合。重要的是，我们进行金融科技创新时都是以客户需求为出发点，不是先有技术再寻找客户需求。真正做到懂客户未被满足的金融需求，与此同时保持对科技的敏感度，知晓最前沿的技术在哪里，清楚谁具备这些技术和能力，以及谁能更好地运用这种技术和能力。金融与技术相结合的方式能产生非常巨大的能量。我想这样的创新逻辑，同样适用于其他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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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宁
 是宜信公司创始人、C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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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沿 Idea Watch




新兴市场的合作难题

The Perils of Partnering In Developing Markets

斯蒂文·汤普森（Steven J. Thompson） | 文





[image: ]





20
 02年，我担任CEO的约翰·霍普金斯医疗集团国际部（Johns Hopkins Medicine International，以下简称“霍普金斯”）与土耳其慈善基金会Anadolu合作，在伊斯坦布尔建立和运营一家顶尖医疗中心。这个项目的成功取决于人员：为应对管理医院的种种挑战，我们需要在运营和临床方面经验丰富的管理者。霍普金斯本已准备好抽调内部力量，但土耳其法律禁止外国公民运营医院，而我们无法找到有资质的当地管理者。在法律禁止我们招募关键人员的条件下，如何完成这个复杂的大项目？

这类问题通常出乎医疗公司CEO的预料，但在如今的全球市场却是现实。在逐步工业化的过程中，发展中经济体对精细、高附加值服务的需求也在增长。但通常，很少有当地企业家具备金融、媒体、IT等服务所需的专业能力。部分出于这个原因，这些国家的政府和企业越来越希望与欧美顶尖企业设立合资公司，例如摩根大通与印度联合银行、梦工厂与中国华人文化产业投资基金、谷歌与巴西UOL Busca的合作等。对想进入高增长市场的西方企业来说，与当地企业合作能降低进入的难度。

然而，如同霍普金斯所遭遇的，这种合作可能成为噩梦。15年来，我们在智利、黎巴嫩、巴拿马、新加坡、土耳其等十多个国家开展过合作项目，包括诊所、医院、大型医学教育和研究中心等。由于各种原因，我们有几个项目失败或几乎失败。从早期的失败和困难中，我们总结出一套高度灵活的合作模式，这帮助我们取得了很大成功，带动霍普金斯的业务取得远高于美国医疗市场总体水平的增速。

霍普金斯的合作对象包括政府、保险公司、基金会和医疗企业。由于是非营利组织，我们在合作中只占少数股份或不占股份。我们的工作方式不大像合作方，而更像是顾问。我们的职责范围非常广，享有较高权威，且保证持续参与——我们的名字通常出现在合作机构的大门上。

医疗行业有很多特殊之处，但任何寻求通过与当地机构合作进行扩张的服务企业，都可能遇到我们经历的挑战。下面讲讲我们曾遇到的障碍以及解决办法。



弥补当地人才短板

在伊斯坦布尔医疗中心的项目中，CEO必须是土耳其公民这一条件，让我们无法控制很多事情。很快，医院就遭遇严重质量问题；患者安全制度执行不严格；手术室预约超额或不足；部分医生未遵守循证诊断和治疗流程。改进速度缓慢，参与项目的每个人都感到困扰，有人担心这家医院永远不值得霍普金斯背书。

很多时候，即便法律并未要求高管必须是本国人，合作方还是要求聘请本地人。我们发现，一开始就坚持派出本方高管，很少能收到效果。因此我们寻求强化顾问角色，让我们的顾问与当地管理者合作，并要求他们的职位对流程和文化具备影响力。例如，在土耳其项目中，我们派出一位经验丰富的美国管理者担任关键职位——首席护理官。

通常在一两年内，合作方就会意识到，本地管理者无法提供创新和文化变革所需的动力，我们就可以接手高层管理。在伊斯坦布尔，土耳其基金会很快同意让我们的管理者承担次高职位，同时让最高职位成为虚职，这样我们的高管成为实际负责人，且客观上遵守法律。目前这个项目运行顺利。

必须说明，我们并不寻求长期运营海外项目。找到资质出色且愿意前往发展中国家工作几年的美国人尚且很难，更不用说永久派驻。同时招募3个项目所需的人才也几乎不可能，更不用说10个或20个项目。这是业务增长的一大阻碍。

我们从两方面解决这一问题。首先，我们派出的管理者不仅着力改进运营，也培养当地管理者，争取让他们在两年到五年内接手。在很多项目中，我们会把当地核心管理者和员工带回巴尔的摩总部，观察他们的工作表现。我们还推动建立本地培训项目，内容从护理管理、财务到HR无所不包。其次，我们在总部建立强大人才管道，吸引更多美国顶尖人才加入医疗发展事业，并提供专门技能培训。



协调最佳实践与当地文化

在大多数发达国家，护士、年轻医生和医疗机构其他中级从业者，都可以在患者健康可能受威胁的情况下，挑战资深医生的决定。这个原则大幅提升了医疗质量。但在霍普金斯开展合作项目的大多数国家，医疗机构的文化仍固守传统，没人质疑医生的判断。我们在新加坡就碰到了这个问题。新加坡虽然不是发展中国家，但也在努力提高医疗水平。我们与该国政府合作建立并运营一家肿瘤医院，而无论我方管理者说什么，医院的文化都无法改变。

遇到文化冲突时，我们首先会考虑是否有必要改变当地文化。通常我们都能设法在当地文化的边界内，达成我们的目标。例如，在海湾地区的一些医院，男性患者拒绝女性医生看诊，而我们很容易在预约时将医生的性别告知患者。同样的，这些医院的男性医生了解到，在诊治已婚女性患者时，他们必须全程与患者的丈夫沟通。

但如果事关患者的健康和安全，我们就不会让步。在新加坡那家医院，我们派出习惯自主性文化的护士做出表率，从而解决了问题。这些人敢于质疑医生，起初让很多医院员工感到震惊甚至被冒犯，但随着治疗结果稳步改善，人们开始转变态度，服从权威的文化逐渐消失。



控制风险

让医疗质量不佳的医院挂上霍普金斯的牌子，可能严重损害我们这个135年的品牌。在发展中国家的合作项目，特别是项目早期阶段，这种风险尤其突出。我们无法左右很多因素，如教育质量、资金来源、监管和司法体系，以及其他对项目长期成功有影响的基础要素。我们如何判断某个项目的风险是否值得承担？

正确选择合作伙伴并分析合作谈判中的信息，是非常关键的。希望迅速取得投资回报或只想利用霍普金斯名号的合作方，对项目成功有百害而无一利。我们已学会捕捉一些微妙的信号，发现对方的目标与我们不合拍。例如，与理想潜在合作伙伴的第一次沟通，应聚焦于可持续的投入和医疗质量，而非财务回报。仅按这一标准，我们就淘汰了超过1/3潜在合作方。




合作项目评估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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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成合作意向后，我们会在合同中设定具体目标，要求合作医疗机构得到国际联合委员会或其他标准更高的机构认证。我们发现，如果缺少客观评价，合作方可能会无视我们的督促，拒绝更快更彻底地实施变革。

对于脱离正轨的项目，我们过去会坚持到底，但现在改变了做法。我们会更敏锐地察觉到问题，如合作方不履行承诺、政府官员设置过多障碍，或当地员工难以挑起大梁等。一旦看到苗头，我们会立即介入，包括从总部派出专家，重新审视项目情况。目前我们还没有终止任何一个全面运行的项目，但已经准备好在需要时这样做。我们也会在合同中设置任意终止条款。

在发展中国家开展复杂合作项目固然有种种风险，但无疑也有巨大的潜在回报。对霍普金斯来说，回报不止于财务收益。我们的附属机构进步显著，捷报频传，很多当地管理者进入政府卫生部门和其他有影响力的机构。合作项目的成功，就是品牌的成功，这会给我们带来很多新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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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蒂文·汤普森
 是约翰·霍普金斯医疗集团国际部C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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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控

内幕交易不为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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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富有的企业高管因内幕交易被捕，总会让人不解——他们明明已经很有钱了。实际上，印第安纳大学乌特帕尔·巴塔卡利亚（Utpal Bhattacharya）和里士满大学卡桑德拉·马歇尔（Cassandra D. Marshall）的一项新研究表明，高管薪酬越高，被控内幕交易的可能性越大。对52名被控内幕交易的管理者的研究发现，他们的薪酬普遍比同级管理者高。研究者认为，此类违法行为的诱因可能包括自大，以及认为他人有同样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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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

东西方“对不起”的

含义有别

威廉·马杜克斯（William W. Maddux）

彼得·金（Peter H. Kim） 奥村哲史（Tetsushi Okumura）

让娜·布莱特（Jeanne M. Brett） | 文





即便在商业和政治领域的合作已持续数十年，美国和日本仍会被一个看似简单的问题困扰：道歉。在这方面，双方似乎都无法完全理解彼此的意图和期待。例如，2010年丰田汽车油门踏板缺陷被广泛报道后，大多数美国人对CEO丰田章男的极力道歉无动于衷。而2001年美国潜艇在夏威夷撞沉日本渔船，日本人因为美方指挥官没有立即道歉愤怒不已。

“对不起”的含义和语境引发的困惑，不为这两个国家独有。实际上，差不多每种文化都有自己的规则。有研究者指出，印度人道歉的频率远低于日本人。而在中国香港，道歉太过普遍和形式化，大家都已经习惯了。

我们的研究表明，一个核心问题是对责任的认识不同。美国人认为道歉就是承认过失，而日本人道歉是恳切地要求修复受损的人际关系，不一定涉及过失。我们发现，这一差异会影响道歉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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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一组美国和日本大学生的调查中，美国学生更倾向于认为道歉意味着过失，而日本学生即便本人没有责任，也倾向于道歉。或许出于这个原因，日本学生道歉明显更频繁，调查前一周平均道歉11.05次，而美国学生只有4.51次。

在第二项研究中，我们分析了道歉对修复信任的效果。我们请两国学生想象自己是管理者，然后给他们看一段视频。视频中，一位申请会计工作的应聘者，因故意为客户填写错误的纳税申报信息而道歉。相比美国学生，日本学生更愿意相信应聘者不再犯错的保证，并给她这份工作。我们认为，这种差异体现了美国人认为道歉与过失相关的观念。

我们还认为，美国人的这种观念，与西方文化中的一种普遍心理倾向相关，即将事件归结于个体行为。因此就可以理解，在美国，道歉就相当于承认“我是那个要负责的人”。同样可以理解，像其他很多东亚国家一样，日本的文化倾向于集体主义，因此道歉相当于说“很遗憾发生了这件事”。研究者在比较美国人和中国人的道歉方式后，也发现了类似规律：美式道歉是要明确个人的责任，而中式道歉则在更宽泛的层面上关注过失的后果。

只有深刻理解这些差异，企业管理者才能利用道歉的手段，达到开启对话、解决冲突或修复信任的目的。在全球化的热潮中，东西方之间的诸多沟通障碍常被忽视，关于道歉的误解只是其中一例。如果能留意其他文化在翻译中失去的细微之处，管理者将受益匪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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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廉·马杜克斯
 是英士国际商学院副教授。彼得·金是南加州大学Marshall商学院副教授。奥村哲史
 是名古屋市立大学教授。让娜·布莱特是美国西北大学Kellogg管理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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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控

19%地位高者以为自己受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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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纽约大学内森·佩蒂特（Nathan C. Pettit）和伦敦商学院尼罗·斯瓦纳坦（Niro Sivanathan）组织的一项实验中，大学生要向一些听众介绍自己的论文，其中一组参与者被要求想象自己地位很高。相比对照组，这组参与者认为听众中微笑者的人数多出19%。实际上，听众中微笑者和不微笑者的人数始终相等。此外，实验组的参与者也认为自己的报告得到的掌声更响亮。“地位高者的社交世界，是一个让人羡慕的所在。”研究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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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

短期主义

不是投资者的错

弗朗索瓦·布罗谢（Francois Brochet）

乔治·塞拉菲（George Serafeim）

玛利亚·卢米奥蒂（Maria Loumioti） | 文





企业高管经常抱怨，由于投资者过度关注短期业绩，他们被迫做出有损于长期回报的决策。但我们的研究显示，其实这种影响是相互的：持短期主义视角的管理者能吸引注重短期业绩的投资者。

为分析高管的经营理念，我们分析了2002年至2008年3613家公司70042次业绩电话会议的文字记录，分别统计了强调短期的表述（如“下季度”“下半年”等）和强调长期的表述（如“若干年”“长期来看”等）。为判断这种语言特征的稳定性，我们先根据2002年的数据对公司的短期主义倾向进行排序，然后对比之后几年的结果，发现80%的公司仍排在原有四分位区间。这表明，短期主义根植于公司的文化中。

为检验我们的关键词统计是否能有效评估管理风格，我们随后分析了使用短期主义语言的公司进行盈余管理的比例——这种做法显示出对短期业绩指标的关注。结果发现，这些公司进行盈余管理的概率更高：它们的可操控性应计利润更高，经常实现微利或略微超出分析师的盈利预测，且在实现微利、符合或略微超出分析师预测的年份削减研发开支。

我们分析了这些公司的股东构成，发现短期投资者远多于长期投资者。也许有人认为短期投资者占比高是公司短期主义的原因而非结果，但在分析董事会人员结构等最可能影响公司而非投资者的特征后，我们得出结论：虽然投资者压力可能助长短期主义，可是投资者也的确会选择契合自己投资周期的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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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研究也证明了一个普遍观点：短期主义是有成本的。有短期主义行为的公司股价波动大于市场平均水平，且资本成本比平均值高出0.42%。

近年来，对短期主义有大量评论观点，但很多更宽泛的相关问题尚待解答。例如，虽然有评论者认为短期主义管理损害创新，但并没有相关实证证据。我们也无法确定，企业参与不同类型的资本市场会助长短期思维——杠杆收购促使企业转向债权融资即是反例。

但有一件事我们可以确定：资本市场中的短期主义倾向可以克服。为此，管理者需要采取行动，并改进与投资者的沟通。管理者应认识到，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定下基调。一家公司与投资者沟通时使用的语言能显示其经营理念，而参与短期主义业绩电话会的投资者，则一贯善于找到符合其投资风格的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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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朗索瓦·布罗谢
 和乔治·塞拉菲
 是哈佛商学院助理教授。玛利亚·卢米奥蒂
 是哈佛商学院博士研究生。





奇思辩 DEFEND YOUR RESEARCH







美国西北大学凯洛格商学院市场营销学副教授亚历山大·切尔内夫主导了五项实验。他们向受试者展示手机、衣服、背包、电视、手表、鞋履、旅行箱包、自行车、红酒和墨镜等一系列产品，价格有高有低。一组受试者被问到对这些产品各自可接受的售价，另一组则被问到对一件高价产品和一件低价产品组合可以接受的价格。结果与一般预设的观念相反：受试者对单件昂贵产品（如一块手表）的价格接受度，高于对产品组合的（如一块手表加上一支钢笔）。切尔内夫由此得出结论：





赠品促销可能适得其反

Customers Will Pay More for Less

亚历山大·切尔内夫（Alexander Chernev）| 文 蒋荟蓉 | 译 王晨 | 校 万艳 | 编辑





切尔内夫教授，

捍卫你的研究吧！






切尔内夫：
 美国佩珀代因大学的阿龙·布拉夫（Aaron Brough）和我发现，把高价产品和低价产品捆绑出售，会让人对这些产品的价值认知发生改变。即使他们觉得两件东西都很好，也会希望组合的价格比其中高价产品单独的售价更低。我们还发现，人们对高价产品和低价产品组合的购买意愿较低。举例来说，售价2299美元的家用健身器材，单独出售比与健身操碟片配套出售更受人青睐。这个结果说明，现在流行的利用赠品促销的方式有时会适得其反。





HBR：
 这是为什么？


有一种心理机制叫分类推理（categorical reasoning）。人们本能地把各种产品分别划入昂贵和不昂贵两个分类，分类方式影响他们对产品的价值判断。如果昂贵的物品与不昂贵的物品组合出售，这个组合会被划入较不昂贵的分类，价格接受度随之降低。




意思是产品组合中的低价产品拉低了高价产品的价值？


不一定。我们发现，只是把两件产品并排摆在一起并不会产生这样的负面影响。两件产品作为一笔交易捆绑出现的时候才会出现这样的效应。我们还发现，这种效应并不是因为人们对两件组合产品各自质量的主观认知不同。即使两件产品质量相近，比如一辆保时捷和一支万宝龙钢笔的产品组合，也会出现这种效应。




可是现实生活中真的会发生这种现象吗？


我们尽量让实验贴近现实。受试者是真正的消费者，面对真正的产品做出真正的选择。我们还设置了对照组，将受试者个体差异和研究方法对结果的影响降到最低。完全有理由相信我们实验得到的结果也适用于现实生活。




组合出售产品可能适得其反

让消费者在健身房办卡和买家用健身器材之间做选择，有略微超过一半的人选择后者。但如果把后一个选项改成，买家用健身器材外加一套健身操光碟，选择这一项的人数就降至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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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营销人员并不考虑这个问题
 。

营销人员还是老观念，觉得产品组合可以提升销量，价值区间不同的产品互相组合也都可以。目前为止，他们还没有碰到需要反过来考虑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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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意思是，你发现了一种新的心理现象？


不完全是新的。科研人员几十年来都在研究人们面对复杂信息时做出简单二元决策的偏好。这种现象可以追溯到赫伯特·西蒙（Herbert Simon）提出的“有限理性”（bounded rationality）理论。人们做决定时依赖捷径或经验，以降低准确度为代价，减少消耗的认知能量。分类推理就属于这一类，在多数情况下效果不错。我们的研究则发现了效果不好的情况。




如果说分类思维这么常见，那为什么我们在其他领域没有见过呢？


见过的。从时间感到是非观等多个领域，都有对分类推理的研究。我以前的一项研究表明，将高热量食物（比如奶酪、汉堡）和健康食物（如配菜沙拉）一起出售，会让人觉得这一餐的热量比单独的高热量食物低。这种认知就是分类推理的作用。按照这个思路，我和阿龙开始考虑分类思维是否会影响价格接受度。




你研究的是产品组合定价，研究结果是不是也有局限？多数时候人们去购物，就只是把东西放进购物篮，然后去结账，没有什么组合。


我们的研究成果适用于会被消费者放在一起考虑的所有东西。消费者下意识地将一些产品组合在一起。比如你去蒂芙尼，想买一块5000美元的手表和一个50美元的钥匙链，这就是隐性的产品组合，能否接受这个组合的售价，会影响你最终是否购买这两件产品。你对产品组合价格的预期，很可能低于两件产品实际的售价，甚至比单件高价产品（这个例子里的手表）更低。再比如你在亚马逊买书，往购物车里放了30美元的精装书和99美分的电子书，也会出现这样的效应。




卖方好像对这个问题无能为力了。


也不尽然。分类思维虽然普遍存在，但也有局限：人们一次只会根据一种标准进行分类。因此，如果能让人们关注价格以外的属性，分类思维对价格的影响就会消失。比如，鞋店可以引导顾客考虑鞋子的舒适、耐久和功能性。我们的研究显示，顾客如果关注这些属性，就不太会根据昂贵程度为产品分类，于是也就不会因为产品价格区间不同而降低对组合的价格接受度。




那么消费者又该如何避免分类思维导致的误判？


让人们意识到自己在用分类进行判断，这样当然可以，但问题在于意识到这一点不一定能够改变行为。我们依赖分类思维应对日益复杂的世界，这种倾向根深蒂固。依赖心理捷径的倾向到底能不能改正？目前我们对人类判断和决策偏差的所有研究成果都说明，很难改正。几千年积累下的思维习惯，很难在一夜之间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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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战复盘 How I Did It



英美资源集团前CEO：

强化安全意识

The CEO of Anglo American on Getting Serious About Safety

柯欣雅（Cynthia Carroll） | 文

王晨 | 译 蒋荟蓉 | 校 李全伟 |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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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矿是一项有风险的活动，有些管理者认为人员伤亡不可避免。在柯欣雅就任CEO之前的五年，英美资源集团共有近200名矿工在工作中死亡。她决定采取公开立场，致力于创造更安全的工作环境。






20
 07年就任英美资源集团CEO时（本文发表于《哈佛商业评论》英文版2012年6月刊，柯欣雅已经离职——编者注
 ），我面临很多挑战。数十年来，公司旗下子公司互无关联，各自为政。我认为公司需要清晰愿景、指导性价值观、总体战略、共同商业目标，尤其必须为员工提供安全的工作环境。从我的经验看，安全方面的良好表现会带来更好的业绩。

此前五年中，英美资源集团共有近200名工人丧生。有些资深管理者认为，像我们这样的大型矿业公司，人员伤亡不可避免，因为我们的工作本来就是危险的。我从根本上拒斥这个主张。我的原则是，用自己的眼睛观察事物的运行方式。因此我开始巡视各下属公司，前往澳大利亚、智利、哥伦比亚、委内瑞拉和南非考察矿场。

我到的每个地方都有安全问题，但南非的铂业事业部表现尤其糟糕。该事业部当时有8.6万名员工，条件极其恶劣。文化背景不同的团队语言不通，却必须密切合作；工人识字率很低；矿井在地下几百米，黑暗、湿热、陡峭，有的地方只容工人跪着工作。

在到访的各个下属公司，当地管理者的反馈让我很郁闷。他们向我保证，安全状况正在改进，但不可能做到完美，我的零伤亡目标肯定无法实现。当时，铂业负责人不断重复着：“柯欣雅，你一定要理解……”在与人们谈话、检查矿场的过程中，我问自己：矿工要连续在地下工作几小时，身后紧跟着监工，他们能有多大权限？是否有人能举起手说，“这太危险，我不干”？

我与监工和矿场经理见面。我们将矿工的安全托付给他们，但他们真能承担起责任吗？他们能否和所有矿工交流？能否激励矿工，并帮助他们接受不同的思维方式？所见所闻让我忧心。在回约翰内斯堡办公室的直升机上，我思考着这些问题。

刚一降落，我就被铂业事业部CEO拉到一边。“有坏消息，”他小声说，“又有死亡事故。”就在我离开矿场几小时后，一名工人滑倒在传送带上后丧生。

就是这样。“采矿免不了死人？”这我不能接受。要想让整个集团都明白这一点，只有一个办法。我们将关闭勒斯腾堡的铂矿。这是世界最大的铂矿，雇用超过3万人，我们将立即关闭它。

铂业事业部的CEO可能觉得，我的决定主要是出于公关考虑，而在走过场式的安全检查后，我们将尽快恢复生产。但我不是这样想的。我要的是无限期停工。在此期间，我们将彻底改革安全制度，从上至下全面检查流程和基础设施，并重新培训勒斯腾堡全体员工。

在采矿行业的历史上，还从未发生过这种事。这样做的代价十分巨大。这个决定不太受欢迎——实际上，铂业CEO几周后就离开了公司。



传统世界

英美资源集团选择我时，董事会正在寻找一个变革推动者。我怀疑，大多数员工都预料不到，变革推动者会是我这样一个人。在近100年的历史中，公司一直被南非人（都是男性）控制着，关于运营矿业公司的传统观点深入人心。我既不是南非人也不是男性，此前管理的都是资本密集型的跨国工业企业。董事会希望引入新鲜的视角和管理风格，因此这个工作是为我量身打造的。

我面临的挑战，部分涉及公司的运营规模和范围。在地域和生产品种方面，英美资源集团是全球最多元化的矿业公司。公司90%的业务都在发展中国家，是世界最大的铂生产商（产量约占全球40%）和钻石生产商（经由戴比尔斯），还是重要的铜、镍、铁矿石、冶金煤和动力煤生产商。我们的业务遍及六个大洲，共有15万名正式员工和合同工。

部分挑战与传统有关。英美资源集团1917年成立于南非。尽管已逐渐成长为全球公司，它仍保持着等级严密的文化和刻板、自上而下的管理风格。这是一个非常传统的世界，在我之前，从未有人要在这里引领变革。举个例子，直到不久前，女性还不可以参观公司在南非的地下矿井，更不用说在那里工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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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美资源集团南非勒斯腾堡铂矿

图片来源：英美资源集团





但最重要的问题，是矿业在21世纪的地位。我们生产的大宗商品对经济增长和技术革命至关重要，我们必须保证这些宝贵资源的供应。但我们也要对社会整体做出贡献。我们的业务所在的社区，应持续受益于我们的存在。最重要的是，我们必须保证员工的安全。要实现这些目标，整个行业必须与利益相关方，包括政府、工会、社区、股东、客户、供应商和非政府组织，建立紧密和透明的合作关系。过去，矿产行业并未采取这种做法。行业内部的标准仍然差异很大，而矿业企业习惯于在某种真空中运作，很多传统做法影响着它们的声誉。



引入公众监督

关闭勒斯腾堡铂矿并停产七周的决定，是英美资源集团的一个转折点，最终推动公司全面革新了各矿场的安全管理。在短期内，这一举措在公司中引起抗议和阻力。很多员工没有准备好迎接变革，而勒斯腾堡铂矿的管理者几乎全部更换。但从长期看这是一件好事：要想创建更安全的工作环境，我们必须保证关键岗位上有合适的人。

仔细检视所有安全制度和问题后，我们必须重新培训3万名工人，才能在勒斯腾堡铂矿恢复生产。管理者和员工进行小组讨论和一对一面谈，尝试总结过去的问题，并建立个人和团队的责任感。我们还在体育场组织活动，让领导者与全体员工互动。

勒斯腾堡铂矿复产几周后，我联系了南非国家矿工工会和矿产资源部。我想做的不仅是改变一个矿场的安全管理：英美资源集团的生产安全状况并非个例，整个行业的安全统计数据十分可怕。我的开场白让矿产资源部部长很惊讶。传统上，矿业企业与当地政府和工会的关系都是剑拔弩张、相互猜疑。像我们的一些员工一样，他质疑了就安全问题采取公开立场的提议。

“你确定要这样做吗？”部长问我，“你将使英美资源集团暴露在监督之下，你做出的承诺将无法收回。”我认为这种暴露和承诺会很有帮助，因为这会使公司和行业感受到变革的压力。

我们与政府和工会的合作并不寻常，但非常必要。改善矿场安全状况是一项极其复杂的工作，且将产生非常广泛的影响，仅靠一个组织无法完成。即便安全的换班时限这种细节问题，也要得到政府、工会和公司的一致认可。如果真想做出改变，我们就必须合作。我们的合作计划开始被称为“三方联盟（Tripartite Alli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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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组织了首次公共峰会，邀请行业领导者和媒体参加。那次经历让人不舒服：与致死事故相关的事实和数据被公开讨论，每个人都必须面对残酷的现实。但把这些事实摆在桌面上后，我们就可以行动了。我们建立了一个工作组，参与者包括企业高管、政府官员和劳工领袖。基本原则很简单：无论是制定议程还是确定行动方式，联盟中的三方完全平等。工作组首先将学习全球安全管理的最佳实践。我们最后共前往四个大洲考察矿场，并参观了一些非矿业企业的生产设施。



改变身体语言

在接下来的六个月中，工作组的一些成员开始尝试从未有过的坦诚沟通。一位参与我们讨论的南非知名企业家告诉我：“以前我们都习惯戴着拳击手套和英美资源集团打交道，而现在你只是走进来告诉我们你的想法，还希望我们也同样坦诚。这可完全是新情况。”从身体语言的变化中，就可以看出我们正取得进展。第一次开会时，我们隔着桌子坐得很远，而到2008年春天，我们已经放松很多。我们建立了密切、互信的关系，成为合作伙伴和朋友。




在公共峰会上，矿产行业的致死事故被公开讨论，每个人都必须面对残酷的现实，然后我们就可以行动了。





最终，工作组提出了核心建议，包括建立通用安全标准。但即便我们就安全标准达成一致，每个利益相关方也需要实际的管理能力。如果安全管理计划的执行者能参与制定标准，工作效果会好得多，因此我们请低级别管理者、工会领导者和政府代表参与规划。英美资源集团承诺培训所有员工。公司邀请工会和矿产资源部的高级领导者参与风险管理和安全项目，目前已对3000名领导者完成培训。自2008年以来，公司已培训1.2万名直线经理、监工和一线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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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变化给整个行业带来压力。说得客气些，一些同行并未积极响应。其他公司的CEO给我打电话说：“我们会花更多时间。我们会多花很多钱。你是在给我们所有人制造障碍和困难。”但我认为，这是矿产行业前行的唯一途径。

矿业生产从未像今天这样复杂。世界各地的环保和安全标准各不相同；劳工问题、愈发强势的当地政府和社区运动，都是必须考虑的因素。我们有责任挑战错误或不合理的观念——比如“采矿就是这么危险”。英美资源集团对安全的关注，已让公司的整体表现显著受益。我经常说，安全是综合表现的一个重要指标。把安全工作做好，其他事情自然会做好，包括与工会和政府的关系、生产率和运营效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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勒斯腾堡Union Mine的一次常规安全通报

图片来源：英美资源集团





我们的工作产生了巨大的效果。通过与南非矿产资源部和主要工会合作，英美资源集团显著改善了生产安全状况。2011年，在安全事故中死亡的员工为17人，比2006年（我就职的前一年）的44人减少62%。工伤导致的时间损失减少超过50%。这也给整个行业带来了积极影响：南非矿业生产中的死亡人数减少约25%。

这并不是说我们的工作已经完成。我们最近在集团范围内，为伤亡工人举行了纪念活动。每次接到电话说出现致死事故，我都伤心万分。安全事业不会终结，我们绝不能放松。

我们做得不够完美，但我实现零伤亡目标的决心不会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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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光灯 THE BIG IDEA



创造更多

“好工作”

THE GOOD JOBS SOLUTION




美国有数百万份糟糕的工作，不仅薪酬低、令员工沮丧，还有碍于公司盈利。是时候解决这一问题了，不仅为了员工，也为了企业。





泽伊内普·托恩（Zeynep Ton）｜文

刘筱薇 | 译 刘铮筝 | 校 钮键军 | 编辑



提供好工作的

理由

The Case for Good Jobs

更高薪酬和更多的晋升机会——不仅你的员工想要这些东西，你也如此。

作者是泽伊内普·托恩





零
 售店、餐馆、呼叫中心、酒店和托儿所提供了数百万个就业岗位，但其中大多数工作都很差劲，而且几十年来都没有变过。这些岗位薪酬低、福利少、没前途。传统观点认为，糟糕的工作是做低成本服务必然要付出的代价，而且不具可持续性。一些公司也意识到，它们经营企业的方式本身就不可持续，比如视员工为可替代的商品。过去三年里，沃尔玛、麦当劳、GAP、安泰保险（Aetna）等大型公司已经提高了薪酬待遇。沃尔玛正加大对培训的投入并精简运营流程，帮助店员提高生产率。GAP尝试采用较为固定的排班表。安泰保险给呼叫中心代表更多自主决定权，让他们根据具体情况满足顾客需求。

以上策略说明当下发生的剧变。为何长期以来给员工极差待遇的企业，现在开始资助并赋权员工了呢？这很大程度上缘于新的竞争环境。现在市场饱和，公司既有业务须加速增长。实体企业和电商都在激化市场竞争，公司必须给出更有信服力的理由，说服顾客购买自己的产品。此外，公司意识到，参与度高的员工生产率更高、服务更好，而且跳槽率低——这在零售和餐饮业是极其重要的因素，毕竟这两个行业2016年的平均跳槽率分别为65%和73%。

除了增强公司竞争力外，改善服务业员工的工作对美国经济也可能有举足轻重的影响——低薪阶层的收入和消费能力提升，他们领取的巨额社会救济金减少。2016年，美国近900万零售业员工的时薪中位数是10.37美元；相较之下，超过700万餐饮业员工是9.50美元。从这两个数字看，即便零售和餐饮业员工能每周工作40小时（多数雇主不允许），他们的收入依然低于四人家庭贫困线。

但仅靠提高员工待遇，并不能增强公司竞争力。我们需要完全不同的经营系统。新系统旨在更好地满足顾客需求，提高员工生产率、动力，以及整体贡献值。

这一观点对很多零售和服务业高管来说，都比较难接受。如果公司面临盈利压力，那么选择彻底改变经营模式并加大对劳动力的投入，似乎不合常理，甚至很危险。但拥有1620家分店和7.9万员工的西班牙连锁超市Mercadona证明了这一选择的可行性，而其他公司正在推动类似的改革。

15年来，我一直致力于研究零售和其他服务业的公司，其中包括Mercadona。在2012年发表于《哈佛商业评论》的文章中，我充分解释了为何薪酬高、工作时间固定、提供足够培训和成长机会的好工作有益于零售商。自那之后，我与多个领域的零售商、呼叫中心和其他服务公司展开合作，研究其在不同阶段应用我所谓的“好工作战略”（Good Jobs Strategy，简称GJS）的情况。我收集了大量证据，证明GJS不仅仅只是一个好想法，也确实有效。我的文章分两部分，在上半部分中，我会分享我对坏工作和好工作系统分别有哪些认知，以及如何评估你所在组织能否通过好工作转型获益。





作者


泽伊内普·托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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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土耳其长大，小时候我以为美国遍地都是机会。” 泽伊内普·托恩说，“只要你肯努力，就能取得好成绩。我本人就是这种情况。我1992年来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读工程学，当时还获得了排球奖学金。这个国家给了我很多成功和成长的好机会。”

后来托恩进入哈佛商学院读博士，毕业后任教授。她在这些年的研究中，认识到一个严峻的事实：对数百万从事低薪、没前途工作的人来说，美国并非遍地都是机会。这些人往往工作时间不固定、工作环境混乱，生活非常辛苦。

托恩和同事最初想帮助零售商实现良好运营。他们发现，供应链的最后一个环节总会出现高成本的大问题：本应摆在货架上的商品仍在仓库或摆在错的货架上、特价促销活动出错、库存数据误差大。托恩在调查问题原因时，开始和店铺员工交流。“他们的故事真的让人心碎，”她说，“我这才知道，他们的工作有这么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

托恩在哈佛工作几年后，转入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担任运营管理兼职副教授。她研究了一个恶性循环：人手不足和高流动率导致运营出现问题，销售额和利润随后减少，人力预算随后降低，人手不足和高流动率问题随后加剧。公司高管悲叹，他们必须在竞争残酷的行业中用低价策略保持竞争力，所以无法给员工高薪并加大培训投入。

但后来托恩接触到一些美国和西班牙的零售商，它们的案例说明这一传统观点也许并不成立。这些零售商给员工较高工资、投资培训、提供固定工作时间和职业发展机会，而且公司的盈利能力高过竞争者。托恩想了解这些公司如何在提供好工作的同时蓬勃发展。通过研究，她得知这几家零售商专注于实现良好运营，而且使用一种截然不同的运营模式——这种模式可在多种服务行业中复制，如零售、餐饮、呼叫中心和办公室保洁。

托恩在本期《聚光灯》中分享了她对这种运营模式的研究成果，以及公司该如何完成从“坏工作”到“好工作”的转型。“我的目标是，劝说公司，特别是低薪服务行业的公司采用我所谓的好工作战略。”托恩说。为进一步推动这一转型，她联合罗杰·马丁创建了非营利组织好工作研究所。“我希望帮助改变大家对经营‘好’公司的认知角度。”





总部和店铺保持一致

提供好工作和坏工作的公司之间最根本差异之一是，总部和面向顾客的业务部门之间沟通决策的方式。在“好工作”公司的总部中，各职能部门做决策时一定会考虑其决策对店铺员工生产率的影响，以及他们能够为顾客提供的服务水平。好市多（Costco）的采购人员会协调新产品的发布，尽量将时间错开，缓解各店铺的工作压力。Mercadona和商贩合作，创建可以快速安排仓储的货运订单，比如你能看到哪些运输箱中装有橄榄油，并最先打开这些箱子。Mercadona的物流部门给店铺很短的交付窗口期（15到20分钟），所以收货员清楚何时做好准备，不会浪费时间。物流部门每次都派同一名司机送货到特定店铺，让双方不断磨合，实现高效合作。公司通过上述举措，既可以给员工更高薪酬（因为生产率提高）和安排固定工作时间（因为工作量适中和固定），又能够降低员工流动率（以上两家零售商的流动率均低于10%）。

好工作公司采取双向沟通，而且总部会将店铺的反馈纳入和一线工作息息相关的决策中。Mercadona将货物配送等流程标准化时，会参考一线员工的意见。如果店铺因自身规划问题，需要更多交付时间，那么公司的物流负责人可自行调整该店流程。Mercadana开发去中心化的新订货系统时采纳了员工建议，比如删除一些员工认为无关且费解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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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坏工作”公司的总部职能部门各自为政，而且很少考虑其决策对员工生产率和客户服务的影响。这些公司认为，店铺主要是执行总部决策的地方。以下是我的几项观察：


• 六小时交付窗口期。
 期限长，也许有助于物流部门将运输成本压到最低，但不利于店铺分配货物配送的资源。


• 促销次数变数太大。
 公司可能一周内多次促销，但下周完全不做促销活动。劳动力需求也会随之变化，让店铺经理很难安排每周固定的员工工作时间。


• 频繁更换陈列方式。
 员工的大部分时间都用在移动商品上，根本没有时间为客户服务，而且往往不知道商品摆放在哪里。员工放置好商品后，几小时后就要改变陈列方式。他们看到自己的努力总是白费，感到根本就没有必要花费力气。


• 店铺收到的价格有误。
 店铺员工不得不重新录入价格，既浪费时间，又打击士气。


• 优惠券引发问题。
 有位店员称，商店的很多优惠券印有促销规则，这些规则店员都必须遵守。但如果她拒绝兑换过期的优惠券，顾客可能会生气，找经理投诉，而经理往往又会同意给他们折扣。“你感觉自己像个傻瓜，”这位店员说，“但你自己不能给顾客折扣。如果你这么做，就可能被解雇。”


• 临时改变主意。
 典型例子是，销售团队为刺激需求，决定将促销日期从周五改至周三。这对总部而言并非至关重要的事。但店铺经理必须将数十个小时的员工工作时间从周五调整到周三，迫使员工重新安排生活，最终造成缺勤次数增加，人员加速流失。此外，员工准备促销活动和做其他活动的时间缩短后，会很容易犯错。


• 人员配备不足。
 某连锁店基于总部做的工时研究进行人员配置，但总部的研究并不能反映一线实际情况，比如不同店铺的布局也不同，顾客可能向正在补货上架或忙着贴价格标签的店员求助。所以店铺经常缺少人手，员工对顾客的态度也很生硬。



期望值

如果公司激励一线员工提升自身生产率，给他们权力，引导他们以顾客为导向，那么公司和员工都能对对方有很高期望值，好工作公司就是这种情况。但如果公司不为员工提供这种环境，取而代之的是混乱、士气低迷、高流动率和已经成为常态的缺勤现象，公司和员工对彼此的期望都变得极低。

好工作公司从最初雇用员工起就设立了高期望——这些公司对人才的挑选更加严格。QuikTrip连锁集团在美国11个州共有700多家便利店。公司集中管理每个城市的招聘工作，并使用标准化面试和认知测验。不仅如此，新雇员还必须“通过”培训考试，大概有20%的全职培训生和14%的兼职培训生没有通过考核。

QuikTrip要求正式员工有高水准表现。比如店铺员工完成每项工作后，都要用首字母签名。同辈压力也有助于维持高水准，因为员工的部分薪酬与店铺顾户服务分数挂钩，而且全职员工享有分红。

但高标准并非单向。好工作公司的员工也期望自己能够因高生产率和杰出贡献获得奖励。QuikTrip新入职的全职员工税后年收入将近4万美元。所有店铺经理都是由内部选拔。

好工作公司的员工还期望雇主尊重他们的时间和知识，允许他们在顾客面前展示自己的风采。QuikTrip销售大量咖啡；如果咖啡机出故障，员工期望设备管理团队即刻修好机器，以免让顾客失望。如果Mercadona的一线员工发现某件产品包装有问题，拖延了上架时间，会期望采购员与供应商合作解决包装问题。我曾经向某家好工作公司的CEO描述，其他零售商临时改变主意的情况。他说：“我们这么做的话，店铺那边会大骂我们一顿。”

坏工作公司及其员工不会，也不能
 对彼此抱有高期望——公司和员工都极其不稳定。总部决策浪费员工时间，造成工作量变化大，一方面压低了员工工资，另一方面加剧了员工流失。我观察到，多家连锁公司都有超过一半店铺员工是兼职。如果促销或送货等活动临时出现变动，店铺经理就要多次调整员工排班表。这也是员工经常请病假、迟到和跳槽的原因之一。这些公司的员工年平均流动率为40%-120%。

由于人员班底不固定，所以公司很难分派工作并检查工作完成情况。如果商品陈列或定价出错，或者店内某一区域较脏乱，问题根源很难查到。店铺内设施也经常出现故障或丢失。我曾看到多家连锁店的试衣间和洗手间固定装置破损，还有喷泉和Wi-Fi系统失灵的问题。我的好工作研究所（Good Jobs Institute，我和合作伙伴共同创建的非营利组织）同事萨拉·卡洛克（Sarah Kalloch）在某大型零售店工作了九周。在补货上架时，她手上常常连一把美工刀都没有。你怎么会在乎一家对你的工作状况并不上心的公司呢？



店铺经理

好工作和坏工作公司另一项明显差别在于，店铺经理的职责和态度。在好工作公司中，店铺经理有主人翁意识。他们认为，照顾顾客和发展员工是最重要的工作，并设计相应的运营系统。我们采访的好市多店铺经理重申了联合创始人吉姆·辛内加尔（Jim Sinegal）的信条——90%的时间都应该用在教习上。他们在店铺中来回走动，问区域经理一些开放式问题，比如“为何我们这里有五张毯子”以及“为何这件产品卖得不好”。这些问题旨在提升店铺业绩，帮助新管理者成长。几乎所有好工作公司的店铺经理都是从内部选拔，他们对下属的成功也会感到十分欣慰。某位好市多经理说：“看到员工晋升是最让我开心的事。”

坏工作公司的店铺经理多数时间都用于处理日常危机，确保最紧急问题得到解决。由于店铺经常缺乏人手，他们会亲自补货上架，给顾客结账或完成其他员工任务。人手不足、设施破损、客户服务问题频繁出现，他们已经没有时间培训员工或给他们反馈了。

某零售连锁店的员工经常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工作，因为店铺经理没有时间给他们安排。某经理称，他陷入了恶性循环：员工流动率太高，所以他不得不持续招募新人。但他忙于处理人员流失后的紧急事件，挤不出太多时间监管招聘，所以新员工往往并非店铺需要的人才。很多人很快就离职了，而他要花更多时间处理紧急事务，同时还要寻找新员工。



选择GJS战略的原因

我们好工作研究所开发的计分卡，有助于确定你所在组织是否需要GJS。首先，我们要对一线工作进行评估。你的公司在多大程度上满足了员工的基本需求并提高了参与度？基本生活工资、固定工作时间、职业发展机会可能本身并非激励因素，但在贫困线徘徊的薪资、作息颠倒的工作时间和极少的机会，非常不利于公司招聘、激励和留住优秀人才。




好工作公司和竞争对手相比，可以更好地应对经济起伏或最低工资标准上调等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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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领导者不太了解公司中的时薪工作，这让我感到颇为惊讶。某组织的高管得知，公司内多数小时工每周工作少于15个小时，平均税后年收入低于1万美元时，吓了一跳。另一家公司的高管以为，公司会提前三周发给员工排班表，但有些店铺仅提前一周才安排工作时间。

本计分卡的第二个部分与顾客体验有关。你的公司在多大程度上满足了顾客基本需要，并为培养忠诚度创造了条件？高效结账服务和干净地板也许不能和顾客建立情感联系，但结账慢、地板脏，会丢失回头客。

计分卡的最后一个部分涵盖多项数据，即运营问题、员工流动率和缺勤率、生产率、销售额，以及成本。只要你收集到以上数据，计分卡就能帮你看到，GJS可能给你带来的以下几方面好处：


财务。
 实事求是讨论当前业务，以及公司运营方式改变后业绩可能出现的变化，之后你就可以看到实行GJS的财务价值。医疗诊断服务提供商奎斯特诊断公司（Quest Diagnostics）的呼叫中心代表每年离职率为60%，直接离职成本高达1050万美元。这也强有力地说明，为何我们要在呼叫中心推行GJ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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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学生与某大型零售连锁集团合作发现，在不改变店铺员工工作总时长的情况下，将他们的平均工作时间从每周低于15个小时，提升到30个小时，提高排班的稳定性，同时将员工流动率降低将近一半，最终销售效率提高了20%多。我们看到，坏工作的典型特征（如高流动率、经常临时调整排班表）和造成严重损失的运营问题（如缺货，库存损耗和误差，购买产品的顾客比例，即转化率较低）有紧密联系。


竞争力。
 奎斯特各呼叫中心的代表流动率居高不下，严重影响到其服务。医生办公室的患者和医院员工必须等上两分多钟，才能打通电话。但如果未经过良好培训、经验不足的代表接听了电话，他们往往不知如何解答问题并将电话转给其他人，于是等待时间再次延长了。为此，奎斯特已经丢失了重要客户。

实体零售商出于对竞争力的考虑，也十分有必要引入GJS。我们可以看下电商带来的挑战：据报道，截至2017年8月，已经有超过6300家美国实体店关张，这一数字为史上最高，而电商的冲击是主要原因之一。如果实体零售商不能创造极具吸引力的购物体验，并和顾客建立情感联系，也会面临同样的命运。另外一个竞争力方面的挑战是市场饱和度：很多连锁公司已经不能通过店铺扩张增收。它们必须专注于现有店铺的经营，从而获得更多利润，而实行这一目标，就须要引入GJS。

好工作公司的另一竞争优势是：这些公司和竞争对手相比，可以更好地应对外界变化，比如经济起伏或最低工资标准上调。Mercadona崛起于2008年到2009年的金融危机。公司在维持盈利的情况下还降价10%，市场份额随之增长。公司很多成本压缩的主意来自员工。他们了解顾客，公司允许他们主动找出可以改进或撤销的产品和流程。他们还知道最高管理层会重视他们的洞察，而且公司不会以他们的成本压缩意见为借口开除他们。


道德。
 很多高管和经理人都不愿意领导坏工作公司，他们更倾向提供好工作。安泰CEO马克·贝托里尼（Mark Bertolini）认为，如果一家经营良好的《财富》500强公司还有接受福利救济的员工，那简直不可接受。好市多的吉姆·辛内加尔告诉我的学生：“我们不想以牺牲员工利益为代价，创建一家低成本公司。”一方面，GJS的优越之处在于，帮助低成本服务组织获得财务和竞争优势，但另一方面，善待员工已经足够说明实行GJS的必要性了。



截然不同的系统

如果公司领导者认为，好工作的提议值得一试，那么他们需要重新设计公司的运营流程。我所知的最重要经验是，GJS是一个系统，
 所有元素都必须协作。该系统包括：1）从雇用、培训、薪酬、高绩效标准和有效职业发展路径这几个维度投资人才；2）你必须做出四个运营选择，即集中和精简、标准化和赋权、交叉培训、宽松式管理。

以上要求人才投入的运营选择也能确保投资可行，因为员工效率和贡献将会提升。

GJS中的元素内在联系紧密，相辅相成，我们看一下Mercadona的案例，具体了解这种相关性。Mercadona不轻易改动员工排班表；即便客流量每天、每周变动极大（单店日交易次数从工作日的1700次到周六的3000次不等），也会提前一个月把排班表发给员工。

Mercadona知道，工作时间的稳定性应视工作量而定，所以公司想方设法让工作量更均衡。客流量低时，公司会安排送货、商品陈列更新、设备维护和产品介绍等活动。精简运营流程（减少商品、杜绝促销、按时送货等）和将日常流程（如卡车卸货、产品上架和保洁）标准化后，公司进一步提高稳定性，因而可以更准确地预测工作量。Mercadona之所以知道精简哪些流程，是因为公司明确了其为顾客提供的价值：最高性价比和服务水平，以及快速结束购物的能力。公司里的每个人都为达成这些价值而努力。

要想提供固定工作时间，公司还必须安排交叉培训，让员工可以根据客流量多少，交替完成面向顾客的任务（如帮助顾客查找商品和在收银台结账）和不面向顾客的任务（如保洁、补货等）。农产品、烘焙、化妆品等区域的资深员工有权力订购商品，并在和顾客聊天过程中，了解他们的需求和改进自身工作。他们有时间做这些工作的原因在于，Mercadona实行宽松式管理。公司的资深员工认为自己应当为所属区域的业绩负责。

另要附上一则说明：我观察到，若系统缺失某些元素，就不能充分发挥作用。我研究的某大型零售商为每名新员工都投资了至少两周的培训项目，员工薪酬超过行业平均水平的一半多。这听上去像是好工作战略，但依然达不到GJS的标准。公司没有倾听员工想法的机制，所以总部和一线之间的隔阂一直存在。所有与推销有关的决策都由总部做出。某些品类的商品种类极多，员工不得不花大量时间做枯燥的补货上架工作。虽然公司斥巨资用于培训，但不仅员工业绩平平，公司在企业点评网站Glassdoor上的得分也很低。

GJS以人为核心，促进公司平稳运营，和丰田生产系统（Toyota Production System，TPS）有很多共同之处。实行TPS的汽车制造厂使用通用零件和规范，平均分配生产总量和调整顺序，从而精简并稳定工作流程。基于运营人员意见开发标准化流程，并在他们的辅助下发现问题和改进标准化流程，可以提高运营人员的参与度、工作质量和生产率。接受过交叉培训的装配人员可通过调整装配线工作量，灵活应对需求的变化。

为每4-5名装配人员配备一个线下队长，可以缓解培训压力，并更好地应对问题、需求上升和人员突发事件，这也是宽松式管理的一种形式。众所周知，丰田实行对员工友好的政策，例如不裁员。此外，丰田的价值观和GJS公司也相同：客户第一、员工是最重要的资源、关注持续改善。

应用GJS的前提是改变现行系统，而这一改变不仅值得，也具有可行性！在本文第二部分《创建好工作公司指导手册》中，我会探讨如何实现本次转型。





聚光灯 THE BIG IDEA



创建好工作公司指导手册

多个大型企业正在应用好工作战略。以下是启动本战略的指导手册

作者是泽伊内普·托恩




很
 多服务业公司长期给一线员工低薪酬、极少福利。一线员工的工作时间不固定，职业也没有上升空间。但现在越来越多服务公司开始摒弃，或者至少会质疑现行模式。如本文第一部分《提供好工作的理由》所讲，这些公司出于对财务、竞争力和道德的考虑，开始寻找替代方案，即给一线员工基本生活工资、足够培训、固定工作时间以及职业机会，让公司中每个人都努力帮助这些员工高效工作，为顾客提供优质商品和服务。我称之为好工作战略，简称GJS。向GJS的转型极其艰巨，但可以实现。在下文中我会探究如何完成这一转型。

领导者从最开始就应认识到以下几点。首先，你必须有耐心。公司不论大小，极有可能花费数年时间，才能实现向好工作系统的转型。西班牙最大的连锁超市Mercadona从1993年开始转型，当时公司只有大概150家门店，历时约3年才看到财务业绩大幅提升。

有些业绩还可能在短期内下滑。随着薪酬提高和培训投资增加，你的成本可能上涨。促销减少也会拉低销售额。员工流动率可能增加。一些总部员工会因失去掌控感到不满，不愿意向一线员工学习或认为自己的专长被贬低，最终选择辞职。有些一线员工无法接受更高的标准，选择离开公司，而另一些人可能能力不足，达不到新标准，最后被辞退。（医疗诊断服务提供商奎斯特在各呼叫中心实行严格考勤政策，并设定更高绩效标准后，人员流动率短期内上涨，但之后回落到以前的水平之下。）

你要对这一过程满怀信心，这点极其关键。同时你也要从类似系统的转型中学到经验，比如丰田生产系统（TPS）的转型。以下是几个最重要的步骤：



就目标和方向达成一致

任何转型都要注意以下三点：1）为客户和员工打造的愿景让他们心悦诚服；2）创建中心执行团队。团队直接受控于CEO或COO，成员包括高管、现场经理，以及与一线工作紧密相关的总部职能代表。团队要有权力、专业能力、公信力和领导力，能够制定执行战略；3）坚持就本次转型，以座谈会、短视频和备忘录等形式，进行长期且诚恳的沟通。


成立转型团队。
 MudBay公司在美国西北部拥有44家宠物店，公司的高管团队在2014年决定实行GJS，联席CEO拉尔斯·伍尔夫（Lars Wulff）与67位店铺经理和总部员工展开为期8周的小组讨论。他们在这段时间内讨论了GJS以及Mud Bay可能从该战略中获得的优势。公司接下来将创建愿景和转型战略的工作交给店铺经理组成的6人团队（经同级推选）和总部员工组成的6人团队（经同级、3位地区经理和5位高管推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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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d Bay为转型做了充足准备，最终赢得全公司的支持。店铺员工非常热情地给顾客讲解本次转型，而顾客对在该店消费的满意度进一步提升。


举行研讨会。
 你可以开展研讨会，提前向店铺经理、地区和区域经理、总部职能部门和高管介绍GJS。这一点极其重要，原因如下：研讨会帮助各职能部门，特别是从未与其他部门合作过的职能部门，坦诚交流并打破各自为政的局面。在我举办过的研讨会中，店铺经理愿意告诉总部职能部门其决策造成的麻烦。研讨会还有助于各职能部门了解到GJS系统的工作原理，以及自己在该系统中扮演的角色。

我常常将参与者分成五组，分别代表人才投资和四种GJS运营选择，然后问每组各自需要做哪些改变，才能创造更好的客户和员工体验，以及其他组别需要做哪些改变。这有助于参与者快速了解到这几种元素的内在相关性。

最后，研讨会能帮助你提早发现并应对反对意见。例如很多零售商已经对客流量下滑感到绝望了，所以市场营销和财务部门对集中和精简原则的反应可能是：“你疯了吗？我们快被干掉了，现在需要卖更多商品、开展更多促销活动、延长营业时间。”你要和这些部门好好谈谈。


承诺不裁员。
 向好工作转型过程中，某些改革可能在短期内减少收入，一些职能部门也许想知道自己的薪酬会受到什么影响，而各级别员工都会害怕失去工作。我最近问某店铺职员，她认为库存补充流程该如何精简。她说她并不想改变，因为她可能为此丢掉工作。

组织应倾听上述反对意见并做出回应。我们从TPS的应用中学到的最佳实践之一是公开承诺，除临时工外，其他人不会因本次转型被辞退。



从小处做起，确定有效措施

如果服务组织中设有多个事业部，公司往往出于快速见到成果的目的和自上而下决策的习惯，决定自上而下一次性完成改革。公司必须抑制这一冲动。


从一线开始。
 GJS本身是个复杂系统，很多事情不论大小，都会改变。此外，改变发生的顺序也不确定，因此自上而下进行改革速度太慢、成本过高，也忽视了各事业部的具体情况。如果一线员工不参与转型方案的制定，他们的支持率和参与度会很低。

总部可能大致规划了转型蓝图，但执行过程应从一线开始。并非每家公司都愿意这样做。我曾经这样建议某大型零售商的首席人力官，她回答说：“我们一般不会问他们的意见，而是直接告诉他们怎么做。”你不能用这种方式推行GJS。


建立试点并扩大范围。
 TPS转型中的有效措施之一是，先在某个或几个事业部试行新系统，学习并调整，之后扩大实施范围。建立试点不仅有助于中心团队打破不同职能部门各自为政的局面并促进协作，还能在短时间内见到成效，为深化改革和说服持反对意见者奠定基础。

有的事业部更容易建立试点。这些事业部有两个特征：领导者比较强势且欢迎转型，以及业绩一般——这样改进措施就能在数月之内看到成效。如果试点事业部的规模、地点和形式比较典型，那么其经验更容易被复制。选择离总部较近的事业部，方便中心团队平时巡查。



确定改革第一步

本文上半部分讨论的好工作计分卡可能已经告诉你，你的公司必须重视并改变最需要填补的漏洞，但并未说明从哪些地方着手改革。以下是具体方法。

这有助于你确定最紧要的任务。你已经在使用什么GJS元素？你可以在哪里改进？你可能会找到很多需要改革的事项，比如

• 店铺如何招募、培训、付给员工薪酬并赋权他们

• 总部职能部门是否在决策和协作时将一线工作纳入考虑范围

• 总部和店铺之间的联系是否为双向的，比如在店铺流程的标准化过程融入一线员工的意见，同时总部建立倾听一线想法的机制

你不能突然间彻底革新，而且运营模式中的元素很难重塑。话虽如此，若不同改革协调推进，相互呼应，就可能产生很好的效果。各职能部门协商决策的前提是有新的激励机制、领导力和组织结构。薪酬提高，但员工的工作时间不稳定，他们的效率或参与度仍然不会提升；但另一方面，更多人可能会选择继续留在公司，提高工作能力，反过来会有助于你稳定运营。


从安排固定工作时间着手。
 奎斯特呼叫中心从这一步开始执行GJS。呼叫中心的员工流动率很高，缺勤率也高达12%。主管多数时间都在接听新手应付不来的电话，客户也颇为不满。代表和主管的对话反映出，流动率居高不下的主要原因与薪酬和职业路径有关，或者说员工的基本需求得不到满足。奎斯特的工作比普通呼叫中心更复杂，但薪酬相当，而且即便员工掌握新技能，工资也不会涨。

为解决上述问题，奎斯特开始实行阶梯式薪酬制度，提高起薪并提供明确的职业发展路径。为抵消更高的人工成本，公司想办法杜绝浪费。奎斯特改变某些电话服务的提供方式，而新方法既降低成本，还提高了客户满意度。例如很多医生不习惯用电话接收普通的测试信息，而是倾向用传真。大量与地址、工作时间和排班有关的患者电话，不需要接听代表具备专业知识，所以奎斯特加强了这些信息的网络传播。

奎斯特通过精简并集中为客户提供的最重要价值——尽可能以最快速准确方式提供重要医疗信息，有效压缩成本并提升了服务。接下来还有更多事情要做，但如果员工不从一开始就找到与公司共进退、努力协助客户的原因，可能转型就不会有下文了。

奎斯特的先稳定后发展策略值得借鉴。公司必须先解决工作流程、工作量、人工流动率和缺勤问题，否则等到进行交叉培训、设立高期望、赋予员工决策权等改革时，局面会十分艰难。


寻求小机会。
 奎斯特还试图用其他高效的小技巧，改进工作、参与度和客户服务。某代表想到一个名为“西班牙语暗示”（Spanish whisper）的主意。虽然打电话的人可以选择英语或西班牙语，但接电话的双语代表不知道对方选了哪种语言，可能要花大概20秒才能确定。中心团队与试点团队合作，在电话中加入新程序，让西班牙语客户打电话进来时，“西班牙语”这个词会秘密传送到代表的耳机内，之后代表再拿起电话与客户接洽。这一小改变不仅直接起到维护客户的作用，还打破了各自为政的局面，因为多个职能部门都要参与改革。（我们从丰田生产系统学到的另一点是，解决小问题有助于之前互不往来的部门学习合作和协作。）这也向代表传达一个信息：他们的意见现在很重要。

多做小的改进，而非重大改革，同样能取得良好效果：研究人员发现，小的改动累积多次，会产生巨大影响，而且循序渐进还有助于保护改革动力。重大改革终将实现，但只有根基打好了，成功的可能性才更高。



扩大、调整和持续改善

连锁集团的高管可能不太接受建立试点的方法。他们也许不愿将大量中心资源连续几个月投入几个试点事业部中。此外，依靠几个事业部推进其他上百或上千个事业部的改革可能有悖常理。如果公司面临提高绩效的压力，那么高管可能想尽快进行公司层面的重大改革。你可以用以下三种方式应对上述顾虑：

1. 确定哪些改革不需要协同发展，可独立操作，比如日常碰头会或改进结账、保洁和招聘流程。让试点事业部之外的部门测试改进方案，并与好工作团队分享成果。接下来，你可以根据店铺方面的反馈，创建最新一版的标准。该方法可在几个月内实现公司层面的改善，并打造融入一线员工声音的新文化。

2. 在建立试点的过程中，将已经学到的经验应用在整个组织中。举例来说，总部可能通过观察几个试点事业部，了解到如何减少工作量变数（比如缩短交付窗口期，或避免促销或配送临时出现变动），之后就可以将新方法在整个公司中推行。奎斯特等公司精简工作的方法也能帮你提高所有员工的薪酬或福利，同时不会影响到公司短期业绩。

3.建立与其他事业部分享成功的渠道，激励它们做出同样的改变。奎斯特的试点团队曾向其他团队展示其成果，之后想要尝试新方法的主管排起了长队。

GJS所有元素的推行进度取决于试点事业部的规模和改革前的稳定情况，可能用时会超过半年。一旦系统各元素协作流畅，中心团队就可以着手在更大范围内落实GJS。团队须谨记我们从TPS的实行中得到的经验：别用同样的策略指挥其他事业部，让它们参与到GJS的落地过程，并自行调整改良。这样做可能用时更长一些，但能确保改革得到支持并取得更好的效果。

好工作公司不会一次性完成流程标准化的工作，然后希望得到一致认可。它们让员工参与到持续改善流程中。扩大范围和持续改善工作的关键之处在于，有一个中心领导者，以及建立明确流程，能够确保一线员工想法被听到、测试、在整个公司中实行并得到支持。

转型是一项艰巨任务，需要百折不挠的领导力，同时要有条不紊地推进。但结果值得你付出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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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报

好工作转型对员工、顾客、公司和投资者的好处体现在多个方面。

Mud Bay未进行好工作转型的前3年里，同店销售额年平均增长率为6.5%。2014年公司启动转型后，到2016年，公司保持11%的同店销售额年均增长率，而且总销售额增长远超出行业平均水准。Mud Bay店铺员工（包括经理）2016年的平均时薪比2013年提高18%，员工流动率也比3年前降低约45%，达到了33%。现在的客户满意度已经是历史最高点：店铺收到顾客表扬信，而且很少在Yelp上得到低于5星的评价，而最大的100家零售商平均只得到3.2星。2013年只有65%的店铺员工每周工作30个小时或更多，2017年的数据为82%（截至发稿时）。

奎斯特于2015年7月开始好工作转型，之后公司的电话转接率（指最先接听的代表不能解答问题，必须转接给其他人处理的比率）下降20%，而电话接听速度提高40%。到2017年3月，奎斯特的员工流动率下降53%，缺勤率降低66%。在实行转型的8个月中，代表提出了1556个改善意见，其中1001个提议已经落实，节省了120万美元；加上其他方面的精简，公司共节省200万美元。




提高
 工作质量有助于构建更好的社会。员工高质量完成工作的前提是，获得知识和权力、拥有充足资源、自身和所从事工作都能得到尊重。客户，也就是说我们所有人都获得更好的服务，带着好印象走出店铺。过去一个世纪里，我们看到，制造业的薪酬提高、工作条件改善，扩大了中产阶层人数，经济也在走强。现在服务业的拐点已经到来。

经济中出现更多好工作并非水到渠成的事，但也不是白日做梦。这是我们能够做出的选择。好工作战略已经证明，公司可不必在薪酬和成本之间取舍。服务公司CEO已经有机会为投资者和客户提供更多价值，同时为数百万人创造有意义的工作，帮助他们摆脱贫穷，进入中产阶层。这既是特权，也是责任。





聚光灯 THE BIG IDEA



是时候把更多工作变成好工作了

我们不必让更多人获得好工作，而是要把他们现在的工作变成好工作。

作者是罗杰·马丁（Roger L. Mart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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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
 去30年中，我基于两大洞见开始思考美国工作问题，最终结论是，我们亟须改造很多工作。这两大洞见都来自我的同事：第一位是迈克尔·波特（Michael Porter），我和他在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合作过；第二位是从2007年开始就和我在罗特曼管理学院共事的理查德·佛罗里达（Richard Florida）。

上述两大洞见本身具有极高价值，但我和佛罗里达2015年决定从融合两者的视角反思，发现美国的坏工作问题已经火烧眉毛，我们必须采取行动了。



迈克尔·波特的洞见

这一洞见来自波特1990年出版的巨著《国家竞争优势》（The Competitive Advantage of Nations）。书中主要篇幅都在说明，辨明你所处的产业类型很关键：是集中在一个或几个小范围地理区域（如制药和软件），还是不均匀分布在国家的各个地方（如零售和医疗服务）。

集中用人产业的产品和服务销售地点不限于邻近地区，比如新泽西州的制药公司肯定不会只在本州内销售产品。因此，这些产业的公司可以扩大规模、投资研发和品牌推广，并帮助员工高效工作，获得高工资。

分散用人产业只在本地区域销售，所以较少实现规模经济，对研发和品牌推广的投入也较少（举例来说，某本地园林绿化公司的市场需求有限，无需大量资本投入）。因此，分散产业的生产率比集群产业低，工资也明显更低。



理查德·佛罗里达的洞见

该洞见来自佛罗里达2002年出版的畅销书《创意阶层的崛起》 （The Rise of the Creative Class），聚焦工作内容，而非产业类别。佛罗里达基于工作所需的独立判断和决策份额，将工作分成两大类。第一类为创意密集型工作，员工需要做大量独立判断和决策。以营销高管和医生为例：他们有为雇主创造价值的空间和自由，这也意味着他们可以拿高工资。第二类工作为常规密集型，基本不需要独立判断和决策。以市场营销部门的应付会计和医院护工为例：他们往往没有条件创造和创意密集型员工一样多的价值。所以他们挣的工资，明显更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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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特＋佛罗里达

我和佛罗里达决定融合两大洞见，看看产业类型和工作内容相结合会有什么效果。我们着手创建一个全美工作的二阶矩阵，得出了四种工作类型，如上图所示。

接下来我们必须知道，每种工作类型在美国经济中所占比例（我们使用2012年后的最新可得数据）。如左下角图表显示，占最大比例的是常规且分散型工作，这似乎也在常理之中——这类工作缺乏创意，并且处在生产率低、扩张能力有限的产业。

之后我们以每类工作平均工资为纵轴，全美工人平均工资为横轴，得出的结果
 让我们颇为惊讶。

如右下角图表所示，在集群产业从事创意密集型工作的员工已“择木而栖”。他们的平均工资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将近80%，并且远远超过其他任一类别的工作，但他们在全美员工中所占比例最小。

这些员工的好运气是缘于所从事的创意密集型工作，还是所处的集群产业？答案貌似是前者；虽然分散产业创意密集型工人的提成，还不到集群产业创意员工的一半，但挣的钱同样超过全国平均水平。常规密集型工人不论处在哪种产业中，收入都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集群产业的员工人数较少，占全美员工比例第二小，但收入远比分散产业的员工多。后者工资极低，但占比近乎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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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组别之间的流动

我们想知道，2012年数据展示的情况是否会持续下去，所以查看了最早到2000年的同类数据组。我们希望找到在过去仅12年中出现的微小改变，但最终失败了。（详见图表《美国现代经济中不同工作类型所占比例和薪酬的变化》）

变化幅度过大，实在令人担忧。分散产业常规密集型的员工组别处在最不利地位，但增幅最大，而且工资急跌。创意密集型员工的收入优势则明显扩大。

唯一一丝希望就是创意密集型工作的比例上涨2个多百分点。但总的来说，这点增长并非意味着分散产业常规密集型组别的员工，已经脱离收入最低的圈层，而是主要因为较劣势的集群产业常规密集型员工人数，减少了将近4个百分点。



对美国的重要意义

很快，超过半数美国家庭的经济支柱，都将从事价值最低的分散产业常规密集型工作。他们肯定想知道，为何要支持现在和将来很长时间都对自己不利的民主资本主义？

虽然好消息是创意密集型工作的比例提高了，但这点增长并不能帮助员工脱离最差的工作类别。

我认为，拯救美国式民主资本主义最好也是唯一的机会是，别再想着让员工在各工作组别间流动，而是改变劣势组别员工的境遇。我们可以从本质上改造常规型工作。这些工作之所以需要极少独立判断和决策，原因并非这种安排必然有益于公司，而是高管想象中如此。

在本文之前的两篇文章《提供好工作的理由》和《创建好工作公司指导手册》中，作者泽伊内普·托恩提到，如果公司提高常规密集型工作的独立判断和决策比例，会更加成功，因为员工的生产率将大幅提升。也就是说，员工反过来可以轻松提高薪酬。我和托恩共同创建的非营利组织好工作研究所，正在帮助公司进行这一对企业和员工都大有裨益的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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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杰·马丁
 是多伦多大学罗特曼管理学院前院长，现任该学院马丁繁荣研究所主任。他也是《创造伟大选择：领导者的整合思维指南》（Creating Great Choices: A Leader's Guide to Integrative Thinking，哈佛商业评论出版社2017年出版）一书合著者。





聚光灯 THE BIG IDEA




萨拉·卡洛克：


打卡上班：做一份差劲工作的感受

研究人员为体验一线工作，应聘了某大型零售商的职位。

作者是劳拉·阿米克（Laura Ami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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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
 近900万美国员工从事零售业的工作。美国11月和12月假期来临之际，临时工人数量暴涨。如果你曾在杂货店外排队、百货公司里淘衣服，或者快餐店买汉堡，就知道这些工作中多数都不是好工作。

如果你雇用零售工人，可能也会知道其工作情况。但传统观念已经深入人心：要想在薄利行业里低价销售并赚钱，你必须压低劳动力成本。低人力成本不仅体现在低工资上，工作时间不固定、成功和晋升机会少也是负面表现。

泽伊内普·托恩的好工作战略对这一“矛盾”关系提出了反驳。该战略倡导提高一线员工薪酬、加大对他们的投入，同时做出明智的运营选择，有效利用对人才的投资。好工作战略可在保持低成本的前提下，提高客户服务和生产率。

托恩和她联合创建的非营利组织好工作研究所深知，好工作战略的落地将十分艰辛。要想知道如何进行转型，了解零售业现行措施是方法之一。于是托恩的同事萨拉·卡洛克在某美国大型零售公司的分店，找到一份短期的一线工作。她连续九周上下班打卡，想要体验零售业的工作，并了解哪些挑战阻碍了员工为顾客提供优质体验。我近期采访了卡洛克，她谈到了在从事那份工作期间获得的认知。以下为本次对话节选。



求职和培训



HBR：
 为何要进行这次实验？



卡洛克：
 我最初加入泽伊内普团队，一起宣传好工作战略时，想知道我们的系统将如何帮助或阻碍一线员工提升顾客体验并实现公司目标。实践出真知。虽然我从未从事过零售业的工作，但我喜欢整理东西，或者让货架看起来更美观，还有帮助别人。我非常兴奋，想深入了解这份工作，体验从申请职位、面试、培训到服务顾客的完整流程。我还想努力工作，挣到11美元的时薪。你称之为实验，但对我来说，这是份真正的工作，而且我想做好自己的工作。




你选择这家零售商，是专门为了体验好工作或坏工作吗？


不是。我网申了几家零售店的一线工作，其中两家给我打了电话，通知我面试。我开车一个半小时去参加一个面试，但对方告诉我，他们的电脑系统一整天都有故障，不能给我面试了。我在第二家店铺接受了短暂的面试，对方做了背景调查，然后我就被雇用了。他们没有给我的推荐人打电话，这有点出乎我意料——我从未在零售业工作，简历写得也有点离谱。如果我是那家店的招聘经理，会做更多尽职调查。

但我们在其他公司也看到类似情况。很多经理实在是没有时间全面考查应聘者。他们的店铺员工流失很快，所以他们必须迅速填补空缺职位。但最后他们选错了人，不仅连累了公司和不符合岗位要求的新员工，还伤害到了现有员工的利益——这些人要与不能为团队做贡献的队友共事。




所以你得到了这份工作，之后呢？


培训。我和另外五个人一起培训，其中有一个人我在见到她的十分钟之内就知道她不靠谱。公司不应该雇用她。之后她果然经常缺勤，加重了我们其他几个人的负担。但经理正苦于应付紧张的工作时间、高流动率和高缺勤率。他必须填补空缺职位，实在无法从恶性循环中抽身。

我被告知，在接受一些基本的电脑培训后，我所在区域的某个员工就会和我组成二人组，培训我完成专职工作。我很满意这个计划，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我的培训时间大概有40个小时，其中20个小时都浪费了：技术故障频频发生，我还要在本区外做无意义的观摩，或者等待告知接下来做什么。我甚至都没有参观店铺，连我所在区的商品都不知道摆在哪里或属于哪一品类，更别提整家店铺了。我当时很恐慌。



第一天：新工作已经开始了？


你第一天上班是什么情况？


岗前培训从早上九点开始。我和其他几个新雇员坐在房间里。没有人跟我们说任何事，日程表也都没给我们。

之后两个小时中，经理把我们逐个叫到他的办公室做一些文书工作。我们在等待被叫到的期间无事可做，就坐在屋里，有个男人还睡着了。两个女人几次出去抽烟。我把墙上所有的材料都读了。终于，有个员工进来和我们沟通。他先解释了公司的工资结算期、工作时间、打卡方式和考勤制度。接下来，他给我们展示了三个毫不相关、极其诡异的视频：一个似乎与客户服务有关；一个展示如何使用重型设备；一个与福利有关，但我还没有资格领福利。视频中还有一些重要的安全信息，但我们跳过了这部分。他没有跟我们说公司的战略、文化、我们的职责、员工人数、服务的顾客人数，或其他最基本的信息：我们不了解为何来到这家公司、我们所在集体如何，以及我们的价值何在。那天结束时，我对这份工作的全部认知就是，我必须出现在公司里。




你认为出现这一情况，是因为公司不重视一线员工，还是有其他原因？


这是个系统性问题。这种情况令人沮丧是因为，岗前培训安排混乱，公司既损失了金钱，也伤害了感情。我们在房间里坐着等待两个小时，还拿着工资。我们并未得到尊重，也没有培训指导我们如何服务顾客。给我们做岗前培训的经理讲话不知所云。而全美多家公司都有同样的情况。处在高员工流动率公司的管理者往往没有多余时间和资源，无法创建有利于新员工学习并成熟的环境，而这反过来会加剧人员流失。




现在你上班了。你开始工作后是否有改善呢？


很不幸，没有。我第一天接受培训时，某位经理让我观摩收银员的工作。这个要求很奇怪，我有些吃惊，因为我并未应聘收银员的职位。我应聘的工作是补货上架和回答顾客的问题。他们让我和一个不太会说英语的人组队，而这个人也没有接受过培训师的培训。实际上没人接受过。第二个和我组队的收银员把我一个人留在收银台，自己去上洗手间。我在这段时间里给一对母子结账，还忘了把一个袋子给他们。我吓坏了。这对母子很友善，但我让他们失望了。

这种情况持续了数日——观摩收银员工作的培训无效，我依然在顾客面前出错，其间还要断断续续接受电脑培训。观摩培训结束后，我再也没有做收银工作。

好工作战略支持交叉培训。你希望员工能够在一两个领域中表现出专业水平，但他们也要足够灵活，能够承担其他工作。但对我来说，这次交叉培训的方式并不可取。我没有得到足够的收银岗位培训，不能胜任这项工作。与此同时，我并未得到应聘岗位的技能培训，所以在服务顾客时就更力不从心了。



每周20小时工作变成40小时


你找经理讨论你的问题了吗？


我基本上都见不到经理，部分原因是我们上班时间错开了。另外一个原因是店铺人员流失极为严重，他都不知道员工是否会来上班。我想他可能已经放弃管理，任何事都亲力亲为了。我每天都准时来上班，但他从未给我安排过事情做。

有天我要连续上九小时班，到店铺时看到经理正在我的区域往货架上补货。我觉得这很奇怪：接下来九个小时我都会在这个区域做这项分内工作啊。但我去了另一区补货上架。我努力工作，速度很快。整个区域在90分钟内焕然一新，唯一的不足就是有些货架缺货，但我没有接受过解决这类问题的培训或指导。我的上班时间还剩下七个半小时，但经理人已经不见了。我尽最大力做了我能做的事。我把商品收好并回答顾客问题，这些都加起来也就是一小时内做大概十分钟的工作。那时正值夏季，周六店里也不忙。我跳上跳下，挥舞着胳膊，大声喊着：“再给我点工作！”但没人理我。那天我在笔记中写道：“如果没人把我当回事，我为什么把这份工作当回事呢？”

实验是这样结束的：那天我本不想上班，所以请了一天假，晚上好去参加一个活动。他们只同意我早下班，但排班表并没有相应变动。我们根本就没有固定的工作时间。我要求每周工作20小时，但店铺通常给我排40个小时的班，我不得不请经理调整工作时间。每个人都必须接受这一既定事实：工作时间表完全无法预测，因为系统暂时出现了故障。但这一戏码每周都上演。没有人维修，排班表不停改动。

我认为，问题的根源不在于公司本身，而在于该行业实行的人力模式催生了坏工作。我们看到其他零售商也出现过类似的混乱和不稳定情况。比如在我们的研究中，某连锁公司的店铺经理准备发展人才并建立团队，但发现他每天只能一连好几个小时站在收银台后，因为员工根本就没来上班。人力模式过于严格，系统没有宽松式管理的余地。零售商认为，这种模式虽然省钱——短期内也许如此，但长期会造成严重损失。

我只是想每天多做些事，忙碌一些，一方面为公司做贡献；另一方面坦白讲，也是为了打发时间。我真的希望有能力帮助别人。但我直到最后也没得到所需的工具或知识，也几乎没接到多少任务。



一线和总部的沟通


遇到问题后，你想过自己来处理吗？


这真的不太可能。总部对店铺有明确的规划，但这些计划并不一定符合我们的实际情况，或错误估测了我们的既有资源。我有次在上班期间接到了节假日店面陈列的平面图。我帮忙收拾好基本的配件——挂钩、篮子和架子。这将是美好的一天：我有一个大项目，而且我热爱节假日。

总部发给我们的陈列计划看上去不错，但最后的展示结果让人大跌眼镜。我们缺少大概1/3商品，也没有权力把其他区的节假日商品搬过来填补空缺，所以陈列造型有些地方空无一物。作为一线员工，我们无法知道为何会出现这种情况。也许视觉部没有和企划部沟通，或者物流拖延了，又或者商品到店之前某环节出错了。总之时间、金钱和材料都浪费了，更连累了顾客。

供应链和规划流程极其复杂，难免有误。优秀公司会尽最大可能精简流程，允许店铺根据外界变化及时调整，并支持店铺实行宽松式管理。我们没有权力调整陈列造型，所以即便店里还有多余的商品，造型依然有一半是空的。这件事既影响到了生意，也让我感到，总部不放心我们为自己的店铺做决定。




你能仅凭一己之力为顾客提供更好的体验吗？你可以随心所欲地向总部或经理提出改进意见吗？


我试过。我们总是在谈公司所需的改善，多数总部都看不到，一线员工则看得一清二楚，事实的确如此。我想法很多，想帮公司解决多个运营挑战，我的同事也如此。我们的想法不是重大改革方案，而是简单、成本往往很低或者零成本的解决方案，既能省时省钱，还能为顾客提供更好的体验，或者两个目标都能实现。

但我们没有实现改善想法的机会。只要你和经理提到某个挑战，就会被贴上“闹事者”的标签。我在这件事上就跌了个大跟头。我和经理提到了某个有问题的流程，询问是否有更好的办法。她在其他人面前痛斥我。我觉得，她实际上是告诉我闭嘴，安安静静做自己的工作。

店里一位老员工看到我被骂后，在休息时间找到我。他十分和善，对我说他很抱歉经理这样对待我，但这里的文化就是如此。他说：“如果你按照他们的指挥做事，他们会喜欢你。如果你给他们挑问题，他们会恨你。如果你让他们干更多工作，他们还会恨你。”

这种混乱环境和我们看到的其他零售商情况一样，而处在这种环境中，经理完全没有时间解决问题。他们缺少时间完成雇用、培训、发展和领导等一系列任务。我认为，公司并未鼓励他们解决问题，或者他们不一定有相应技能和资源。他们需要员工来维持现状，而非改变现状。他们不能花半个小时解决问题，即便这将节省数千个小时——他们眼前有太多事情要做，已经无暇顾及长期发展和创新改善。



每天只拿100美元，心情却像过山车一样


你如何总结为期九周的零售店工作？


在零售店打工让人身心俱疲。体能上，我要搬重物，在店里走来走去，上下爬梯子，整天都要站着。情感上，我就像在坐过山车。每当我接到明确的任务安排或帮顾客找到他们要的商品，我就很开心。但多数时间，我感到自己像是被沮丧、无聊和空虚包围。我每天垂头丧气地回家，拿到的钱却还不到100美元。

我有一些很棒的同事，他们每天都拼尽全力工作、支持彼此、尽可能为顾客提供最好的体验。快速给顾客结账也需要技巧。你必须花时间和精力了解数百或数千件产品，才能更好地帮助顾客。但公司系统阻碍了我们变成理想中高效敬业的员工。运营低效加上缺乏人力投入，导致人才、时间、金钱、生产力和客户信任不断损耗。

零售商还有选择的余地：要么投资未来有能力解决问题和热衷为客户服务的员工，以及能够负责店铺高效、健康运营并盈利的管理者；要么对人才和运营投资不足，造成混乱和人员客户双重流失的局面。这道选择题的答案对我来说已经很明显。我们清楚如何帮助坏工作公司转型为好工作组织。虽然这极为艰难，但继续在混乱中运营也非易事啊。此外，好工作和平稳运营的公司有能力度过这段零售业寒冬期，并蜕变为适应力强、敏捷、利润丰厚的企业。果真如此的话，所有人都是赢家。





聚光灯 THE BIG IDEA




高福澜：


做正确的事

零售巨头沃尔玛美国公司CEO高福澜接受《哈佛商业评论》采访，谈到了公司实行好工作计划遇到的挑战和初步成果。

作者是史蒂夫·普罗凯西（Steve Prokes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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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
 年以来，沃尔玛因给太多员工极低薪酬和福利、限制工时、排班颠倒作息，频频爆出负面新闻。数万名店铺员工因待遇过低，不得不寻求社会救济。但过去几年中一些迹象显示，沃尔玛正在反思其人力政策。公司提高了一线员工工资（现在全职员工时薪平均为13.85美元）、改善福利、加大培训力度，并发出“我们致力于帮助美国零售业员工充分发挥其潜能”等声明。

但沃尔玛多地员工仍入不敷出，所以很难得知公司对实行上述措施的认真程度。当前人才市场竞争激烈，吸引和留住员工越发艰难，此外，沃尔玛声望有待改善，之前因其人力政策流失了不少顾客，所以这些措施是公司为了走出困境，所采取的保守策略，还是预示了一场巨变？

以下对沃尔玛美国总裁兼CEO高福澜（Greg Foran）的采访选编内容说明，答案是后者。高福澜来自新西兰，2014年8月担任总裁之职前曾执掌沃尔玛中国区。他是泽伊内普·托恩好工作战略的支持者。GJS模式赋权并投资零售业和其他服务行业的一线员工，通过运营流程改革，支持并帮助员工提高生产率和客户服务质量。

其他几家公司，包括好市多、Trader Joe’s、QuikTrip、Mud Bay、Mercadona和奎斯特诊断的所有呼叫中心都在推行GJS。但若拥有100多万员工和极高市场影响力的沃尔玛美国也加入这一队伍，那就意味着现在已经到了实行新模式的转折点。其他公司可能受到启发或迫于压力，纷纷效仿沃尔玛，而这将对美国经济产生巨大影响力，重要程度堪比1914年亨利·福特（Henry Ford）将员工最低薪酬提高一倍多的决定——最低日薪5美元的新标准加速了中产阶层的扩张。





HBR：
 你从2014年开始担任沃尔玛美国总裁，当时门店业绩如何？



高福澜：
 我进入沃尔玛美国之前，觉得这是一家发展强劲、生机勃勃的企业。但我还不清楚，公司的财务业绩说明，一切看似风平浪静，实则暗流涌动。

于是我开始挖掘真相。我的发现包括（不分先后次序）：定价并不符合要求；店铺的一些基本流程，比如保洁和库存，不符合要求；合伙人（沃尔玛对所有员工的称谓）的参与度不符合要求；供应链运转不尽如人意。我的每项发现都说明，我们公司辉煌不再，正在苟延残喘。这一点已经反映在我们公司的店铺销售额上了。利润貌似不错，但掩盖了太多问题；顾客和合伙人的评价才能说明公司是否在健康、蓬勃发展。如果你看看他们的评价，就会明白我们有些问题。




你对提升绩效有什么想法，又是怎么做的？


对事实有了基本认知后，我们开始讨论，是否需要提高对店铺合伙人的重视程度。沃尔玛员工的起薪平均差不多是每小时7.65美元。但随着巡店次数的增多，我接触到更多一线合伙人，和他们的经理交谈，发现我们很难吸引到合适的人才来应聘，更别提留住员工了。

于是董事会初步决定，加大对员工的投入。我们采取比较激进的一步——投资27亿美元，准备在接下来几年中将薪酬、福利和培训提高一个等级。我们知道，价格问题还有待解决，大量店铺需要改造。我们去了华尔街，说：“如果你们给我们一个喘息的机会，先不去计较利润，我们保证将收入提高。但这不会在一年内发生。我们要用三年时间。”

我们做了很多工作，比如提高最低工资；处理带薪休假和福利等事宜；建立“学院”，专门为一线主管、部门经理、助理经理等职位的员工，提供零售基础知识和专业领域技能方面的培训；加强数字化建设并增加店铺员工获取信息的渠道，进而改变其工作方式；改变多项流程。总的来说，这些措施都有效，也符合好工作战略的要求，因为从头到尾，我们都在努力精简运营、将工作流程标准化并赋权合伙人。

我们将创造好工作的一系列做法称之为“最佳方法”（One Best Way）。在库存管理、排班、补货上架等方面，我们都有最佳方法。标准化意味着高效。我们的合伙人可以快速完成常规任务，留出更多时间服务客户。我们还准备加强交叉培训，培养合作人跨岗位工作的能力。另外我们要实现宽松式管理——配备人员的总工时要超过完成工作量预期需要的时间。虽然目标还未实现，但我们已经在路上了，而且这是正确的事。




你是怎么知道好工作战略的？


我们的改革进行大概一年之久时，有个质疑我所做事情和思维方式的顾问对我说：“我发现了这本名为《好工作战略》的书。”我带着书回到了家，几天内就读完全书。这本书引起了我的共鸣。我想，这太显而易见了：如果你精简运营、将工作流程标准化并赋权员工，就会获得好结果。我特别喜欢赋权流程。只做标准化还不够。

我在零售业工作40年了。如果你给员工规定的工作时间和排班表总是飘忽不定，就会麻烦不断。从我个人工作经验看，一些公司采取的做法是减少员工岗位，这样员工周二可能在这个地方工作三小时，周四就在那个地方工作四小时。这个方法可通过交叉培训实现，这样一旦某项工作不能继续进行，员工还可以做其他任务。我读到这本书时，不禁发出“太好了”的感叹。于是我给泽伊内普打电话，虽然当时我不认识她，但我直接问她是否可以一聚。几周后我去了波士顿，和她相处了几天，一起逛商店并讨论《好工作战略》这本书里的观点以及我们沃尔玛的实践。

我和泽伊内普还在继续讨论，我还鼓励团队思考如何从我们讨论的角度以及流程本身出发，应用好工作战略的元素。




你提到了你们现在取得的成绩。能再具体说一下，你在客户和员工体验，以及运营业绩方面的改进措施吗？


我先从最后一点说起吧。看到进步固然好，但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我们只是实现了一些比较容易的目标，而困难的工作现在才开始。这是我多次视察店铺和配送中心，并与顾客和合伙人沟通后得出的结论。我们很好地完成了几件基础性工作。但过去三年里我们一直在修复，现在我们开始讨论超越。“修复”即修正一些基本规则和流程。“超越”指的是我们不仅仅要达到行业标准，更要超越同行。我们在思考从修复到超越思维模式的转型时，想的是沃尔玛将如何持续改革运营和创新方式，进而定义零售业的未来。

就修复这部分而言，你可以看到我们的店铺更干净、食物更新鲜，因为我们做出了一系列调整，比如缩短了产品在供应链中的时间。此外，我们的合伙人有了更先进的工具。举例来说，过去他们使用传统的无线条码扫描仪Telxon查看价格和管理库存。现在他们有手持电脑TC70，而且我们还在考虑启用更先进的技术。客户体验有了极大改善，这要归功于我们采取的行动：店面改造，创造更清洁的环境；加强培训，让合伙人更高效地服务顾客；库存水平更合理；提高结账速度。

就合伙人而言，新员工入职流程更科学。我们开展了一项名为“路径”（Pathways）的项目，在合伙人进入公司后的最初几个月中，给他们培训和指导。项目旨在教会新人最为重要的零售技能，包括客户服务、促销、团队协作和沟通。成功完成课程的员工薪酬会提高，同时会得知与沃尔玛职业路径有关的信息，以及在公司发展必需的经验和技能。

另外，我们也加强了指标使用方面的培训，并利用既有信息更好地服务合伙人和顾客。现在所有经理都能看到重要的人事管理指标，比如空缺职位的数量、员工流动率、完成培训的人和将要接受培训的人。最后，我们建立了200个学院，提供两天到一周的培训。到2017年年底，大概有25万合伙人从这里毕业。

另一点让我特别骄傲的是，我们改进了所谓的“我的份额”（My Share）计划。所有合伙人都可以获得奖金。你从我们最新的收入报告也能看出来，我们的财务业绩提升了。这意味着越来越多的合伙人都将获得奖金。




你们是因为受到来自电商一轮又一轮的冲击，才采取以上行动的吗？还是因为沃尔玛在美国店铺过多，市场已经达到饱和，所以只能从既有店铺中获得更多利润？还是两者兼有？


两者兼有。三年多前，沃尔玛处在十字路口。我们要么向市场展示自己还有增长的机会，要么继续把所有注意力都放在净利润上。很多公司都发现自己处在一个网络中，而且这种连接不局限于零售业。我们决定增加总收入，而实现这一目标，我们一方面要发展电子商务，另一方面要吸引更多顾客进店并让他们购买更多商品。如果你是股东，你不会只冀图净收入，还希望公司长期增长。

另有一个对我来说更重要的原因，即沃尔玛的DNA。如果沃尔玛创始人山姆·沃尔顿（Sam Walton）还活着，看到我们为顾客和合伙人做的工作不到位的话，他会极度失望。我之所以了解他的感受，不仅是因为我曾见过山姆本人，还因为我曾和他的助理杰克·休梅克（Jack Shewmaker）共事12年之久。杰克加入沃尔玛时，公司只有32家店铺，后来他逐渐晋升为沃尔玛领导层的第二号人物。他是我见过的最聪明的零售行家。我选择在这里工作的原因之一就是他；早在我加入沃尔玛之前，他就是我的导师。他教会我关照顾客和合伙人的重要意义。所以我做这些也有部分个人原因：我知道，如果你都没有关照顾客和合伙人，就不必为股东操心了，因为那都没用。

为什么你要进行我们现在的改革呢？原因如下：首先，你相信这个战略；其次，你肯定要考虑财务方面的好处；第三，你痛恨失败。太多人不相信我们可以实现转型。他们说：“这不会成功的。你不可能吸引更多顾客进店购物。沃尔玛体量太大，不可能转型。公司就这样了，气数已尽。”这些话反而让我决心证明他们大错特错。




你在员工流动率、缺勤率、士气、生产率和客户满意度方面采取的措施，有了什么影响？


我相信好工作战略。我也相信净推荐值（Net Promoter Scores）。大批优秀企业都有很高的净推荐值。它们不是靠运气拿到高分，而是凭借辛勤的工作。我们大幅提高了自身净推荐值。实际上，提出这个概念的作者之一还告诉我，他从未看过任何一家像我们这个体量的公司，变革速度能有我们过去三年中的那样快。所以客户也都看在眼里。

就合伙人而言，我们还在转型初期。我很想告诉你，我们在员工流动率和保持率方面已取得巨大进步。但事实是，我们刚刚扭转颓势。我们正向正确的方向前进，但行程大概只走了20%。




生产率呢？


我们现在的销售额增长速度快于成本，2017年每季度都如此。我还考查了其他指标：配送中心运送每箱货物的平均成本是多少？我们结账用的扫描仪共扫描了多少件商品？这些指标都开始提升。我们确实走出了困境，开始高歌猛进。




好工作战略是个系统，其中大量元素协同共生。你应用了所有元素吗？


我们使用了很多元素。在我还没读到泽伊内普的书之前，我们就已经采用了一些元素。

小奥利弗·霍姆斯（Oliver Wendell Holmes, Jr.）所著书中有一句话说得很好：“我一点也不在乎复杂性表面的简单，但是我会为了本质的简单付出生命。”很多人喜欢将事情简单化。但如果他们没有处理好问题的复杂性，单纯的简单化毫无裨益。我倾向找到并深入了解细节。你只有了解问题并处理其中的复杂性，才有资格着手简单化。我们十分清楚这个战略中系统的意义。只不过有些元素我们贯彻得更彻底，有些仍在发展过程中。




这个系统中是否有你要优先处理的元素？我指的是你对薪酬和福利的改革。


我17岁的时候开始做全职工作。我觉得店铺的工作很无聊，所以决定上一些夜校的课。我学到了心理学家弗雷德里克·赫茨伯格（Frederick Herzberg）的理论。赫兹伯格考查了与工作满意度相关的因素。基于对工业革命的研究，他指出，激励工厂工人非常困难，除非你给他们提供干净的自来水、冬天供暖、夏天降暑，即满足他们最基本的需要。

我们的薪酬改革就是满足员工的基本需要之一。效果显而易见。这方面的工作永远都有提升空间，但只要有改善，人们就会相信你，这也为我们做其他工作奠定基础，是极其关键的第一步。




听上去沃尔玛似乎在计划实行整个系统。如果真是这样，接下来几步会是怎样的？


我们已经在落实大量元素了，其他也在学习中。我们采取的措施和泽伊内普的主张有紧密联系，而她的想法和我的想法也密切相关。我们还会继续对话，而且正如我所讲，我鼓励我的团队和她联系，更深入地思考她提出的措施。




你是同时落实系统中所有元素，还是逐个落实？


我们更多是每次执行一个元素。比较典型的例子是，我们开发并实行了新排班方式。我们先在试点店铺实行新流程，并在执行过程中学习。接下来我们选择另外5家店铺查看效果。再之后我们在80-100家店铺实行新流程。如果效果满意的话，我们准备在全美启用新流程。这是我们推行新项目的一般做法，也可能成为我们为合伙人开发新应用和工具的一般流程。




到现在为止，你遇到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最大的挑战就是改革。此外我们改革的组织体量庞大，而其他多数企业都无须考虑这个问题。多数大型零售商有400家或500家店铺，比如好市多、H-E-B、Food Lion。我们有将近5000家。体量涨10倍后，你无法低估未来可能发生的事。

沃尔玛还要就改革做大量管理和沟通工作，才能维持运转。你必须领军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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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蒂夫·普罗凯西
 是《哈佛商业评论》英文版高级编辑。





参考资料


泽伊内普推荐资源①

文章→


《哈佛商业评论》不仅看好好工作战略，还刊登了大量相关课题的文章，比如变革管理。大众媒体也将视线投向有关好工作的作品。





《为何好工作有益于零售商》


作者是泽伊内普·托恩（Zeynep Ton）。本文着重指出坏工作的成本，并介绍四家低成本运营的零售商如何在提供好工作后蓬勃发展。




《引领变革：为何转型失利》


作者是约翰·科特（John P. Kotter）。本文阐释了破坏改革的八大错误，是所有实行改革的人都必读的经典文章。




《为何改革项目未实现改革》


作者是罗素·艾森斯塔特（Russell Eisenstat）、贝尔特·斯佩克特（Bert Spector）和迈克尔·比尔（Michael Beer）。这是我最喜欢的文章之一。比尔是杰出的导师。他和同事阐释了为何自上而下的改革项目往往以失败告终。




《千万别做朝九晚五的工作》


作者是乔迪·坎特（Jodi Kantor）。坎特帮助我们看到，不稳定的排班表对员工造成的影响。




《好工作战略》


作者是乔·诺切拉（Joe Nocera）。本文描述了我对好工作战略的探索过程。




《Managed by Q的好工作冒险》


作者是亚当·戴维森（Adam Davidson）。戴维森阐释了办公室保洁和维护服务提供商Managed by Q的联合创始人兼CEO丹·特朗，如何摒弃与合同工合作的外包模式，转而为他们提供好工作。




《仓库的神奇之处》


作者是尼尔·盖布勒（Neal Gabler）。盖布勒深入浅出地介绍了好市多，以及这家公司通过提供好工作，实现蓬勃发展的过程。




《西班牙货架：为何低价零售商蓬勃发展》


《经济学人》探讨Mercadona。




《痴迷高增长企业怎么救》


作者是马歇尔·费舍尔（Marshall Fisher）、维纱尔·高尔（Vishal Gaur）和赫布·克莱因伯格（Herb Kleinberger）。本文介绍的方法，可用于确定零售商何时放缓店铺扩张速度并采取新运营方式。文章指出，对于必须从既有业务中增收的成熟企业来说，好工作显得尤为重要。



研究和案例→


关于好工作好处和坏工作成本的文献数量猛增。





《不稳定的排班表及其后果》


作者是洛尼·戈登（Lonnie Golden）。服务行业中，经常变动且不可预测的排班表对员工的伤害，不亚于贫困线水准的薪资。




《人类对意义的探索：乐高案例》


作者是丹·艾瑞里（Dan Ariely）、埃米尔·卡梅尼察（Emir Kamenica）和德拉赞·普瑞雷克（Dražen Prelec）。在好工作公司中，一线员工认为自己的工作对顾客有很大影响。艾瑞里及其同事告诉我们，为何这种思维模式尤为重要。




《奎斯特诊断（A）：提高呼叫中心绩效》


作者是泽伊内普·托恩和凯特·雷维斯（Cate Reavis）。该案例说明，只有人员稳定，公司才能成功运营。




《Managed by Q》


作者是泽伊内普·托恩和凯特·雷维斯（Cate Reavis）。本案例提出的问题之一是，“公司能否在快速增长期实行好工作战略？”结果将在几年后见分晓！




《管理中最被低估的技能》


作者是纳尔逊·雷佩宁 （Nelson P. Repenning）、唐·基弗（Don Kieffer）和托德·阿斯特（Todd Astor）。在行动前审慎考虑解决哪些问题，这一步极为关键。本文阐释了如何走好这一步。




《提高薪资后，何时见回报？》


作者是哈泽尔·拉曼代德（Hazhir Rahmandad）和泽伊内普·托恩。本文使用系统动力学方法，了解在面向大众市场的服务行业中，好工作能否将利润最大化，同时在需求变数大的领域中，制定提供好工作的战略。




《怎样改变企业文化：NUMMI的经验》


作者是约翰·舒克（John Shook）。新联合汽车制造公司（NUMMI）的转型是我最喜欢的案例。本文阐释了通过改进工作设计，改革工作和表达对人才的尊重，进而改变企业文化。




《Mercadona》


作者是泽伊内普·托恩和西蒙·哈罗（Simon Harrow）。西班牙最大的连锁超市Mercadona在运营方面成绩斐然。对我这种研究运营的教授而言，来到Mercadona的门店就仿佛置身于丰田工厂一样。




《QuikTrip》


作者是泽伊内普·托恩。便利连锁店QuikTrip使用好工作战略。如果便利店能在提供好工作的同时，取得出色的财务业绩，那么其他任何公司都可以做到。







聚光灯 THE BIG IDEA



好工作战略可借鉴丰田生产系统

实行好工作战略之前必须进行重大改革。但我们可以借鉴丰田生产系统的先例。

作者是杰米·博尼尼（Jamie Bonini）、萨拉·卡洛克（Sarah Kalloch）和泽伊内普·托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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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
 工作战略（GJS）旨在提高零售业和其他服务行业的生产率和客户满意度，而且确实有效。该系统要求提高一线员工薪酬、安排固定的工作时间、提供职业发展机会并拥有支持一线员工的运营模式，但这些并不容易实现。虽然我们没有上百个GJS转型案例可供学习，但丰田生产系统应用（TPS）已经较为普遍，对我们学习企业改革大有帮助。

GJS和TPS在人才投资和相应的运营选择方面，有很多相似之处。对两种方式都极其重要的一点是，员工队伍要稳定——员工不仅要出现在公司中，还要留在公司，努力工作并保持高效。

TPS的稳定性体现在4M上，即机器（machinery）、材料（material）、方法（method）和人力（manpower）。前三个M浅显易懂，而且得到普遍认可。毕竟，你的公司只有在设备不出故障、供应商提供稳定质量和配送服务、方法具有普适性且无需变通的情况下，才能顺利运营。第四个M即人力，或者说人员稳定性
 往往被忽略或者误解。但没有称职、可靠、积极的员工队伍的话，TPS就不能成功，GJS也同样。

杜博林（Deublin）的例子可做借鉴。公司总部位于伊利诺斯州沃基根，生产各种旋转接头，其密封式精密旋转轴承用于机械、造纸、风力发电等多个行业。杜博林深知人员稳定性是持续改善的前提，并在过去五年中与丰田生产系统支持中心（TSSC）合作实行一个复杂的即时生产系统。（TSSC已经帮助上百个丰田合作伙伴、供应商和其他多个组织，利用TPS改善运营。）

通过考察杜博林的即时系统，我们可以看到，生产线因短暂延误、设备故障、返工或流程变革而停工的时间不能超过15%的工时——这对复杂产品的装配而言是极高标准。但旋转接头的生产线31%的时间都处在停工状态。问题部分出在材料、机器、方法不稳定上，于是杜博林和TSSC在这些方面做了很多改善。但另一个大问题是人员不稳定。该生产线的复杂性极高，要求作业者训练有素，必须了解产品和流程、持续进行标准化工作、关注细节、迅速找到问题并寻求解决方案。调查显示，杜博林并不具备人员稳定性。

人员不稳定带来的最大挑战是临时工的流动率过高。杜博林致力于为固定员工提供稳定工作，但由于需求季节性变数较大，公司也使用临时工。临时工作的求职者并不踊跃，许多人很快就不能胜任工作，公司不得不换人。表现突出，而且希望有固定工作的临时工往往也会离开公司，选择提供明确职业路径和更高薪酬的公司。杜博林在改进生产流程前，必须解决这一问题。

首先，公司增设了手指灵活性测试、行为评估测试和确定是否雇用正确人才的流程。其次，公司改变了培训流程，开始为新雇员配备导师，帮助他们掌握关键技巧，从而更好地完成工作。采用GJS的零售商也启用了类似的雇用和培训措施，比如美国便利连锁店QuikTrip和西班牙最大的连锁超市Mercadona。这些公司发现，提高对新雇员的投资后，人员稳定性和运营业绩方面会有明显成效。

第三，杜博林竭力留住绩效最优秀的员工。公司将临时工起薪提高25%，6个月后给他们加薪20%并提高福利待遇。公司还将临时工转为全职装配线工人需要的时间大概缩短一半（从一年减为6个月），同时说明了临时工如何升级为机械师、主管以及中高层管理人员。临时工的流动率降低一半，杜博林也建立了更稳定和高效的员工队伍。

现在公司准备与TSSC合作实行自己的TPS，即杜博林绩效系统（Deublin Performance System），并实现转型。杜博林将准时配送绩效从50%提升至约95%，而公司的目标是100%。随着人员队伍日趋稳定，所有员工都参与到持续改善工作中，杜博林相信这一目标终将实现。

人员稳定性也是实行GJS运营选择的必要条件。举例来说，只有员工有足够能力且积极性高，公司才能放心赋予他们决策权，并给他们时间发现和解决问题。在《创建好工作公司指导手册》一文中，医疗诊断服务提供商奎斯特诊断公司认识到，公司必须稳定员工队伍，才能提高呼叫中心的绩效。于是奎斯特提高薪酬并提供明确的职业路径，之后才着手用GJS改善运营，如交叉培训和赋权员工。和杜博林一样，奎斯特的绩效明显提升，客户也颇为满意。

丰田生产系统和好工作战略都表明，如果没有按时上班、称职和希望提升的优秀员工，公司就不能成功运营。企业往往认为运营效率和人才投资之间存在矛盾关系，但这一假设并不成立。不论怎样你都要花钱。要么投资薪酬高、训练有素、积极性高的团队，让你的公司每天都在进步，要么为平庸的员工团队无休止地付出惨重代价——流动率和库存成本居高不下、质量低、客户服务差、敏捷性和适应性偏低。投资人员流动性貌似成本颇高，但另一个选择——低效率运营的代价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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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米·博尼尼
 是丰田生产系统支持中心副总裁。该中心是隶属于丰田北美公司的非营利组织，自1992年以来已经帮助多个组织应用丰田生产系统。萨拉·卡洛克
 是好工作研究所执行董事。该研究所的目标是为一线员工提供好工作，从而帮助公司蓬勃发展。泽伊内普·托恩
 是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兼职副教授，也是好工作研究所联合创始人和本期《聚光灯》上下两篇主文的作者。





参考资料


泽伊内普推荐资源②

书籍→


以下书籍阐明了工作都在哪里、将坏工作转变成好工作需要哪些改革，以及如何做出这些改革。





《高速优势：行业龙头如何凭借出色的运营打败竞争者》


作者是史蒂文·斯皮尔（Steven J. Spear）。斯皮尔基于多年来对丰田生产系统的研究，生动地介绍了丰田等公司如何将持续改善作为战略武器。




《改善管理：给医疗高管的系统转型指南》


作者是约翰·杜桑（John Toussaint）和艾米丽·亚当斯（Emily Adams）。虽然本书聚焦医疗课题，但很多经验也适用于其他行业。




《好工作战略：最明智的公司如何通过投资人才，降低成本并提高利
 润》

作者是泽伊内普·托恩。本书覆盖了我长达十余年内的研究。




《塑造未来的工作：行动手册和新社会契约》


作者是托马斯·科肯（Thomas A. Kochan）和李·戴尔（Lee Dyer）。本书阐述了过去几十年就业制度的变革历史，以及实现共同繁荣所需的努力。




《美国的好工作：让每个人的工作都更好》


作者是保罗·奥斯特曼（Paul Osterman）和贝丝·舒尔曼（Beth Shulman）。本书用数据说明工作在哪里，以及为何要升级低薪工作。



视频→


倾听好工作转型参与者的声音，是了解战略效果的重要途径。





《企业领袖讲述好工作战略的好处》


好工作研究所提供。好市多联合创始人吉姆·辛内加尔和其他企业领袖讨论，为何他们的公司采用好工作战略。




《奎斯特诊断的好工作转型》


好工作研究所提供。在这个短视频中，奎斯特高管谈到了在公司呼叫中心实行好工作战略的情况。







特别策划



MorriSofa 慕容沙发：

以“时尚 + 智能”引领行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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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多年稳固前行的中国制造，到几年前的“中国创造”，再到人工智能时代的“中国智造”，中国经济近些年的快速发展令人炫目，大量企业在十多年间，就完成了发达国家企业至少要经过几十年才能完成的历程。16年前成立的慕容集团也是其中一员。2018年1月12日，MorriSofa慕容沙发上海旗舰店盛大开业，时值慕容控股公司在香港联交所成功上市一周年。慕容控股董事长兼总裁邹格兵先生在开幕式上表示：“慕容将在巩固全球业务布局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展集团在海外市场和中国市场的销售网络，并升级与引领国际时尚品牌文化”。

自2002年成立，MorriSofa慕容沙发走过了深耕OEM（贴牌生产）、转型ODM（原始设计制造）再到OBM（经营自有品牌）的发展之路。MorriSofa的品牌名灵感源于现代设计之父WilliamMorris，这位19世纪的艺术大师是英国工艺美术运动的主要推动者和领导者，倡导让家居成为“简便可行的生活艺术”。将自有品牌以MorriSofa命名，是慕容的创始人邹格兵（Morris Zou）向大师表示的一种敬意，同时也传递出他的理想——以现代设计之父为品牌标准，追求艺术融于生活的完美境界。1997年毕业于上海外国语大学的邹格兵，大学里的专业是英美文学，却热衷并擅长于思辨，并因此获得了“亚里士多德”的雅号。正是这种对思辨的热爱与践行，让他能够成功地从文人转身为商人、创业者和领导者：从1999年一个人只身美国帮公司寻找大客户，到2011年低价收购美国上市公司Jennifer Furniture，再到公司的三次转型，以及慕容控股的成功上市，邹格兵经常以逆向思维超越同行。

根据全球权威第三方市场研究机构欧睿国际（Euromonitor）的报告，MorriSofa慕容沙发已连续两年荣居中国对美出口的第二大软体沙发生产商，同时位列中国软体沙发出口企业前三甲。相比家居行业10%的年平均增长率，MorriSofa慕容沙发2016年营收同比增长23%，截止2017年8月这个数字已经升至41%。在深耕国际市场16年后，伴随近几年国内个人消费与品牌意识的崛起，慕容沙发于2017年下半年开始发力在中国的品牌推广，经过近一年的选址与筹备，9月21日在香港湾仔开设中国第一家旗舰店。12月8日，慕容荣获香港权威英文商业年刊出版社集团Mediazone颁发的《2018年度香港最有价值企业卓越大奖》（Most Valuable Companies in HongKong 2018）。

由于多年保持靓丽的出口业绩，以及在经营自有品牌上初显成效，慕容赢得了世界银行集团成员——国际金融公司（简称IFC）2亿港币的可换股贷款投资，2018年1月5日完成正式签约。目前，发源于浙江海宁市的慕容集团，业务范围已经涵盖皮草、家居、地产三大板块，在慕容“启航2018”的集团战略会议上，邹格兵强调今后的目标是实现“五心慕容”，即以“雄心、信心、决心、恒心、忠心”，把梦想变成理想，把理想变成行动，打造中国家居业的民族品牌。



以深厚的行业经验与全球营销成就MorriSofa慕容

自2012年起，MorriSofa慕容开始了由ODM向OBM的转型，在5年的探索与成长中，慕容在美国的新英格兰地区——即美国富裕人群较多的地区进行了广泛的销售渠道布局，2017年5月在美国纽约曼哈顿第六大道665号开设大型零售店。国内市场的开拓发力于2017年下半年，正好与国内的消费升级浪潮合拍。过去几年中，中国经济不断遭到一些西方经济学家和媒体的质疑，但是随着数字时代的深化发展，中国涌现出大批成功应用移动互联技术的企业，中国零售市场每年以两位数的速度在增长。2018年新年伊始，一些西方媒体纷纷赞叹中国已经从制造大国转为消费大国。美国华盛顿邮报1月11日的一篇报道称，2018年中国的零售额预计将会和美国持平，甚至超过美国——这将是有史以来的首次，也是中国成为另一个经济超级大国的标志。

为迎接中国消费浪潮的到来，慕容沙发早已在各个方面做了充分准备，从设计、生产到物流与零售终端，全面进行布局。MorriSofa慕容的品牌理念是“自由、平衡、智慧、品位”，为打造这样一个领先品牌，慕容在世界各地搜寻首席设计师，最后落定意大利的建筑设计师Giovanni Cagnato（中文名乔瓦尼）。乔瓦尼先生出生于设计世家，毕业于威尼斯著名的建筑设计大学。从年轻的时候，乔瓦尼就在家族的建筑和室内设计办公室工作，2000年开始在米兰成立了自己的工作室。乔瓦尼加盟慕容沙发后，扩充了设计团队，领衔操刀MorriSofa时尚型格的设计路线，精心研发了智能沙发系列，同时满足人们休憩、娱乐以及对美感追求的多种需要，带给数字化时代的消费者更方便、更舒适的家居体验。

在制造与物流方面，MorriSofa慕容已建立起全球优质采购、专业研发生产及欧美质控标准的成熟体系。慕容沙发在浙江的生产基地，拥有几十条高效的作业线，每年可生产逾百万件以沙发为主的家居产品；慕容还在柬埔寨最大的海港、唯一的经济特区西哈努克港建设了工厂，并已筹备新增沙发生产线以提升综合年产能。在销售渠道上，慕容在美国通过几十家专卖店销售产品，近几年还在美国建立起五个大型仓储中心，并在亚马逊和山姆会员店（Sam’s Club）进行网上销售。自2010年开始，慕容在美国知名家具展High Point Market开设常年展厅，展厅面积最初为一千多平米，现已增加至5000平米。

在具备今天的强大实力之前，慕容走过了敲开国际市场的创业之路和三次大的商业模式转型。每次转型的时候，客户结构都会发生剧烈变化——由于经营的触角不断往下游延伸，原来的合作对象会变为对手，整个集团因此而经历阵痛。不过，每次转型前慕容都做了充分准备；在三次“大浪淘沙、洗尽铅华”的艰难转型中，邹格兵屡屡凭借逆向思维而获得成功。每次转型都让他感到兴奋，因为他知道这孕育着绝佳机会。在他看来，经济形势好的时候，像美国这样的成熟市场商业链条很稳固，难以打破结构；而当形势不好的时候，就能够以创新产品打破供应链——此时主动出击，去接触未合作过的经销商，就可以获得良机。2011年慕容收购皮革家具连锁零售集团Jennifer Furniture，并进行了成功的整合运营，也是一个基于逆向思维以及深厚行业经验的成功范例。



以“时尚+智能”打造像呼吸一样合拍的沙发

在邹格兵看来，生命最美好的感悟是记忆。MorriSofa慕容沙发标识的创意灵感来源于“记忆年轮Memory Rings”，这个标识四面开放，承载着慕容人初创至今的专业积累，记录着全球消费者和慕容沙发相拥走过的一年又一年。在慕容的品牌理念中，用材的优质、产品的实用以及价格的合理只是基本要素，能提供“像呼吸一样合拍的家居品，于协调中呈现个性化品味”才是慕容的品牌价值主张。在如今的数字化时代，人们的生活节奏越来越快，同时也越来越多彩，生活元素呈现出高度多样化，慕容沙发因此定位于“时尚+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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慕容控股董事长兼总裁邹格兵先生





慕容在开发智能沙发时，均采用3D模拟开发，以先进的研发设备和测试设备打造出更加复合人体功能学原理的产品。向智能沙发转型，是慕容能够持续增长的关键。2013年前，慕容生产的沙发80%-90%都是传统的固定沙发（stationary sofa），而如今80%以上都是智能型的，包括带有充电功能、灯光功能和按摩功能等，并可以根据人体需要实现坐、半躺等多种姿势，以最符合人体曲线的角度和材质，确保人们在各种条件下都能彻底放松。慕容的智能家居研发中心于2003年成立，随着乔瓦尼先生的加入，团队具备了更高的专业化设计水平；同时，慕容还在美国聘请富有经验的独立沙发设计师协助产品设计。

作为开拓中国品牌市场的第一步，慕容在香港湾仔开设的专卖店面积达3600平方尺，由香港商业空間设计师Clifton Leung位于上海徐家汇繁华商业区的旗舰店，面积达七百多平米，与慕思健康睡眠系统、科勒卫浴等著名国际品牌临街而立；全国营销中心也将设立在上海，慕容计划明年在北京、深圳，以及中西部省会城市再开10家以上的专卖店，以逐渐覆盖全国。

在规划建设专卖店的同时，慕容还将建设员工中心，为员工提供最舒适、最能激发创意的工作与生活环境，以践行“五心慕容”，打造具有情感力量的品牌。品牌的情感力量始于员工对工作的热爱，肩负“打造引领国际家居文化的民族品牌”历史重任的慕容，始终秉承以人为本的理念，关爱员工、重视人才、营造环境，不断创新并引领新时代的家居人文精神。

一套舒适的沙发，是整个客厅的灵魂；“为消费者提供更高性价比的优质产品”是慕容的使命。慕容沙发将借助集团的强大实力，致力于将慕容的沙发文化与独特的舒适体验带给更多的中国消费者。慕容将不断提升产品的功能与美感，未来计划在欧洲收购文化背景强、设计感强的品牌公司并开拓更多销售渠道，让消费者更好地享受生活、感恩生命的美好。随着慕容品牌覆盖越来越广的人群，相信将有更多的人会感受到“慕容沙发，一眼入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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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认知技术得到了各类资源的鼎力相助，已被应用于各行各业以及整个价值链，但很多雄心勃勃的人工智能项目如今却遇到了障碍并有所推迟。公司在今后应循序渐进，而不是彻底颠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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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美国安德森癌症中心（MD Anderson Cancer Center）启动了一项大工程：利用IBM的Watson认知系统诊断某些癌症，并推荐治疗方案。2007年，该项目成本超过6200万美元，Watson系统尚未得到临床运用，项目就暂时中止。




在此期间，癌症中心的IT团队也在尝试利用认知系统做一些比较微小的实际工作：为患者家人提供餐饮住宿信息，判断哪些病人承担医疗费用有困难，帮助中心员工解决IT问题，等等。这些项目得到了更积极的成果：新系统使得患者满意度和财务表现提升，医院护理主管用于录入数据这项单调工作的时间减少。虽然大的项目未能取得成功，但安德森癌症中心依然坚持使用认知技术（即下一代人工智能）辅助癌症治疗，目前安德森的认知计算能力中心正在开发各种新项目。

有意开发AI项目的组织都应当注意这个差距。我们对250位熟悉公司认知技术应用的高管进行了调查，其中3/4认为AI会在3年内彻底改变自己所在的公司。然而我们研究了约150家公司的152个项目，发现期望很高的大项目成功率低于比较简单的改进业务流程项目。这个结果并不奇怪，以往公司采用新技术大体上也是这个趋势。但围绕人工智能的炒作天花乱坠，一些组织受到了蛊惑。

本文将会梳理目前公司应用AI的几大类方法，并提供理论框架，指导公司在今后几年里培养运用认知技术的能力，实现商业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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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观点


问题


认知技术越来越多地用于解决商业问题，但很多原本大有前途的AI项目遭遇了挫折和失败。




应对方案


公司应当循序渐进，不要急于变革，应该让AI辅助人类工作，不要取代人工。




过程


要最大限度地利用AI，公司必须了解各种技术的用处，根据商业需求安排项目组合，并制定计划将AI项目推广到整个公司。





AI的三种类型

从商业潜力（而非技术）角度考察AI，对公司而言很有益处。大体上讲，AI可以支持三个重要的商业需求：业务流程自动化、数据分析洞见，以及与客户和员工的交流。（
见图表《认知项目分类》

 ）


流程自动化。
 我们研究的152个项目里，最常见的类型是运用机器人流程自动化（robotic process automation，简称RPA）技术，实现网络及现实任务（通常是行政事务和财务方面）自动化。RPA比早期的商务流程自动化工具更先进，因为“机器人”（也就是服务器上的代码）像人类一样接收和理解来自多个IT系统的信息。任务有以下几种：

• 把数据从电子邮件和呼叫中心系统转入记录系统，例如更新有地址变更或附加服务要求的客户档案；

• 更新挂失的信用卡和银行卡信息，进入多个系统更新信息，并处理客户沟通事宜；

• 从多种文档类型中提取信息，跨计费系统处理服务收费方面的错误；

• “阅读”法律和合同文档，运用自然语言处理提取其中的条目信息。

RPA是本文讨论的认知技术应用中最便宜、最便捷的方式，而且通常会迅速带来很高的投资回报。（也是最不“智能”的方式，这些程序并不会学习和改进，不过开发者在逐渐提升其智能和学习能力。）RPA尤其适合处理涵盖多个后端系统的工作。

在美国航空航天局（简称NASA），成本压力促使该机构启动了四项RPA实验项目，分别是应付账款、应收账款、IT支出和人力资源，全部由一个共享的服务中心管理。这四个项目运营得不错——例如人力资源方面，86%的交易在没有人工参与的情况下完成——现在推广到整个组织。现在NASA启用了更多RPA机器人，其中一些智能水平更高。如共享服务中心的项目负责人吉姆·沃克（Jim Walker）所说，“目前我们的项目还没有特别复杂。”

也许有人以为，运用机器人实现流程自动化，很快就会导致人类没有工作。但我们研究的RPA项目中有71个（占总数的47%）并未将“取代行政员工”作为首要目标，最终也没有出现这样的结果。只有几个项目最后减少了人手，而且大部分是已转为外包的任务。随着技术发展，将来机器人自动化项目可能会导致一部分人失业，特别是在业务流程离岸外包行业。一项任务如果可以外包，也许就可以自动化。


认知洞见。
 研究中第二大常见（占总数的38%）的项目类型是运用算法在大量数据中寻找规律并进行解读，可以说是一种超级分析。这类机器学习程序用于以下几个方面：

• 预测某位特定客户可能会购买什么；

• 实时识别信用欺诈和保险索赔欺诈；

• 分析质保期，发现手机等制成品的安全或质量问题；

• 针对目标群体自动生成个性化广告；

• 为保险机构提供更为准确细致的精算建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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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原文阅读）






机器学习提供的认知洞见与传统分析结果的不同之处，通常有以下三个方面：数据密集程度更高、更详细，模型更具针对性，而且模型根据新数据进行预测或分类的能力会逐渐提升。

机器学习的变种（尤其是深度学习，这种技术尝试模拟人类大脑活动，寻找其中的规律）可以实现识别图像和声音等功能。机器学习也可以生成可用的新数据供进一步分析。数据综合处理（data curation）一直以来都是劳动密集型活动，但现在可以利用机器学习找到多个数据库中的概率匹配（probabilistic match），即可能与同一个体相关、以略微不同的形式出现的数据。通用电气（GE）运用这种技术整合供应商数据，消除冗余、洽谈合同（之前这些工作在业务部门层面进行），第一年就节省了8000万美元。某大型银行也运用该技术，从供应商合同中提取条目信息，与发票编号比对，找到未提供的产品和服务，总价值上千万美元。德勤的审计部门用认知洞见提取合同条目，可以提升自动处理文档的比例，经常能够在完全不耗费人工的情况下完成审计。

认知洞见应用多用于提升机器的工作表现，如广告购买计划（programmatic ad buying），涉及人类力所不能及的高速数据分析和自动化，因此通常不会令人类失业。




AI的商业效益

我们调查了250位熟悉自己所在公司认知技术使用情况的高管，了解他们AI项目的目标。半数以上参与者表示，首要目标是改进现有产品。只有22%的参与者提到了削减人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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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交互。
 我们研究中第三大类（占总数的16%）项目，是通过搭载了自然语言处理的聊天机器人、智能代理和机器学习，与员工和顾客交流。这个类型包括：

• 由智能代理提供全天候客户服务，可以解决从忘记密码到技术支持等许多问题，将来支持的范围还会更加广泛，且全程使用客户的自然语言；

• 用内部网页回答员工在IT、员工福利和人才政策等方面的问题；

• 供零售商使用的产品及服务推荐系统，提升个性化、参与度和销量，通常有大量的文字和图片；

• 治疗方案推荐系统，帮助医疗服务提供方根据患者健康状况和之前接受的治疗制定护理计划。

我们研究的公司，运用认知交互技术多半是与员工而非客户交流。等到公司更放心地把客户交流工作交给机器，这种现状可能会改变。例如Vanguard在试点用智能代理帮助客户服务人员解答常见问题，计划最终让顾客直接与智能代理交流，不需要人类客服参与。瑞典的SEBank和美国医疗科技巨头BD（Becton, Dickinson）公司用智能仿人代理Amelia为内部员工提供IT支持。前不久SEBank在一定范围内向客户开放了Amelia，测试其表现，并收集客户反馈。

公司在面对客户的认知交互技术方面倾向于保守，一大原因是技术尚不成熟。举例来说，Facebook发现网站的聊天机器人Messenger在没有人工参与的情况下难以回答70%的用户提问，于是Facebook和其他几家公司将用户与聊天机器人交流的话题和种类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

我们的研究表明，认知交互应用目前不会让客服和销售人员有失业之虞。我们研究的大部分项目，目标都不是裁员，而是在不增加员工数量的情况下满足日益增长的员工及客户交流需求。一些组织打算让机器处理常规交流，让客服人员承担更复杂的任务，如应对较为严重的客户问题，引导更进一步的非结构化对话，或在客户遇到问题打来电话之前主动询问。

公司更加熟悉认知工具之后，就会尝试综合运用以上三类工具的要素开展项目，获取AI带来的益处。例如，意大利某保险公司在IT部门设置“电子服务台”。这套系统运用深度学习技术（属于认知洞见领域）查找常见问题及其答案、之前类似问题的解决方案以及相关记录，为员工解决问题。它运用自由路径功能（smart-routing capability，属于业务流程自动化），将复杂程度最高的问题转给工作人员，并且运用自然语言处理，用意大利语回答用户的问题。

不过，虽然公司运用认知工具的经验迅速增加，但在开发和应用中仍然存在着巨大的障碍。我们以研究为基础，总结出四个步骤。公司可以参考这套理论综合运用AI技术实现目标，无论是宏伟的目标还是改进业务流程都可一试。



一、了解技术

开展AI项目之前，公司必须知道哪一种技术可以用来执行哪一类任务，并了解各类技术的优势和局限。例如基于规则的专家系统和机器人流程自动化，运作方式都是透明的，但都无法学习和自我升级。而深度学习善于从大量的有标记数据（labeled data）中学习，但我们几乎不可能理解它建立模型的方式。这个“黑盒子”问题在规范性很高的行业可能会造成问题，例如金融服务行业，监管者一定要问明决策原因。

我们看到一些组织尝试用不合适的技术处理手头的工作，浪费了时间和金钱。若能对各种不同的技术有深入的理解，公司就会有更加充分的准备，判断最符合需求的技术，据此选择合适的供应商，并确定开发相应系统所需的时间。要做到这一点，通常需要IT或创新团队内部持续不断的研究和教育。

特别需要提出的是，公司将必须妥善利用一些重要员工的能力，如数据分析师具备深入了解这些技术所必需的统计及大数据能力。员工的学习意愿是成功的一大重要因素。一部分人会抓住机会学习新知识，接受新事物，还有一些人坚持使用自己熟悉的老工具。要努力多培养一些乐于接受新事物的员工。

如果没有合适的数据分析人才，公司或许要在近期内建立一个外部服务提供商的生态系统。如果希望AI项目能够长期进行，公司需要招聘具备专业知识的全职员工。总之，要想推进项目，公司必须具备足够的能力。

由于认知技术人才稀缺，多数组织应当建立资源库，可以围绕某项中心化职能（如IT、战略），让专业人才参与整个组织中优先程度较高的项目。随着需求和人才不断激增，也可以指定一个团队专门负责特定部门，但即使到了这个时候，可协调的中心职能团队也可以协助管理项目和职责。




AI项目面临的难题

参与我们调查的高管提到了一些阻碍AI项目的因素，从融合问题到人才稀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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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设置项目组合

启动AI项目的第二步是，系统性地评估需求和能力，据此设置优先级项目组合。在我们研究的公司中，这一步通常是通过研讨会或小规模咨询项目完成的。我们推荐公司在三大领域进行评估。


找到机会。
 第一项评估是要确定公司哪些单元从认知技术中获益最大，通常是非常需要“知识”（从数据分析或大量文本中提取的重要洞见）却不可得的部门。


• 瓶颈。
 在某些情况下，缺乏认知洞见是由于信息流遭遇瓶颈。所需的知识在组织中的确有，但分布状况并不理想。医疗卫生行业就是如此，不同操作、科室或医学研究中心的知识彼此往往不共通。


• 规模化问题。
 还有一种情况是知识的确存在，但要经过冗长的流程才能使用，抑或成本太高，难以规模化。金融顾问提供的专业知识往往如此。因此现在许多投资和财富管理公司提供了AI支持的“机器人顾问”，为客户提供价格实惠的日常金融问题指导。

在制药行业，辉瑞（Pfizer）为应对这一问题，用IBM的Watson加快了免疫肿瘤（immuno-oncology）药物研发的进程。免疫肿瘤疗法是一种新的癌症治疗方法，利用身体的免疫系统协助对抗癌症。免疫肿瘤药物走向市场可能要花12年时间。Watson做了一个全面的文献综述，与辉瑞的实验报告等数据结合在一起，帮助研究者发现关联，找到隐藏的规律，更快地确认新的药物靶点、用于研究的合并疗法以及新药的患者选择策略。


• 力不能及。
 公司收集的数据量可能会超过现有人员或计算机能够充分分析及应用的能力范围。例如，一家公司可能有大量关于消费者数字化行为的数据，但不了解这些数据的意义及战略应用方法。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公司运用机器学习为一些任务提供支持，如有计划地购买定制化数字广告，还有像思科（Cisco Systems）和IBM那样建立上万个预测模型（propensity model），推断哪些顾客倾向于购买哪些产品。


确定适用场景。
 第二项评估，找到认知应用能够发挥实际价值、促成商业成功的地方。首先提出关键问题，例如，解决某一特定问题对于总体战略来说意义有多大？备选的AI解决方案在技术和组织层面的应用难度有多高？启用AI解决方案带来的益处是否值得付出相应的努力？下一步，评估解决方案在各个适用场景提供的价值，根据短期和长期价值进行排序，关注哪些部分最终可以整合进更广阔的认知能力平台或组合，形成竞争优势。


选择合适的技术。
 第三项是考察每种适用场景待选的AI工具能否完成任务。例如聊天机器人和智能代理，虽然发展很快，但大部分只能处理几种固定的简单场景，比不上人类解决问题的过程，这一点会让一些公司失望。其他技术，比如可以处理开票等简单任务的机器人流程自动化，用在复杂程度较高的生产环境中反而会拖慢速度。而深度学习视觉识别系统尽管可以识别照片和视频中的图像，却需要许多有标记数据，且无法理解复杂的人类视野。

到了将来，认知技术会改变公司开展经营的方式，不过，现在最好先利用目前可用的技术，循序渐进，准备好在不太远的未来推动转型变革。比如说，你以后可能会想把跟客户交流的工作全部交给机器人，但目前更为合理可行的是先实现内部IT服务台自动化，作为迈向最终目标的一步。



三、启用试点项目

现有AI能力和所需能力的差距有时并不明显，因此在将认知应用推向整个企业之前，公司应当先创建试点项目。

验证概念的试点尤其适合潜在商业价值高的项目，以及能让组织同时检验几种不同技术的项目。高管受到技术开发商的影响，可能会让某些项目“插队”，这种情况要特别注意避免。不能仅仅高管和董事会感到压力，觉得必须“搞一些认知项目”，就绕开严格的试点流程。插队的项目容易失败，会大大阻碍组织整体的AI计划。

如果公司有多个试点计划，可以考虑建立卓越认知中心或类似的结构进行管理。这种方法有助于在组织内部发展有需求的技术能力，同时让小规模的试点转向更广泛的应用，产生更大的影响。辉瑞内部使用认知技术的项目有60多个，其中许多是试点，有一部分已经应用在产品制造中。

BD公司在IT部门设立“全球自动化”团队，对使用智能数字代理和RPA的认知技术试点进行管理，一些工作与公司的全球分享服务（Global Shared Services）组织合作完成。全球自动化团队利用端对端的流程图指导项目实施，寻找自动化的机会，还利用图形化的“热力图”预测最适合AI介入的组织活动。BD现已成功在IT支持流程中应用智能代理，但至今尚未做好准备支持大规模的企业流程（如订单到付款）。医疗保险公司Anthem也设立了类似的AI集中管理团队“认知能力办公室”（Cognitive Capability Office）。


重新设计业务流程。
 在认知技术项目发展的过程中，仔细考虑工作流程如何改进，特别注意人力与AI的分工。在一些认知项目中，80%的决定交给机器，20%留给人类，还有一些项目则相反。为确保人与机器相互补足、相互增益，必须彻底重新设计工作流程。

例如投资公司先锋集团（Vanguard）提供一种新的“个人顾问服务”（Personal Advisor Services，简称PAS），将电脑生成的投资建议和人工指导结合在一起。在这套新系统中，认知技术用于完成咨询中的许多传统任务，如根据客户具体情况制定投资方案，对方案进行后续调整，税收损失收割（tax loss harvesting），以及提供节省税额的投资选择。人工咨询师则是“投资导师”，负责回答投资者问题，鼓励健康的金融行为，并充当先锋集团所谓的“情感上的电路保护开关”，确保投资者按照计划行事。公司鼓励咨询师了解行为金融学，有效地完成这部分工作。PAS使公司迅速获得了超过800亿美元的管理资产，成本低于纯人工咨询，而且客户满意度很高。（
见图表《一家公司的劳动分工》

 ）

先锋集团应用PAS，充分理解重新设计工作的重要性，但许多公司只是将现有工作流程原封不动地丢给机器，使用RPA技术时尤其如此。把原本的流程自动化，公司很快就能执行AI项目，实现ROI，然而这样一来，就错失了充分发挥AI能力、在实质上改进流程的机会。

为认知项目重新设计工作流程，运用设计思维原则通常会带来益处：理解客户或终端用户的需求，让工作受到影响的员工参与，把设计当作实验性质的“草稿”，考虑多种替代方案，在设计过程中具体思考认知技术能力。多数认知项目也适合迭代式的精益发展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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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家公司的劳动分工

投资服务公司先锋集团，用认知技术向客户提供低成本的投资建议。先锋的个人顾问服务系统，让投资顾问的许多任务自动化，人工咨询师则承担更有价值的工作。以下是先锋集团重新设计工作流程、充分利用新系统的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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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原文阅读）








四、扩大规模

很多公司成功地启动了认知项目试点，向整个组织推广时却没有那么成功。要实现目标，公司须为扩大规模制定详细的计划，这一点需要专业技术人员和自动化业务流程的管理者合作。认知技术支持的通常是个人任务，不是整个流程，而扩大规模需要新技术融入现有体系和流程。参与我们调查的高管表示，这种融合是他们在尝试启动AI项目时最棘手的问题。

要扩大规模，首先应当考虑融合是否切实可行。假如应用AI需要某种难以获得的特殊技术，融合就会受限。一定要让相关流程管理者与IT团队在试点之前或试点过程中讨论扩大规模的问题。不跟IT合作很难取得成功，即使是相对简单的RPA等技术也不例外。

例如，医疗保险公司Anthem将发展认知技术作为现有系统的一项大规模现代化工作的一部分。Anthem没有使用旧的技术硬套新的认知应用，而是用了一种整体的方法，让认知应用发挥最大价值，减少了开发和整合的总体成本，并且对旧的系统产生光环效应。与此同时，公司也重新设计了流程，按照首席信息官汤姆·米勒（Tom Miller）的话说，“利用认知技术让我们再升一级。”

推广过程中，公司会面对变更管理的重大难题。例如美国某服装零售连锁店，在一小部分店铺进行试点项目，将机器学习用于网络购物推荐、最优库存预测及快速补货模型，还有最困难的推销工作。采购人员习惯跟随直觉订购产品，此时觉得受到威胁，评论说“如果相信这种东西，那要我干什么？”试点启动后，采购员集体向首席营销官表示希望叫停这个项目。这位高管指出，试点项目取得了积极的成果，坚持要向其他店铺推广。他向采购员保证，摆脱了推销工作，他们可以做一些机器无可比拟的、更有价值的工作，比如了解年轻顾客的诉求，为服装制造厂商确定将来的计划。他还提出，销售员需要培训，学习新的工作方式。

如果希望通过扩大规模获得理想的结果，公司必须同时注重提升工作效率。许多组织希望提高效率，无须增加人手，就能增加顾客和交易量。一些公司将缩减人工作为投资AI的一项主要目的，那么假以时日，通过自然减员或取消外包，这些公司应该能够达到目的。



未来企业中的认知技术

我们的调查和采访表明，感受过认知技术的管理者对前景充满信心。虽然使用认知技术初期取得的成功相对有限，但我们期待这些技术终将彻底改变工作。我们相信，现在在有限范围内应用AI、制定了雄心勃勃的未来发展计划的公司，会像在此之前就开始应用分析的公司一样，能够充分获得技术带来的益处。

通过应用AI，营销、医疗、金融服务、教育和专业服务等信息密集领域，价值得以提升，价格更加便宜。各行各业、各个部门里单调烦琐的杂务，比如监督常规交易、回答重复的问题，以及从大量文档中提取数据，这类工作全都可以交给机器，让人类解放出来，从事更具创意、效率更高的工作。认知技术也可以作为其他数据密集型技术的辅助，如自动驾驶、物联网和移动及多渠道消费。

人们担心认知技术会让许多人失业。当然，一些以往由人类来做的工作交给智能机器完成，会导致一定程度的失业。但我们相信，多数人无须担心。认知工具只是完成任务，不会承担全部工作。我们见到的失业，主要是没有被取代的工人自然流失，以及外包工作自动化。现在交给认知技术的任务，多数能够辅助人类活动，在较为广阔的工作中承担一小部分，或是执行先前人类无法完成的任务，如大数据分析。

我们与管理者讨论了失业问题，多数人表示他们采用的是增强策略，即人类和机器一同工作，不是让机器彻底取代人类。在我们的调查中，只有22%的管理者认为削减人手是AI带来的一项主要好处。

我们相信，每家大公司都应该探索认知技术。这条路上必定会有挫折，而且取代人工和智能机器伦理等问题容不得自满。不过，如果能有合适的计划和发展，认知技术就能带来一个黄金时代，大大提升工作效率和满意度。




延伸阅读


《大思路：人工智能概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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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下以服务业为主的经济环境中，

企业应打造员工所有制文化，

让蓝领工人分享公司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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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50年前的美国，人们对好的蓝领工作有非常明确的定义：在通用汽车、固特异、美国钢铁等大型制造企业工作。这些企业通常有工会，薪水和福利都不错，也很稳定。即使工人在经济不好时被解雇，经营情况好转后也有机会回来工作。不仅美国，当时大部分发达国家都是这样。

我们现在仍受到那个时代的影响：还是有很多人认为，蓝领工人最需要的是生产岗位。但回到早前的时代已经不大可能。首先，美国的制造业岗位数量逐步下滑，占总体就业的比例从1970年的25%，减少到现在的不足10%。大多数新建工厂使用的机器人数量可能超过工人，少数得到生产工作的工人，薪水通常也低于以前的工人。在将来，大部分蓝领工作将存在于服务业中。

这意味着，未来的好工作将与过去相当不同。“好工作”的含义应该相当明确，即能保证体面生活的工作。但我们已经发现，在新的经济环境中，员工的体面生活不仅包括得到优厚的报酬，也包括分享企业的成功。再者，除了钱以外，人们还想学习新的技能，想知道自己的工作对企业的成功起了哪些作用。这些诉求通常来自高端的知识工作者，但在健康、自由的商业社会中，所有公民都有权得到有前景的工作机会，而不仅是那些受过良好教育、掌握高级技能的人。因此，社会不仅应提高蓝领工人的收入，也应创造出更有吸引力的蓝领工作。否则，很多美国人身上已经显露的愤怒、消沉和玩世不恭等有害状态，还会进一步扩散。

那么，21世纪的蓝领工作应该是什么样？先从薪酬开始讨论。尽管采取行动的企业还比较少，但我们已经认识到，应当改变支付报酬的方式。同时我们也将看到，如果不提高蓝领工人的敬业度，薪酬改革的益处将无法完全体现或保持下去。在这方面，需要做的还有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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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观点


问题


在知识经济中，企业很难为受教育程度不高的劳动者提供有意义、稳定的工作，这造成社会张力，加剧了不平等。




原因


制造业曾是好蓝领工作的主要提供方，但其规模相对于服务业正在萎缩，且能提供的工作被机器替代的可能性越来越高。同时，服务业工作薪水微薄且不稳定。




解决方案


我们应重新定义好的蓝领工作。传统蓝领工作薪水高且稳定，而将来，雇主应让员工分享公司利润，回报他们为公司成功做出的贡献，并提供学习可迁移技能的机会。





从负担到主人

20世纪中期的制造业“好工作”，是具体经济环境的产物。在大多数行业，占据主导地位的都是少数几家盈利能力强的大企业。它们大多是寡头，为一两个百分点的市场份额相互厮杀，经常把额外的成本转嫁给客户。这些企业有能力为工人支付高工资，强大的工会也是另一层保障。

如今的情况已经不同。大多数企业无法负担高于市场平均水平太多的工资，而且很少受到工会的压力。企业也很难将较高的劳动力成本转移到客户身上。在这种环境下，企业要为员工提供体面生活，就必须另想办法。

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通过股权激励和（或）分红的方式，让员工直接享受到公司的利润。这样，企业可以将现金直接发放给员工或存入退休账户，而不增加固定成本，避免在竞争中陷于不利。这些举措能帮助企业吸引和保留优质员工，获得竞争优势。

将企业所有权和利润与大量员工分享，这个理念并不算激进。宝洁很早就有利润分享和员工持股计划，约10%到20%的股权掌握在员工手中。美国西南航空的员工持有公司约13%的股权，2016年公司的利润分成达5.86亿美元，相当于当年薪酬提高13.2%。越来越多企业发现股权激励和（或）分红行之有效，而其中很多并非高薪的知识型企业。2015年底，总部在得州的超市连锁H-E-B向5.5万名员工授予15%的股份。2016年，快速增长的酸奶公司Chobani向员工授予将近公司估值10%的股份。与此同时，通过员工持股计划，数千家私人公司完全由员工所有，或员工大比例持股。在美国，包括少数上市公司在内，实施员工持股计划的企业雇用的员工总数约为1100万，约占私营部门从业者的9%。

即便是曾以激烈收购战闻名的私募股权公司KKR，也开始在旗下的部分制造企业与员工分享股权。在KKR的推动下，总部在密尔沃基的制造公司格南登福（Gardner Denver）2017年5月上市前，授予员工价值约1亿美元的股票，每名有资格的员工得到价值相当于基本工资40%的股票。2015年，C.H.I. Overhead Doors被KKR收购时，员工拿到了期权，而今年公司发放分红，每名蓝领工人最多可领到4000美元现金。“在我看来这是常识。”KKR工业投资业务负责人彼得·斯塔夫洛斯（Peter Stavros）接受采访时说，“私募股权的意义就是结盟。让合适的激励到位，并做好员工工作，让大家知道你愿意为他们付出，好的结果自然就会显现出来。”

对于员工持股企业的业绩情况，已有比较详尽的研究，结果表明它们的业绩通常优于行业内其他企业。例如，企业员工所有权研究中心（NCEO，非营利组织）的数据显示：在10年间，相比传统所有权结构的同类企业，员工持股企业的就业增长高出25%，资产收益率平均每年增长2.7%；在实施员工持股计划的第二年，企业的生产率即提高4%到5%。

NCEO的结论得到很多学术研究的佐证。Rutgers大学的约瑟夫·布拉西（Joseph Blasi）、道格拉斯·克鲁泽（Douglas Kruse）和丹·维尔特曼（Dan Weltmann）分析了1988年到1994年实施员工持股计划的300多家私人持股企业，分别与传统所有权结构的同行业公司做比较，结果发现，员工持股企业的销售收入增速和平均每名员工创造的收入明显较高。此后，克鲁泽和马萨诸塞大学Amherst分校菲丹·库图卢斯（Fidan Ana Kurtulus）的研究发现，员工持股较高的企业裁员几率明显较低，经济衰退时存活几率较高。

员工持股较高的企业，自然会给蓝领工人支付更高报酬。员工持股计划参与者必须等到退休或离职时才能将股票变现，因此能够积累一大笔退休金，通常能达到数十万美元。NCEO的数据显示，相比职位相当的其他员工，持股员工的退休金高出120%，个人资产多出20%。

此外，由于效率较高，员工所有企业比相似的传统所有权结构企业薪酬福利更优，而且无须担心外部投资者对压缩成本的要求。研究显示，两类企业的薪酬差异在5%到12%之间。但NCEO的南希·维菲克（Nancy Wiefek）针对28岁到34岁员工的一项新研究显示，两者的薪酬差异要大得多。在美国劳工统计局的一项调查中，相比不参与持股计划的相似员工，参与持股计划的员工工资收入高出33%，家庭财富中位数高出92%。此外，持股员工每份工作的平均工龄多出53%，这并不令人意外。

然而，给员工股份或分红还不够。要想让蓝领工作在21世纪还能算作好工作，企业必须提升员工的敬业度，并提供学习可迁移技能的机会。




其他解决方案

多年来，本文作者中的约翰·凯斯和比尔·弗奇一直研究开放管理理论（open-book management），这种管理方式系统性地采用本文介绍的诸多原则。关于如何创造好工作，也有其他不同解决方案，它们很大程度上与我们的理论互补。这些理论包括：




最佳雇主。
 总部在旧金山的卓越职场研究所（The Great Place to Work Institute）开发出一套严谨方法，用于评估职位、工作环境和员工对工作及雇主的态度。该机构与《财富》杂志合作，评选年度“最佳雇主百强”（100 Best Companies to Work For）。很多入选企业主要雇用高学历、高技能员工，如谷歌、Genentech、Intuit等，但也有一些企业有很多教育程度在大学以下的员工，包括Wegmans Food Market等零售企业、戈尔（完全由员工持股）等制造企业。


净推荐系统。
 净推荐值（Net Promoter Score）由贝恩公司的弗雷德·莱希赫尔德（Fred Reichheld）创制，用于衡量客户的态度。这项工具已逐步演变为一整套管理理论，从一线员工视角定义和推广好工作。莱希赫尔德认为，大部分员工的工作满足感，来自帮助公司取悦客户。在净推荐值方面表现良好的公司，将取悦客户的责任交给一线团队，让员工通过客户反馈了解自身表现并设法改进。这使一线员工能在实践中学习，逐渐具备贝恩公司合伙人罗伯·马奇（Rob Markey）所说“自我指引、自我改进”的素质。


好工作战略。
 麻省理工学院的泽内普·唐（Zeynep Ton）在《好工作战略》（The Good Jobs Strategy）中指出，企业可以选择提供怎样的工作。有些企业选择提供极微薄的工资，容忍由此引发的员工高离职率和低敬业度。有些企业提供较高薪资和交叉培训，鼓励员工承担多种责任——这即是好工作战略。唐分析了Costco、Trader Joe’s等零售商如何通过好工作战略获得回报，以及它们的运营选择如何改变零售业格局。






变革实例

几年前，一家国际差旅管理公司决定进行一项对照实验。当时，公司在北美有27家分支机构，每家负责所在区域的客户，并有各自的利润指标。公司决定依照本文提出的原则，在3家分公司展开变革，而另外24家保持不变。（本文作者之一比尔·弗奇直接参与了这项工作。）

在这3家分公司，管理层建立正式流程，从员工、管理者和客户处收集财务数据之外的信息。员工要回答以往很少向一线员工提出的问题，如“分公司怎样改善客户关系”“我们最大的改进机会是什么”等。在之后的6到12个月，3家分公司对于关键挑战形成共识，并将直接利润（收入减去直接成本）定为“获胜”指标。他们设立目标和记分板，并将季度奖金（来自利润提升）纳入团队激励方案。

员工很快展开头脑风暴，思考如何提升业绩。在每周会议上，管理者分享业绩数据，并更新未来3个月的业绩预测。公司总结和分析季度业绩指标，并在达标时进行表彰。员工开始主动改进工作细节。例如，一位客户关系代表开始联系供应商，要求补偿因酒店未入住、航班取消等原因造成的损失。在最初几个月中，她就要回了近20万美元。

一年后，结果再清楚不过了。扣除奖金，参与实验的3家分公司仍分别超额完成年度利润指标10%、17%和20%。另外24家分公司没有一家完成利润指标。

很自然，公司管理层决定在所有分公司实施变革计划。有前面3家分公司的实践经验，这项工作开展得更为高效。变革计划还造就了一种合伙人思维，这是很多公司欠缺的。一位差旅顾问说：“我感到公司将业绩拜托给我们，让我们有动力为公司创造更多盈利机会。”





实践员工所有制

总体来看，员工持股程度高的企业当然业绩惊艳。但仔细分析数据可以发现，这些企业明显分为两类。有些企业像美国西南航空一样，打造参与式管理架构，帮助员工像所有者一样思考和行动，从而建立一种所有者文化，这些企业能够充分享受员工所有制的益处。而单纯推行员工持股的企业却获益较少，甚至无法获益。

最早指出这点的是科瑞·罗森（Corey Rosen）和迈克尔·夸瑞（Michael Quarrey）的重要文章《员工所有制效果探究》 （“How Well Is Employee Ownership Working?”，《哈佛商业评论》1987年9月刊），此后几乎所有研究都会重复这一观点。布拉西、克鲁泽和哈佛大学的理查·弗里曼（Richard Freeman）在最近的一篇论文中指出：“推行员工所有制的效果，取决于公司具体政策和规范对员工合作与付出的支持程度，如是否让员工参与决策、参加培训和能否提供稳定的职位。”

在当下市场环境中，企业难以为员工提供50年前的那种稳定。作为补偿，一份好的蓝领工作应当提供深度学习机会，让员工在需要时能够轻松转岗、跳槽甚至转行。学习能带来灵活性，而灵活性能带来稳定性。以往，好的蓝领工作并不提供学习机会，很多失业的工厂工人难以或无法再就业，这就是明证。

在我们看来，员工所有制文化和学习机会是紧密相关的。观察提供良好蓝领工作的当代企业，我们发现，大多数都遵循三个基本原则。


明确传达经营状况。
 每家公司的经营状况都会反映客户的需求。老板和高管了解经营状况，并收集相关数据和信息，据此做出决策。

有前瞻性的企业能意识到，一线员工也许不具备高管的视野和商业经验，但在他们的位置上，却更方便收集反映经营状况的关键数据，如门店的销售额、餐馆的平均账单金额、工厂的装货或返工率、酒店的入住率等。优秀企业会识别并关注每个部门的一两个关键数据，并与全体员工分享。

这种思路与传统的绩效指标有很大区别。例如，很多考核KPI的企业做得过头，在每个业务部门设置不同的KPI，结果造成混乱。几年前，我们研究了一家大型矿业公司的澳大利亚铁矿事业部。该事业部当时有7000名员工，设置了203项KPI，每项都与激励方案相关，造成员工之间、部门之间相互对抗。例如，零件部门的KPI是最小化备用零件库存占压的资金，而生产部门的KPI是最大化生产量。结果，机器停转修理时，需要的零件经常无法到位，耽误了生产进度，也损害了两个部门的关系。事业部管理者尝试从整体视角看问题，推行新的绩效体系，将核心指标缩减为一个：每月安全交付的铁矿石吨数。这个指标直接影响事业部的盈利，而且所有人都很容易理解。

有些企业会在经营状况变化时，主动调整绩效指标，以此发动全员力量弥补短板。例如，格南登福的营运资金比很多同类企业高，公司正致力于解决这一问题。公司正在培训150名领导者，教授降低营运资金的基本方法。接下来，这些领导者要培训全体6000多名员工，让他们能以自己的工作帮助公司实现目标，如设法减少零件或在制品库存。同时，公司利用记分板记录工作进展，并公布在短期内收到效果的创新。营运资金降到合理水平后，公司可以转而解决下一个问题。

这种每次解决一个问题的工作方式还有一个优势：拓展员工对企业经营状况的理解。例如，餐饮服务公司Gourmet Events Hawaii的员工起初努力提高毛利润（收入减去直接成本），之后一年则开始关注净利润（毛利润减去运营费用）。在动态的学习过程中，员工对商业基础知识的理解将更加深入和持久。此外，由于员工有动力改善公司的经营状况，所需监督减少了，管理成本降低了。员工学到的东西对将来的工作也会很有价值。




企业无法再像50年前那样为员工提供职业稳定性，但可以用学习机会来补偿。






鼓励员工跟踪并改善绩效指标。
 员工一旦了解公司的经营状况，就可以改进决策，并根据所跟踪的数据调整工作方法。有时，只须分享数据就能提升绩效。一家快餐加盟店的老板把当周的主要经营数据（营业额、销售成本、毛利润等）贴到墙上，让员工都能看到。员工大多只有十几岁，他们很快开始兴味盎然地摸索，如何在保持低成本的同时增加营业额。在实践过程中，他们还能了解商业运营的一些基本知识。

有些企业则采用更正式的流程。总部在密苏里州的中型钢铁公司Trinity Products要求员工向管理层提出改进方案，并组成团队解决最紧迫的问题。“我们将线圈接头的生产时间从25分钟降到15分钟。”公司创始人、总裁罗伯特·格里格斯（Robert Griggs）告诉我们，“切换生产型号所需时间从8小时降到5小时，再降到3个或3个半小时。”每个类似的改进都会对公司盈利产生积极影响，员工也能从中获益。

绩效管理的一个重要方面，是预测绩效指标的阶段性变化。这是业务单元管理的一项核心技术，它能加强思考和行动的主动性，帮助组织预判机会和挑战并采取合适的行动。但准确预测很难，在员工看来或许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但从我们的经验看，并非如此。我们发现，优秀企业的管理者在每周会议上，主动与员工分享信息，如预估销售额、经济走势等。一线员工则积极发表意见，如客服代表在通话中听到的信息、门店员工观察到的客流量规律等。与任何技术一样，预测也是熟能生巧，员工会逐渐发现知识短板并设法弥补。将预测数据与预算乃至实际数据对比，员工能发现哪些工作在掌控之中，哪些还需要精进。正如学生从教师评语中学习，员工也能从波动和差异中学到东西。


分享绩效改进的成果。
 员工所有制文化所需的学习精神和主动性，对于很多企业和员工来说还是陌生的。这种文化要求员工自我突破，承担新责任。这样就回到了那个经典的问题——这对我有什么好处？正是这个问题，导致很多积极的变革方案失败。

员工持股和年度利润分享当然提供了部分答案，但似乎离日常工作都有些距离。因此我们认为，在新经济环境下，针对关键绩效指标的慷慨的短期激励方案，是好蓝领工作的核心要素。

按照这种方案，管理层和员工一般在年初商定关键绩效目标，随后公司制定具体激励条款，包括完成和超额完成目标的奖金。规定奖金数额时，较合理的做法是以工作日或周为基准计算（后者更常见），并公开统计每周的绩效情况。这能使员工快速了解激励目标完成进度，以及对下一阶段工作的影响。

理想情况下，激励方案应不设上限。例如，如果奖金数额由毛利润完成情况决定，而实际结果非常好的话，员工就可以得到一大笔奖金。我们看到过有公司给员工发放相当于30周工资的奖金，这对任何人来说都是很好的回报，而且显著增加了蓝领工人的收入。同时，激励方案不应给企业增加任何成本。支付的奖金应全部来自业绩增长，而企业增加的收益可能是奖金的两倍到四倍。由此，激励方案强化了管理层和员工的一体感，让双方共同努力建设公司。

综上所述，我们其实已经重新定义了“好工作”。好工作不再仅仅意味着完成好组装零件、服务客户或操纵叉车的任务。好工作现在意味着像企业所有者一样思考，负责跟踪和管理关键绩效指标，并设法提升业绩；同时，也意味着分享企业的成功，而不仅仅拿固定工资。这个定义似乎契合当下的知识经济，并有助于组织各层级员工提升敬业度。




今天的好蓝领工作意味着，员工像企业所有者一样思考，并分享企业的成功。





把握新机遇

90年前，在查尔斯河对岸哈佛大学新校区的落成典礼上，当时通用电气董事长兼CEO欧文·扬（Owen D. Young）的致辞，一定让听众感到吃惊：“我希望有一天，这些商业巨头能真正属于为之付出精力和生命的人。我不在乎是以什么方式。到那时，工厂里任何一个人看到一台闲置的机器，看到任何没有投入使用的原材料，都会因感到低效而如芒在背。到那时，对工业企业专制、非民主的指控，将一劳永逸地撤销。到那时，我们必将有机会看到企业提供体面的报酬。简言之，企业员工将像个体经营者一样自由协作，受到同样的约束，享有同样的机会。到那时，雇员将会消失。”

时代环境所限，扬只谈到了男性，而且主要探讨作为当时最大雇主的制造企业。但没关系，在今天的私营部门，大多数劳动者都在服务业工作，因此扬的远见仍然适用。很明显，他对好工作的理解跟我们很像。但我们有一项扬没有的优势：关于企业所有权共享（包括员工持股计划）和利润分享实践数十年的经验，以及帮助员工像管理者（而非只是打工者）一样思考和行动的心得。

今天，美国企业处于特殊境地。早前时代的好蓝领工作式微，造成80%收入较低的美国家庭财富增长缓慢，引起愈发强烈的不满。政府在很大程度上无力或无意解决问题，很多选民甚至不认为这是政府的职责。但企业有机会掌握主动：几乎任何公司都可以建立制度，实施员工持股和（或）利润分享。大多数企业有机会创造一种文化，帮助员工更加了解企业、提升业绩，同时更快获得更高报酬。建立员工所有制的企业高管会成为先行者，帮助美国解决最迫切的问题，同时也有很大机会提升本公司的业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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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容性增长，即有利于整个社会所有利益相关者的增长。如果想帮助贫困家庭和失业的城市年轻人进入主流经济体，企业及其他各方不能只着眼于当地问题，而是要重新定义区域经济生态系统。





[image: ]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全球企业和以市场为导向的资本主义，极大地推动经济增长，使总体贫困率大大降低。然而，经济增长并未惠及所有人。




在发达国家，一小部分人获得了近期经济增长的大部分利益，而劳动阶级的许多人经历了社会和经济地位的下滑，城市里的此类情况比农村更甚。

发展中国家的情况更为严重。虽然经济增长使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人民的生活水平得以提升，但仍有超过十亿人处于极度贫困中，没有进入正规经济。农村人口众多的国家尤其如此，小农户缺乏现代农业知识，没有获取必要技术知识的途径和资金，因此被附近的食品加工公司供应链拒之门外。发展中国家的另一个问题是人才极度短缺。大量年轻人失业，企业却由于在当地招不到具备相应技术的员工而无法按计划实现扩张。

平心而论，公司已经在尝试将传统的企业社会责任（CSR）项目升级，成为可持续发展和共享价值战略，在实现经济回报的同时改善低收入贫困群体的生活质量。但这类项目效果有限，而且几乎无法带来根本性的转变。例如科特迪瓦和加纳的CocoaAction联盟，要让参与种植可可豆的家庭生活水平提升约20%，宣传得很好，不过目前尚未有证据显示这个项目帮助多少家庭脱困。

同样，农业技术供应商先正达（Syngenta）的Good Growth Plan项目，让印度尼西亚和尼加拉瓜小规模种植者的农产品产量翻了一倍，但两个国家各自只有一小部分贫困农户获益，公司销售额也几乎没有得到提升（
详见边栏《先正达：宏大目标须由宏大项目实现》

 ）。

这里有一个根本的问题：公司既有创造经济和社会价值的强烈需求，又有充分的机会可以改进贫困社区生活质量，可是，要实行可扩展、可盈利的战略，实现包容性增长，即有利于整个社会所有利益相关者的增长，为何如此困难？

我们的研究表明，根本原因在于公司的项目规模通常都不够大。如果想帮助贫困家庭和失业的城市年轻人进入主流经济体，企业及其他各方不能只着眼于当地问题，而是要重新定义区域经济生态系统。本文阐述了一些成功的包容性增长项目，供有意建立新生态系统的企业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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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观点


问题


经济增长使得发展中国家生活水平提升，但仍有十多亿人处在极端贫困中，没有进入正规经济。对于此种局面，传统的公司社会责任项目作用微乎其微，而且无法带来根本性转变。




原因


公司的项目规模不够大。企业及其他各方应重新定义所在地区的区域生态系统，而不是仅仅尝试解决当地的问题。




应对方案


重塑生态系统，需要寻找多行业、全局性的机会，调动互补的合作伙伴，可以把企业融资和以减轻贫困为使命的私人及公共团体提供的启动资金相结合。





从本地解决方案到生态系统变化

为了解CSR和可持续发展项目难以扩大规模的原因，我们采访了30位首席可持续发展官（chief sustainability officer，下称CSO）。多数人认为问题在于执行，他们提到的原因有：项目未能与公司核心业务成功整合，难以与当地各方接洽，没有合适的指标用来鼓励及评估公司和目标人群获得的利益。

随着研究深入，我们逐渐发现，主要问题并不是共享价值项目的执行，而是项目目标不够大，CSO构思的格局不够大。

运作不良的供应链和整体的人才缺口，无法通过某一家公司采取诸如新建仓库、设立地区总部、选择当地经销商、建立学校或培训中心等等有针对性的本地解决方案来解决。可持续、可扩展的解决方案，需要公司协助建立新的经济生态系统，打造盈利性更高、能让更多人参与正规经济的新供应链，取代经济和社会效率低下的旧供应链。为了探讨如何实现这一目标，我们考察了几家公司过去15年来在25个国家启动30多个项目的经历（案例来自全球咨询公司Palladium，本文作者均为Palladium员工或顾问）。我们总结了包容性、可持续、可盈利生态系统战略的三大原则：公司应当寻找全局性、跨行业的机会，调动互补的合作伙伴，并寻找项目启动和扩大规模所需的资金支持。

接下来，我们将详细阐述这三条原则，并说明新的要素（我们称之为催化剂）如何协助发展新的生态系统，在项目主导权落到长期市场参与者手中之前，推动试点项目及其扩展。文章结尾将讨论可能的第四条原则：应用新的评估和治理体系，提升员工敬业度，监督项目进程，让参与建立新生态系统的关键各方保持一致。

我们选择了发展中国家的案例展开叙述。不过我们希望，美国和欧洲的城市低收入地区和贫困乡村地区也可以按照类似的方式发展包容性的经济生态系统。



寻找全局性、多行业的机会

企业应对社会经济问题的传统方式是，投资给基础设施、减少废物、保护环境以及本地培训及医疗项目等具体的方面。此类投资和项目仍然大部分处于公司的直接管控下，其动机大半在于证明公司为本地的环境和社会做出了贡献。

可是，这类项目往往只能惠及一小部分人，无法彻底改变当地社区的社会经济条件。此外，这类项目的资金来源通常是某种可持续发展基金，并不包含在公司的本地经营战略中，所以往往成为不景气时期第一批被砍掉的项目。说到底，公司传统的可持续发展项目效果有限，因为其定位是社会或环境项目，不是营利项目。

因此，我们的首要原则就是，企业应当寻找既能为本公司产生经济效益，又能为新生态系统中其他各方创造社会经济价值的项目。这样的项目需要来自多个利益相关者的多样化投资，并且可以扩大规模，惠及其他社区和地区。这类项目的目标并不是改进现有系统，而是释放出市场的力量，建立可以经济自立、有机生长的新生态系统。

这是一项复杂的任务。需要培养信任，建立关系，特别是在参与者之间建立信赖关系——来自不同行业的参与者不甚理解对方的动机，缺乏共鸣。还要寻找社区中缺乏的资源和技能，寻找可能填补空缺的媒介，以及能够说服各方参与的渐进式支持。

乌干达提供了一个典型的例子。该国70%的人口依靠种植辛苦维生，他们多半是在小块土地上种植低质量的玉米。农民在饲养家畜的空地上晾晒玉米，因此还会损失30%到40%的玉米，剩下的大部分玉米也无法满足商品化的最低标准。2010年，该国年均家庭收入307美元，日均收入仅87美分。1100万人（占全部人口的30%）严重营养不良（农民挨饿的悖论），40%的儿童由于食用遭污染的食物而发育不良。尽管当地有SABMiller旗下的大型酒业公司Nile Breweries，但该公司主要从海外供应商那里购入绝大部分粮食原料，无法改变当地农民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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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全球经济发展咨询公司Carana（后来被Palladium收购）在当地开展项目，尝试建立供应链让种植玉米的小农户进入主流区域经济。要想实现这个目标， Nile Breweries、粮食贸易商和农民等各方需要深度合作，还需要为贸易商和农民投资新资产和新技能，如建立优质玉米示范区，使农民能够了解更好的耕作方法和收割后的处理技术。Nile Breweries还与农户签订购买协议，使农民能够获得信贷，接触优质供应商，获得购买优质种子、设备和化肥的资金支持以及灌溉、防病虫害等一系列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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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升级的供应链涵盖了2.7万农民，其中半数以上是女性。作物产量中位数提升65%，每吨均价从139美元提升到179美元。家庭年均收入提高一倍以上，达到688美元，参与项目的农户获得的总利润提升50%。农户家庭饮食得以丰富，包含蔬菜、坚果和水果，也常有肉禽蛋类和水产品。农民可以购买抗旱的种子，并且可以通过手机支付系统获得农作物保险和临时贷款。

新供应链下游，粮食贸易商AgroWays卖给Nile Breweries的玉米粉从每年480吨提升到1.2万吨，因为玉米质量和加工过程有所改善，售价也相应提高。AgroWays得以收回投资仓储和加工设备的成本。另一家公司Maganjo Grain Millers在当地设立加工厂，从AgroWays收购玉米胚芽，加工成营养粥等产品。其他公司也纷纷进入该区域，形成可持续的农业经营群。

公司获得了实际的经济成果，当地人生活质量也得以提升。一位农民说：“现在不一样了。孩子们都有鞋穿了。我们现在可以买肉吃，以前根本不可能。孩子们上学都很开心，不再觉得受冷落。”



调动互补的合作伙伴

第二条原则表明公司不可能凭一己之力建立全新的生态系统，需要与具有催化剂作用的组织合作，与多个行业建立合作关系，共同制定战略，创造经济和社会价值。

“催化剂”可以是关注新生态系统能够产生的经济和社会利益的NGO、项目管理公司或咨询公司。理想状态下，催化剂组织应当对当地情况有深入的了解，具备在当地建立新生态系统所需的专业技能，如高水平的产品或人才供应链。最重要的是，催化剂组织须足够独立，理解和尊重新生态系统中相关各方的看法。

要寻找转变的机会，通常要先找到催化剂组织。Carana发现，投资帮助乌干达本地小型贸易公司发展，可以让这些公司把大型农产品加工厂和小农户联系起来。

Carana也在萨尔瓦多发现了机会。2010年，萨尔瓦多读完高中的青少年不到40%，进入劳动市场的人才缺乏必备技能。没有工作的年轻人拉帮结派，导致该国犯罪率极高。Carana认为，当地公司和培训机构合作，可以让年轻人获得相关技能，进入快速发展的零售、酒店和服务业企业。

与企业相比，催化剂组织更能发现这样的机会。企业管理者身在总部，很少能发现在当地建立公私合作关系的机会。而且公司受到财务管理体系限制，倾向于短期渐进式的改变和快速收回成本，而非价值链的变革。

希望实现变革的CSO或区域经理难以吸引关注，更没有足够的预算提供切实有力的例证。他们无法在一线管理者的业务职责和绩效评估中增加可持续发展目标。而本地管理者承受着短期财务指标的压力，只顾得上看起来还不错的渐进式项目，没有权力也没有能力支持其他活动。

不管发现机会的是谁，有一件事情是肯定的：没有寻求利润的公司参与，任何项目都不会长远。一个产业生态系统要持续发展，必须得到寻求竞争优势的企业的认可，并且可以扩大规模。政府对公私合作改善当地社会经济条件的项目感兴趣，是因为它们可以借此机会利用寻求利润的公司所提供的资源和创新能力。



寻找启动及扩大规模所需的资金

为生态系统转型提供启动资金的似乎应该是企业合作伙伴。毕竟企业有资源，可以投资净现值为正的项目，而且是项目成功的最大受益者。

但很少有公司愿意投资这类有风险的项目，可持续发展及CSR预算有限的情况下尤其如此。企业投资青睐的是安全稳妥、能够快速回本的项目，而生态系统转型项目则是要破坏现有平衡，在远离公司总部的地方建立跨行业的新型关系。现有的组织架构、激励措施和企业文化会令颠覆性创新面临重重阻碍，当企业想要推行旨在建立新型包容性商业模式以及相应的生态系统项目时，这种阻力会格外巨大。

主张全局改变的企业，可以向原本就在建立新型生态系统、短期财务回报压力较小的组织寻求启动资金。例如在乌干达，Carana成功获得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的投资，检验适度出资可以促进中间商向新型农业供应链投资的假设。在萨尔瓦多，Carana用USAID提供的资金启动了Youth with Commitment（YwC）职业培训项目。Carana从外部带来了启动资金，当地企业就愿意联合出资，并针对项目内容提出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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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点项目获得启动资金、提供了切实有效的例证之后，催化剂组织需要更多资金，迅速扩大项目规模。这个时候，组织可以向大企业寻求支持，毕竟出资扩大现有生态系统显得比建立生态系统更加稳妥。不过，更好的资金来源是“影响力投资基金”，该组织目前在全世界范围内管理着约800亿美元的资产。基金会和富裕家庭的私人理财机构同样有几千亿美元可以投资贫困社区项目。这些外部投资者进行影响力投资的预期回报率通常是6%到8%，低于一般公司12%到14%的资本成本。

可以提供影响力投资的资源正在迅速增长。福特基金会等机构现在的社会责任相关投资，追求接近市场利率的回报。克洛格基金会资助的项目既能产生可观的经济回报，又能为家庭和儿童创造更健康的环境。10年来，基金会投资的Revolution Foods为学生提供了2.5亿顿营养餐。

贝恩资本和德州太平洋集团等私募股权投资公司已经看到这个领域新兴的机遇，开始着手积累资金进行影响力投资，为贫困地区建造新的实体基础设施和通信设施。私募股权基金Summa Equity在2017年上半年筹集5亿美元，投资给努力实现联合国17项可持续发展目标中一项或几项的公司（本文作者之一乔治·塞拉菲姆是该基金顾问），包括帮助成年人在21世纪保持竞争力的瑞典教育科技公司Lin Education，以及帮助家庭节约用电、减少碳排放的eGain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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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GO也在逐渐进入这个领域，推广能够鼓励创造社会价值的金融产品。非营利组织Social Finance开展了“为成功买单”创新项目，为创造社会价值者提供奖励。近期还有根据美国弱势群体的教育及就业情况支付利息的债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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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维持并扩展新的生态系统，催化剂组织可以引入特殊目的载体（special purpose vehicle，下称SPV）获得融资、收取款项，以及派发债券利息和股票分红。类似萨尔瓦多国内开展的培训项目，SPV可以发行50万美元的债券，支付5%的利息，为期10年。利息可以为项目提供资金，当地公司聘用项目培训出的人才，向SPV支付一定酬金，比如每雇用一人支付200美元。制定SPV各项指标和支付结构，需要对培训可得的人才潜力以及效率提升幅度进行合理评估。

我们认为，企业不必是资金的主要来源，但必须是积极的合作伙伴，因为企业在场与否会极大地影响投资者的决定。企业带头参与，降低了项目风险，且可以保证新生态系统中流通的产品和服务总量达到最低标准。购物中心开发商首先要签下大型零售店，同理，外部投资者希望能有带头企业来为新的生态系统打下基础。



生态系统向外扩展

在我们研究的项目中，领导权随时间而更替。初始阶段起关键作用的是催化剂组织，随着项目逐步产生商业价值，企业开始担当主导。例如乌干达玉米项目，建立起新的生态系统之后，Carana就可以抽离，让AgroWays、Nile Breweries和其他农业公司自行投资，涵盖更多种植玉米的农户。

在萨尔瓦多的YwC项目中，服务业公司的增长由于缺乏合格员工而受到限制，Carana首先了解这些公司对入行员工任职能力的要求。随后，Carana选择了可以为无业年轻人提供必要技能培训、并与企业签订合约的当地NGO及其他组织。比如沃尔玛同意聘用YwC某个为期80小时的项目培养出的人员担任收银、食品处理和初级管理等工作。Carana还与政府部门合作，在社交媒体上宣传培训项目和相应工作机会，希望更多无业年轻人看到。培训为期一至三周，包含交通费及伙食费，且保证面试机会。公司做出最终招聘决定，并提供具体职位所需的后续技术培训。

两年时间里，沃尔玛从培训项目中聘用了380位年轻人，空缺职位的招聘时间缩短了15天。这部分员工的流失率比之前雇用的其他员工低30%，培训成本降低15%，能力达到晋升要求的员工比例高出许多。沃尔玛将这个成功的项目纳入麾下，聘请YwC负责人作为中美洲地区的HR负责人。

4年以来，1.6万年轻人得到了针对各种工作的培训，内容涵盖9个行业，其中1.5万人得到了新的或更好的工作（YwC于2009年开始运营，这一年萨尔瓦多全国只有1.55万个正式工作职位）。现在萨尔瓦多各地的公司都愿意向第三方培训提供者支付培训及聘用费，让培训机构得以延续，项目继续发展下去。培训机构和公司合作，让年轻人不再游手好闲，为就业做好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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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正达：宏大目标须由宏大项目实现


营收130亿美元的瑞士种子及作物保护公司先正达，2000年启动Good Growth Plan项目，预计2020年实现以下几项目标：


• 在不增加水土及其他资源投入的前提下将世界主要作物产量提升20%。

• 2000万小农户的农作物生产率提升50%。

• 完成2000万农场工人的工作安全培训，多数工人来自发展中国家。

• 在供应链各个环节提供良好的劳动力条件。

早期的FrijolNica（尼加拉瓜咖啡豆）项目，关注1.6万名参与合作社的咖啡豆种植小农户。十年后这些农户产量翻倍，更多的孩子可以去上学，不必在田间劳作，所有社区都变得更加乐观。

毫无疑问，这个项目取得了成功。然而1.6万种植者只占全国咖啡豆种植户的5%，他们得到的总效益增量仅为750万美元。先正达公共政策及可持续发展项目负责人胡安·冈萨雷斯-瓦莱罗（JuanGonzalez-Valero）意识到，这个项目以及其他类似的项目必须扩大规模，才能在支持公司产品销量增长的同时实现宏大的2020目标。

冈萨雷斯-瓦莱罗纵观整个咖啡豆生态系统，发现其余95%咖啡豆小农户中有很多人也在大型咖啡豆农场和养牛场劳动。这些大的农场，其中有先正达在尼加拉瓜的重要客户，为劳动者提供或出租小块土地，供他们种植粮食。可是许多人由于贫困，外出去别处工作，导致收获季节严重缺乏人手。冈萨雷斯-瓦莱罗还发现，Goya等大型食品公司在寻找更稳定的优质咖啡豆供应商。他发现大型咖啡农场雇用的劳动者可以给FrijolNica带来扩大规模的机会。

因此，先正达将在尼加拉瓜采用新的体系，让开明的大型咖啡豆农场与需要稳定咖啡豆供应的大型食品公司合作，投资咖啡豆加工厂。与先正达合作的工厂向小农户提供培训和所需资源，从小农户那里收购一定量的咖啡豆，并为他们扩建农场提供支持。工厂提供更为多样化、可持续的商业模式。帮助小农户家庭增加收入，有助于留住收获季节必需的重要劳动力，而且可以提升先正达农作物保护产品的销量，改进当地食品公司的咖啡豆供应情况。当地合作伙伴都能从升级的供应链中获益，从而实现包容性增长。



（返回原文阅读）








协调和管理生态系统参与者

建立生态系统需要足够的勇气。据估计，超过50%的合资企业和战略联盟未能实现期望的协同效应，而包容性增长战略要比传统的企业战略合作复杂数倍。如上文所述，企业、NGO及公众群体等来自不同领域的参与者往往对彼此的态度和动机抱有深刻的怀疑，而新的生态系统需要各方通力合作。

这一切都说明，建立生态系统应当有另一条额外的设计原则：围绕新战略，协调多个利益相关方。这一点可以通过企业界公认有效的工具来实现，例如平衡计分卡工具套组中广泛用于围绕战略进行组织整合的战略地图。2010年《哈佛商业评论》刊登的《用平衡计分卡管理联盟》（Managing Alliances with the Balanced Scorecard）一文提到，共同绘制的战略地图，可以帮助合作伙伴围绕共同的目标及其实现途径协调统一。我们一贯认为，这种方式可以打破合作各方间的壁垒。一位企业CEO说：“平衡计分卡让我们对我们共同的战略方向和意图有了共同的理解。我们可以一同制定战略，彼此交流，让每个人都明白。大家都参与了制作计分卡，所以大家都能接受。”

有理由相信，在新的生态系统中，潜在合作伙伴也能以类似的方式合作，可能是在催化剂组织的领导下，按照包容性增长的战略地图发展。这个过程有助于培养信赖，以及对共同制定、共同实行的战略的共同理解。绘制战略地图之后，会有平衡计分卡明确财务及非财务表现评估标准，适用于所有参加者。这样可以把参与项目获得的利益量化：企业、初始投资者和影响力投资者获得财务回报，当地居民获得经济和社会效益。共用的计分卡可以抑制大公司短视，避免大公司利用自身能力攫取更高效的生态系统产生的大部分成果。为整个生态系统设置可量化的目标和成果，有助于促进生态系统进一步筹资实现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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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用的评估标准还可以保证问责，为治理生态系统打下了基础。生态系统中应当安排定期会议，让所有参与者回顾业绩，寻找不足之处的根源，为纠正缺陷、适应变化的环境制定行动方案，以此实现监管和治理。




以上四大原则，
 为包容性增长战略的设计提供了指南，供有意探索多行业可盈利战略、帮助贫困社区转为可持续经济体的企业参考。过去公司在社会责任和可持续发展方面的努力，成果并不显著。为缓解长期的贫困和不平等，企业不能受限于自身能力，必须与其他私营组织合作，与政府、社区及非营利组织合作，建立能为全社会各方创造价值的新生态系统。要实现这一点，需要清晰的战略、启动和发展资金，以及能够让相关各方保持重点一致和平衡的新评估及治理方法。



[image: ]



罗伯特·卡普兰
 是哈佛商学院荣誉退休教授，领导力发展Marvin Bower教席教授，资深研究员。乔治·塞拉菲姆
 是哈佛商学院Jakurski Family教席副教授。爱德华多·图根达特
 是全球咨询公司Palladium思维领导力负责人，本文探讨的案例即来自该公司。





特写 Feature



让

合同

“说人话”

The Case for Plain-Language Contra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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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成交速度，

提高顾客满意度，

从简化法律术语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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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
 你看到一份冗长且充斥着法律术语，除了律师没人能看懂的合同，该如何是好？只能面对现实。绝大多数商务合同都是如此：内容繁多、结构混乱、语言唆且晦涩难懂。

这样遣词造句的理由是什么？为了让合同生效，必须使用连篇累牍的定义，如“在此以前”“损害赔偿”“担保条款”“不可抗力”，以及“如无另行说明则……”“根据上述”“包括但不限于”？这些陈词滥调真有什么超出常理的价值吗？合同里真的需要一连串同义词，大写、加粗、斜体好几页，使用无数分号的尴尬句式，以及过时的语法，才能签字生效？我认为，对这些问题要统统说“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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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观点


问题


需要无休止讨论的合同，除了律师没有人能看懂，还会导致双方之间产生很多纠纷。




原因


法律术语；冗长的交易解释；连篇累牍的定义；长串同义词；全部大写、斜体、加粗的章节，以及充斥着分号的尴尬句式。




解答


大幅简化合同，让高中生都能读懂。





一份合同不应该花费无数小时的讨论时间，商界领袖也不应该必须通过律师才能读懂他们将要处理的协议。如今的世界需要通俗易懂的合同，让潜在商业合作伙伴能在一顿午餐的时间里轻松签署，不需要律师介入。语义模糊造成的纠纷应该从世界上消失。

达成这些愿望任重道远，然而在我看来不是没有希望，GE航空数字服务业务历时3年多推动的简化合同语言项目就是佐证。自2014年起，该业务部门已经签署了超过100个类似合同。与之前充斥着法律术语的版本相比，这些合同大幅节约了60%的讨论时间。有些顾客甚至一笔未改就签署了这些简化版合同。简化版合同获得了客户的一致好评，而且措辞没有引起任何客户纠纷。

值得说明的是，我所谓的“简化”，并非指字数更少、标题更好、字体更清爽，而是指不需解释和背景信息，高中生都能读懂的合同。正如这方面的学者罗伯特·伊戈尔逊（Robert Eagleson）所言：“让信息传达畅通无阻。”

推行简化版合同并非新意，而是发端于多年以前。1972年，尼克松总统曾下令，在《联邦纪事》中使用“通俗语言”。6年后，卡特总统下达行政令，规定政府法规应“尽可能简单明晰”。克林顿政府在1998年又进一步明确要求联邦机构使用简明语言。同年，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出版了一本简易英语手册，供撰写安全信息披露文档之用，如今这本手册仍在使用。2010年，美国国会和奥巴马总统签署了《简易书写法案》，表明该法案的目的是“推动清晰通俗、易懂易用的政务沟通语言”。正如奥巴马政府信息与规制事务办公室负责人所言：通过节省金钱和“让人们更易于理解他们应该怎么做，简明的语言能产生巨大改变”。该行政立法机构发布的这些简易语言指南现在依然有效。

在私有部门，简易语言也给很多组织节约了时间和金钱。在他的书《写作生财，写作愉人：商务、公务、法务简明语言示例》（Writing for Dollars, Writing to Please: The Case for Plain Language in Business, Government, and Law）中，约瑟夫·金布尔（Joseph Kimble）列举了很多事例。2008年，克利夫兰诊所简化账单后，病人的支付情况有了明显提升，每月进账增加了100万美元。Sabre Travel引进了简洁版语言指南，帮助客户安装数字化分析信息系统，此后每年服务台收到的问询电话减少了70%，节约成本超过240万美元。尽管收效显著，但简洁语言行动在商界进展缓慢。



商业挑战

2013年我被任命为GE航空集团数字服务业务的总法律顾问。在航空法务部其他同事协助下，我负责管理该业务部门的法律事务，其中就包括合同。在我上任后不久，GE航空整合了3个收购来的独立数字服务单元，它们的职能全部是进行数字分析，发现优化客户运营的办法。负责新成立整合部门的领导建起团队，希望继续发展该部门。

进入市场的速度是关键所在。该团队的商业战略无懈可击，但执行时遭遇了困难：复杂的合同让谈判拖延数月，给潜在客户造成麻烦。销售团队最多的时间都浪费在争论陈旧的合同辞藻上，而非发掘新机会、抓住新商机和交付世界一流的数字方案。

即使上述3个数字服务单元出售十分相似的服务，它们各自却都在使用被GE收购前的合同。一共有7份不同合同，平均每份长25页，最长的达到了54页。内容包括冗长的叙述（解释双方签订合同的原因，而且有时花费笔墨在过多和不必要的细节上）和大量定义。其中一份合同中有33个定义，足足占了两页。每份合同的结构和语言都截然不同。这些文件唯一的相同点是：语言晦涩，充斥着法律术语，复杂难懂。

阅读这些合同让我头大，我感觉自己像《呆伯特》中的卡通人物：我看的到底是合同，还是量子物理教科书？




前后对比

GE航空数字服务部门的简洁语言项目，大大简化了合同的责任限制条款。




之前


任何情况下公司都不应承担任何责任, 无论在合同中，因以下问题出现侵权 (包括过失)、严格责任、其他法律理论或违约担保: (一) 任何利润损失；(二) 丢失或损坏数据文件的任何损失或替换；(三) 因本协议、交付、使用、支持、操作或系统故障引起的，后续、特殊、惩罚性、附带或间接损害； (四) 因不准确性或系统生成任何数据丢失引起的，后续、特殊、惩罚性、附带或间接损害；即使公司被告知有此类损害的可能性， 如果第 (三) 条所述的免责声明不适用于该损害的程度是由于使用系统, 奥斯汀的故意不当行为或造成违反本条例第6节的严重疏忽。




之后


据此合同，你我双方的总赔偿义务不得超过FES过去12个月中向你方收取适用服务费的25%，而且你我双方就后续、惩罚性、附带、间接或示范性损失不做任何赔偿（包括但不限于利润或收入损失、资本成本、替换成本和增加的运营成本）。



注：过渡时期，公司名由奥斯汀改为FES。





解决办法

支持新整合业务部的法务团队意识到必须采取行动了。团队建议将7份合同格式统一成一份简化版合同。

团队成员把这个大胆的想法告诉了数字服务部门的领导——如果高中生无法理解全部合同内容，那么就说明合同还不够简洁。同时，合同还必须保护GE的利益。即便这种简化版合同能缩短谈判时间，但如果不能足够保障公司利益，变革也无法通过。

业务部门的领导毫不犹豫地通过了想法。他们在现实中满怀热情地实施计划，对该项目倾注资源，并认可了改革通俗易懂合同的重要性。

法务团队的第一步是，花几天时间在公司外组织一次团建，除了法务部门，还邀请销售、工程以及产品支持团队参加。团建目的有二：1）更好地理解合同所提供的服务；2）发现他们的运营风险。法务团队知道，人们往往对合同包括的内容不假思索，甚至不会停下来问一问合同中包含这些服务是否合理。因此为了避免新合同中有多余的文字，简化语言团队有意决定推迟到另一天起草合同。




前后对比

经过修改，某服务合同赔偿条款的语言更清楚更简洁：




之前


客户应赔偿、保护和维护公司免于任何及所有索赔、诉讼、责任、损害赔偿和费用, 包括公司产生或因以下原因产生的合理律师费用和法院费用，(a) 对由非公司提供的或不在表D. 3 中，客户使用许可系统与其他软件、硬件或配置引起的，任何美国专利、版权或其他第三方知识产权实际或指控的侵犯，(b) 任何数据、信息、技术、系统或本合同内其他客户向公司披露或提供的机密信息，(c) 使用、操作、维护、修理、安全、管理或任何拥有、租用、经营或由任何(d)客户维护的飞机性能（由客户或第三方进行的维护，顾客将航班数据、系统或系统生成信息提供给该客户或第三方）。




之后


如仲裁方判定本合同遭违背，而且因违背合同产生了损失，那么违约方将赔偿未违约方损失，或在违反第8节情况下，采取第8节中详细的补救措施。





场外团建取得了成功。简化语言团队获得了很多提供服务的洞察和相关运营风险。下一步，法务团队从零开始起草合同，没有模板或“样本”条款，也没有使用或参考现有合同。我们在白纸上只写下包括的服务，以及发现的风险。整个过程中，唯一的检测标准是：高中生能否理解。

忘记原来律师写作的“套路”，比我们想象中要难。写出第一版新合同花了我们超过一个月的时间。最初版本只有5页，比原来的合同短得多。更重要的是，新合同的语言清晰易懂。合同中没有任何“在此之前”“鉴于”“即刻起”等词，也没有过多的介绍和法律术语。之前表述复杂的法律概念在新合同里用通俗的语言进行了解释。句子更短，使用主动式。我们取消了所有的定义部分。最初的版本摆脱了所有的繁文缛节。但在读完之后一位GE航空的律师评价说：“这份合同语言太通俗、太方便用户了，看起来有点扎眼。”她的这种反应绝非偶然，所有的读者，无论是同行还是外行，都对其直白表示惊诧。

之后法务团队咨询了外部律所Weil, Gotshal & Manges来检查合同。该律所成立了由不同领域法律专家组成的团队，包括商业合同、知识产权、诉讼和替代性纠纷解决方案。修改大约进行了3周，Weil从头到尾展现出专业合作伙伴精神。在最终版本合同需要充分保护GE利益这一大前提下，Weil团队按例挑战了我们的法务团队。

合同经过了调试，但新版本还是遵循了我们追求简洁语言的原则。数字服务法务团队还让GE内部其他几名精通商业合同法的律师审阅了合同，又改了一版，但依旧没有折损简洁语言的原则。



取得成效

最终，合同被交给了数字服务部门的领导，大受欢迎。销售部门领导评价它是：“合同和语言改革的典范”，事实证明，其所言不虚。

例如，遵守法律条款现在的版本是：“在合同期限内，我们将遵守我们所有的法律义务。”一句话中包括了13个非常易懂的词。之前该条例的版本包括5个完全不同的部分、9个句子、417个词，以及（无论你信与不信）美国总统的引言。

责任限制条款从140个全部大写的词缩减到了66个普通格式的词。赔偿条款从超过150个词减少到现在的41个词。“赔偿”本身就是法律术语，但从未出现（详见链接“前后对比”）。

目前我们面临最重要的考验是：新合同对谈判长度是否有作用？毕竟我们的客户中也有人在使用传统合同，他们能接受如此不同的合同吗？截然不同的新合同究竟会延长还是减少谈判时间呢？

结果不言自明。简化版合同为GE航空数字服务部门节约了大量时间和金钱，并深受顾客喜爱。一名客户告诉我们：“新合同效果很好；我更喜欢简化版本和易于理解的合同。”另一名客户说：“就我们需要执行的少数标注重点而言，合同非常合理。”

尼克·布罗德里伯（Nick Brodribb）是卡塔尔航空的法律顾问，对此评价说：“澳大利亚的律师长期以来需要应对美国法律合同中浮夸唆的语言。看到GE以及爱彼迎对简化英语做出的努力，让我们觉得未来大有希望。”简洁英语能在交易前端节约时间，让业务很快走上正轨，便于管理，而且能更快解决潜在纠纷。

简化版合同在GE内部蔚然成风。GE医疗也开始了简化语言行动。GE的增材制造业务在2017年使用了第一份简化版合同；客户初步反响积极，该部门的总顾问和业务领导也致力于将简化语言作为标准方法。



经验之谈

我希望我们的故事能使人信服简洁合同语言改革带来的好处。如果你也想一试，我们学到了下面几条重要经验，可供参考：


耐心。
 复杂的合同已经伴随我们长达数百年，因此不能一蹴而就。老话说得好，积习难改。


明智。
 尽可能多了解合同覆盖的产品或服务。如果销售这些产品或服务的同事比你更了解它们，在起草合同前一定要向他们请教。然后依据产品或服务以及相关风险决定文件内容。你通常在合同条款里看到的套路，不见得适用于现在这份合同。


以速度为标准。
 少于一页的合同或少于一定字数确实很诱人，但实际上减少页数或字数不一定意味着合同更易懂。页数和字数确实应该减少，但更重要的是加快速度。如果谈判时间不变或增加，没人会在乎合同长度。以谈判时间为衡量指标迫使你关注真正的重点：易读性。在达成这一目标上，“高中生”测试被证明卓有成效。关键在于，让你的客户对简易合同满意，毕竟成功要客户说了算。




新合同只有5页,不包含任何“迄今”“鉴于”或“即刻起”等法律术语。






坚持。
 简化版合同及其所带来的好处不容置喙。每一家公司都希望少花时间谈判，多花时间为客户效劳；少花时间管理合同，多花时间创新。但对于任何公司而言，变革都不易；而剧变近乎不可能。由于积习难改，为简化版合同定制可靠模板耗时、耗资，并且耗费人才的脑力。如果不能下定决心，拿出愚公移山般的毅力，合同改革或将失败。

执行简化版合同需要勇气和决心，需要以客户为本，还需要耐心。最终取得的成果值得你所有的付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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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恩·伯顿
 是GE航空集团商业及一般航空和综合系统业务的总法律顾问。此前他曾任GE航空集团数字与航空电子设备业务的总法律顾问。





特别报道



凝望技术的“深渊”

牛文静 | 文 李全伟 | 编辑




西方管理思想界有两件盛事：“全球思想家50人”的评选和“全球彼得·德鲁克论坛”。活动目的在于探讨管理思想界的最新主题，提出面对未来的解题途径。《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版在2017年的活动现场，采访了全球思想家 50人的“领导力”获奖者哈尔·格雷格森和“数字化思维”的获奖者唐·塔斯考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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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思想家50人（Thinkers 50）”（以下简称Thinkers 50）是由两位英国人斯图尔特·克雷纳（Stuart Crainer）和戴斯·狄洛夫（Des Dearlove）于2001年创立的全球首个管理界学者排行榜，两年评选一次，致力于发现和分享全球最佳管理思想，以客观权威闻名。中国企业家柳传志、王石都曾入选。海尔集团的CEO张瑞敏于2015年获得“理念实践奖”。




伦敦时间2017年11月13日，Thinkers 50公布了最新获奖名单。过去两年，西方管理界的主题可以用“质疑技术、反思领导力、重塑理念”来概括。管理是解决问题的学科，但如果我们对即将面临的问题始料未及，该如何去做呢？这种带着迷茫谨慎前行的探索，贯穿在本次Thinkers 50和2017年11月16日在维也纳举办的“全球彼得·德鲁克论坛（Global Peter Drucker Forum）”的讨论之中。



质疑技术

两年前，我们在庆祝协同消费和技术互联带来的生态新气象。然而两年过去，本应让商业更加民主化的技术，却在不断强化垄断性竞争。本次Thinkers 50终身成就奖的获得者汤姆·彼得斯（Tom Peters）发出质问，“你们信任Facebook吗？信任的请举手。”台下举手的人寥寥无几——和每个人休戚相关的数据都掌握在几个超级数字巨头手中，这种情况令人不寒而栗。

如今，技术发展的速度已经超越了人们的想象力。人类在庆祝技术带来的便捷和颠覆的同时，也不应忽视包括机器人伦理、网络攻击等在内的潜在问题。乐观的人对此充满信心，认为技术终将带领人类和商业走向自由和民主；悲观者则断言人工智能开启了人类灭亡的序幕。还有一些持中立态度的人，觉得技术是福是祸取决于人类的选择，未来不可预测，唯有实践才能创造未来。过去几年的技术发展及应用已经引发了西方管理界的深入思考，甚至焦虑。

技术带来的问题，或许只能由技术来解决。区块链（Blockchain）技术的拥护者唐·塔斯考特（Don Tapscott）信心满满，他认为区块链将成为本世纪至今为止最重大的技术发明，意义甚至超过大数据、人工智能，因为它有潜力让人类摆脱媒介控制，实现金融、个人数据、知识产权等各行业的去中心化。当然，和任何一项技术一样，它也有弊端，需要监管者和开发者共同努力趋利避害。



反思领导力

日益发展的人工智能正在逐渐夺走人类的工作，对企业而言，关注人类员工的发展，变得前所未有的重要。全球知名的创业家亚伦·赫斯特（Aaron Hurst）提出一个关键概念：使命经济（purpose economy）。他认为，人类走过了农业时代、工业时代和信息时代，接下来将迎来使命时代。如今我们关于商业、教育、医疗等各种创新都围绕着人类对使命的追求。例如分享、实现自我、帮助他人等。用使命吸引人才，也许是企业在千禧一代成为主要劳动力后，最重要的人才战略。

2016年可谓多事之秋，西方各种极端主义事件频发，政治经济发展陷入停滞。新问题呼唤新的领导力。值得庆幸的是，虽然政治领域出现了分裂和隔离的趋势，但管理界却展现了开放与融合的气象——多年来，管理思想界被调侃为“男性、苍白、陈腐（male、pale、stale）”，如今情况已大不相同。本次榜单，前50位思想家中有18位女性，8项杰出成就奖中3项被女性摘得。入围名单也是历年来最为全球化的：前50位思想家来自11个国家，包括中国、印度、古巴等国。




Thinkers 50单项奖及前10名


思想家Top 1：罗杰·马丁（Roger Martin）
 ——这是马丁第一次荣登榜首。他是多伦多大学罗特曼管理学院前院长，担任全球众多企业的CEO战略顾问。马丁提出了整合思维和设计思维。他将自己的研究脉络总结为：创造让世界更高效运行的理论，为当今社会寻找更好的选择。


终身成就奖：汤姆·彼得斯（Tom Peters）
 ——他开创了现代管理大师行业，出版了包括《追求卓越》在内的多本畅销书，最擅长的题目是创新。


雷达奖：埃米·韦布（Amy Webb）
 ——哈佛大学访问学者，在哥伦比亚大学担任讲师。她创办了“未来今天学院（Future Today Institute）”。该机构通过技术研究，预测未来和企业战略。


人才奖：埃米·埃德蒙森（Amy Edmondson）
 ——埃德蒙森是哈佛商学院领导力与管理诺华企业教授。过去15年间，她在心理安全领域所做的开拓性研究，激发了有关管理、医疗和教育方面大量的相关研究。


创新奖：斯科特·安东尼（Scott Anthony）
 ——安东尼是创新与发展咨询公司Innosight的执行合伙人。他的最新著作是《Dual Transformation: How to Reposition Today’s Business While Creating the Future》（哈佛商业评论出版社，2017年），探讨成功的在位企业应对颠覆威胁的方式。


战略奖：理查德·达韦尼（Richard D’Aveni）
 ——达韦尼是美国达特茅斯学院塔克商学院战略巴卡拉教席教授。即将于2018年出版的《When Titans Rule the World》，源自他曾经发表在《哈佛商业评论》的文章《3D打印改变世界》，介绍了“泛工业化”制造商的兴起。


数字化思维奖： 唐·塔斯考特和艾利克斯·塔斯考特（Don and Alex Tapscott）
 ——父子二人合办了区块链技术研究所，合著全球畅销书《区块链革命：比特币背后的技术如何改变金钱、商业和世界》。


理念实践奖：安东尼奥·涅托-罗德里格斯（Antonio Nieto-Rodriguez）
 ——项目管理的全球领先倡导者。在个人网站上，罗德里格斯将例如项目管理在内的战术话题，发展为CEO 们2020年议程中的核心议题之一。


领导力奖：哈尔·格雷格森（Hal Gregersen）
 ——麻省理工学院领导力中心执行主任，斯隆管理学院领导力和创新高级讲师。他以提问为中心的研究，引导领导者通过提问抓住关键问题，解锁新的解决方案，称为“催化提问法（catalytic questioning methodology）”。


突破性观念奖：苏珊·戴维（Susan David）
 ——戴维在哈佛医学院任教职，是麦克林医院导师机构的联合创始人。著有《情绪灵敏力》（Emotional Agility，企鹅出版社，2016年），曾被《哈佛商业评论》评为年度管理理念。




2017年Thinkers 50排名（前10名）：


1.罗杰·马丁（Roger Martin）

2.唐·塔斯考特（Don Tapscott）

3.克莱顿·克里斯坦森（Clayton Christensen）

4.W.钱·金和勒妮·莫博涅（W. Chan Kim & Renée Mauborgne）

5.迈克尔·波特（Michael Porter）

6.马歇尔·戈德史密斯（Marshall Goldsmith）

7.亚历山大·奥斯特瓦德和伊夫·皮尼厄（Alexander Osterwalder and Yves Pigneur）

8.亚当·格兰特（Adam Grant）

9.理查德·达韦尼（Richard D’Aveni）

10.丽塔·麦格拉斯（Rita McGrath）





东学西渐

2015年的Thinkers 50颁奖礼上，海尔集团的张瑞敏获得了理念实践奖。除此之外鲜有中国人的身影。本次评选有两位中国教授被提名，分别是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胡泳和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的陈威如。此外，“ofo小黄车”获理念实践奖提名。参会嘉宾中，很多外国教授和企业家都有了微信甚至中文名。然而令人感慨的是，活动中唯一鼓励大家去中国看看、学习中国企业的创新和领导力的，却是一位在浙江大学工作多年的荷兰裔教授Mark J. Greeven。中国企业足迹已遍布全球，但管理思想的梳理和输出却落后于实践。东学西渐正当时，未来5年，是中国管理思想输出的黄金时机。

2017年的世界似乎来到一个转折点，过往的一切经验都无法解释未来的挑战。唯一的解题途径就是重新定义、重新梳理、重新提问。好在所谓成功，本身就是一个移动靶心，谁也无法真正击中它后一劳永逸。路有险滩，道阻且长，就让我们心怀谦卑，砥砺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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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nkers 50“领导力”获奖者——


哈尔·格雷格森：

提问是未来最重要的

领导力技巧


只有提出正确的问题，企业才能另辟蹊径，找到创新的解决之道。






彼
 得·德鲁克曾说过，没有什么比正确回答了错误的问题更加危险。可惜在大多数实践中，领导者都在努力解答错误的问题。为此，麻省理工学院领导力中心执行主任、斯隆管理学院领导力和创新高级讲师、4-24项目创始人哈尔·格雷格森（Hal Gregersen）认为，未来最重要的领导力技巧就是提问——只有提出正确的问题，企业才能另辟蹊径，找到创新的解决之道。格雷格森因为在这一领域的洞见，被授予2017年“思想家50人（Thinkers 50）”领导力奖。

格雷格森曾和杰夫·戴尔、克莱顿·克里斯坦森等人合著《创新者的基因》一书，其中提到了创新者具备的五种特质：包括联系、发问、观察、交际和实验。提问是非常重要的能力之一。越是高层领导者，越会面临“领导者困境”，解决的方法就是积极走出舒适圈，主动提问。唯有这样，创新才有可能发生。在随后的研究中，格雷格森深入剖析了创新领导者“以提问为中心”的能力，发展出“催化提问法”。他认为，人工智能时代，这也将成为人类最重要的能力。《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版在2017年11月13日伦敦举办的Thinkers 50颁奖典礼上采访了他。



主动创造条件，让问题不期而至



HBR中文版：
 什么是“领导者的困境”？



哈尔·格雷格森：
 我对“领导者困境”的定义是：在组织当中，你的职位越高，越难发现未知的未知，也就是不知道自己不知道的事。 一旦升职，我们的价值就发生变化。因为大家对系统有着天然的不信任，管理层和非管理层之间有一层隔膜，周围人会改变对待我们的态度。大家会选择告诉我——他们认为我想听的话，保留觉得我不想听的话。你的等级越高，越难创造出安全且充满信任的环境，越难得到真实全面的反馈。

最初，我以为只有职位提升会造成这样的问题，后来发现，如果你是公司某个领域最顶尖的专家，或者仅仅是公司法律上的所有者，也会出现这种隔离。还有一种大家想不到的情况是，假如某位领导很有魅力，大家都喜欢他，也会这样。

集这几种条件于一身是最糟糕的，领导者非常可能会有盲区。除非你主动创造条件，想办法获得这些难以获得的信息。





HBR中文版：
 不知道自己不知道的事情，和知道自己不知道的事有什么差别？



哈尔·格雷格森：
 举个例子，出租车公司知道效率有提高的空间，但不知道怎么做；他们知道行业士气正在下降，但不知道如何提振等，这些是他们知道自己不知道的事情。对一些出租车公司来说，他们不知道自己不知道的事是，优步和Lyft这样的公司打造一款app，让整个出租车行业面临危机。

每一种颠覆，包括克里斯坦森描述的颠覆式创新，几乎都来自我们不知道自己不知道的事情。它们完全超出了我们的领域和视野范围。





HBR中文版：
 你提到每个困境都有一个解锁它的问题，如何找到方法提出正确的问题？



哈尔·格雷格森：
 要主动创造条件，让问题不期而至。

那些释放出新观点的问题，很少出现在办公室。不能靠冥思苦想，而要走出去，和不同的人交流，并持续下去，最终不得不问出最根本的问题。总和其他CEO聊天并不是很好，因为大家想法都差不多，会变成回音室。

如果领导者不断让自己身处不同环境，和不同的人讨论，我们很可能会发现自己弄错了一些事情，会感到不舒服，但如果我们保持安静，不要急于插话和反驳，静下来思考一下，新问题就会浮现。这些问题就是之前本该被问到的问题。可能由别人提出，也可能自己忽然悟到。这个问题会开启一扇大门，让你看到完全不同的解题方式。安静的心态更能让你产生新创意，发现新信息，察觉微弱的信号。这种深层聆听的专注状态很难达到，但只有在这种状态下才可能出现新颖的思路。





HBR中文版：
 这是你所说的催化提问法（catalytic questioning methodology）吗？



哈尔·格雷格森：
 催化提问包括几个方面。首先，组织要为员工创造空间和地点，帮助大家提出催化问题。所谓催化问题会公开一种想法或根本性假设，让组织得以发展出全新的道路。这些问题在一般谈话中很难被提到和触及，组织要为大家打造空间。一种方法是，领导者走出办公室，到外面去见不同的人。我们要让自己犯错、不舒服，也要保持安静的心态。

提出催化问题的过程，我将其称为井喷式提问（question burst）。如果我们遇到某个解决不了的难题，可以和几个人一起坐下来，定时四分钟以上，不断提出相关问题。不要去想为什么问，也别去想答案，更不要解释，只要尽可能提出更多问题。对答案和提问的合理性不做解释，会示意其他人，你有兴趣寻找解决问题的新途径。然后在这些问题当中，找出三四个回答后能颠覆现状的问题，就是催化式问题。通过这种练习，80%的情况下，大家会重塑问题，并至少产生一种尝试解决的方式。



“提问-答案”是一个词



HBR中文版：
 是否当你提出足够多的问题，解答也蕴含在问题之中？



哈尔·格雷格森：
 完全正确。有一篇关于提问的哲学论文曾经写道，“提问-答案”其实是一个词。每个提问对应一个解答，一个解答也对应一个问题，当我们找到一个催化问题时，已经蕴含了一个答案。一旦你发现它，一切迎刃而解。可能需要大概100多个问题，才会引导我们找出那个正确的催化问题。





HBR中文版：
 你用这种方式解决过自己的问题吗？



哈尔·格雷格森：
 当然。几年前我曾经受邀主持一个会议，但前一晚完全不知道该问什么。我在酒店花了四分钟时间，在纸上列出尽可能多的问题，然后一觉醒来，发现上面四到五个问题非常好，其他都删掉了。结果那次会议很有成果。

我也在私人生活中应用这种方法。比如我遇到和妻子、孩子有关的一些难题，会采用这些方法，寻找新的解决途径。





HBR中文版：
 为什么提问对领导者的创新如此重要？



哈尔·格雷格森：
 这个问题很关键。多数企业会雇用那些能够解答问题的人。例如，某人毕业于麻省理工学院的航空工程学院，受雇于波音或者SpaceX，在工作中负责解答一些航天飞机上的机械问题。如果做得好，就会得到晋升。很多高管，特别是CEO曾告诉我，他们晋升的原因是很好地解答了很多问题。但一旦做到CEO后，解答问题就不够了，你需要提出更好的问题，来为组织创造未来。但遗憾的是，多数组织不重视提问能力，只重视给予正确答案的能力。许多商学院也是如此。

我觉得商学院有责任。我们非常关心解决问题的能力，却很少有教授传授寻找问题的能力。教授在课堂上可能会讲解一个哈佛案例，总结其中的问题，你只需要根据有限的数据信息，像侦探一样找出答案。而寻找问题需要退后一步，思考我们解决的到底是什么，以及应该关心什么问题。这些是可以学习的，核心是提出不同问题，商学院为此需要全面调整课程设计。



创意来自交叉领域



HBR中文版：
 创意往往在哪种情况下产生？



哈尔·格雷格森：
 有创意的点子总来自交叉领域。数千年前在埃及，人们自由进出边境，互通有无。在9到11世纪的时候，他们发明了包括唇膏、毛毯等在内的很多新产品。所以说，交叉领域很重要。美国有一个电视节目叫《卧底老板》，节目中CEO变成公司雇员，和很多低阶职员聊天，总能发现除此以外绝无可能发现的新问题，由此产生新的解决方法。

艺术和领导力之间也有交叉。我本人也爱好摄影。《国家地理》的一名摄影师曾经告诉我，这两者之间存在关系。摄影有一种技法是，拍照时设定好快门和光圈，构思好图，然后耐心等待精彩画面出现。于是我思考能否在课堂也这么做：创造一种情境，然后耐心自信地等待。





HBR中文版：
 对于那些非常忙碌的CEO来说，找出时间去提问和思考并不容易，你的建议是什么？



哈尔·格雷格森：
 如果高管没有时间去思考，就会有盲点。我理解大家为什么忙碌，但创新是一种选择。那些非常具有创新精神的领导者，每周至少会花1/3的工作时间，走出办公室，和不同的人交流，尝试新的事情，观察工作中的问题。





HBR中文版：
 激励他们这么做的动力是什么？



哈尔·格雷格森：
 这些最佳领导者，非常关心持续的创新。创造力就是找出并解决正确问题的能力。我们刚在麻省理工学院内部结束了一个研究——问题引导型领导者（problem-lead leaders）。他们先洞察一个问题，然后投入其中。希望下属不是追随他，而是追随问题。同时，他们不是为了解决问题而解决问题，而是以客户为中心，为客户解决问题。





HBR中文版：
 如果用三个词形容商业的未来，你觉得会是什么？



哈尔·格雷格森：
 令人恐惧，不确定，充满机会。





HBR中文版：
 我们该如何培养下一代，让他们更好地生活？



哈尔·格雷格森：
 无论是否愿意，未来一代都将进入一个深度机器学习、人工智能整合、芯片植入的社会，那个世界和我们现在的世界迥然不同。这令我感到恐惧和不确定，但我认为机会在于，也是我想给他们的礼物是——更好的提问能力。

如果未来，机器提问题的能力超过了人类，那人类就迷失了。谁掌控未来的问题，人类还是机器？如果问题就是答案，我们需要学习如何更好地提问，并思考该如何借助机器的能力更好地提问，而不是将提问权利让渡给机器。今天，我们已经将很多知识让位给了手机，现在的问题是，在失去这些知识的情况下，我们还能保留更好的提问能力吗？

一位高管曾说，他每天放学都会问孩子，你今天问了什么问题？有什么是你想问但没问的？还有一位高管说，每天晚饭时间，他们全家人围坐在桌前，每个人都可以提出自己面临的问题，其他人逐一发问，帮助他找到更好的答案。这些都是培养孩子提问能力的良策。





特别报道




Thinkers 50“领导力”获奖者——


唐·塔斯考特：

颠覆未来的区块链技术


未来几十年里，对人类影响最深远的技术是什么？全球著名新经济学家唐·塔斯考特认为，不是大数据和人工智能，而是比特币背后的技术——区块链。






达
 沃斯论坛创始人克劳斯·施瓦布（Klaus Schwab）认为，区块链（Blockchain）作为继蒸汽机、电气化、计算机之后的第四次工业革命的重要成果，预计到 2025 年之前，全球GDP总量的10%将利用区块链技术储存。

全球各国都洞悉了这一技术背后的巨大潜力，多国政府投资对这一技术的应用进行研究。根据《腾讯可信区块链方案白皮书报告》，目前中国共有区块链创业公司及研究机构近百家。

唐·塔斯考特（Don Tapscott）被誉为“数字经济”之父，在2017年11月公布的全球Thinkers 50榜单中，唐·塔斯考特因为对技术影响力的长期研究，成为全球排名第二的思想家。《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版在维也纳举办的“全球彼得·德鲁克论坛”上采访了他，他谈到区块链应用的最新发展，并指出，这项技术是人类千载难逢的机遇。



计算机科学发明以来最大的创新



HBR中文版：
 区块链的革命性体现在什么地方？



唐·塔斯考特：
 首先我要强调，区块链和比特币并非一回事。区块链是一个分布式的账本，但它所代表的东西远不止于此。我认为，它代表互联网的第二个时代。

信息互联网时代，如果我通过互联网发给你一份文件，都是发送了一个副本。对信息来说，这样做没问题。但是对经济真正重要的事，例如资产，包括金钱、知识产权、股票、碳信用、音乐、艺术品、身份信息、能源等有价值的东西，复制不是好主意。如果我转给你1000元人民币，要确保我手上少了1000元人民币，否则我还可以给多人转账。这就是长期以来密码员称为重复花费（double spend）的问题。在管理经济时，我们是通过银行、政府、信用卡公司、社交媒体公司等中介机构完成的。他们确定交易双方身份，留下记录，完成交易。

除了信息互联网，我们还有价值互联网，一个覆盖面巨大的分布式账本：从金钱、股票到身份信息、音乐都可以储存其中，并能够完成点对点（peer to peer）交易——信任不是由中介机构创造，而是由加密完成，由协作的功能完整的代码完成，这就是区块链。

我们不再需要强大的中介机构，而是通过原始的价值媒介完成交易。我认为，这是计算机科学发明以来最大的创新。

区块链的潜力还体现在，它能够提高效率、降低风险。区块链是分布式的，与今天中心化的计算机系统相比，更能防御黑客攻击。这只是冰山一角，还有更多机会蕴藏其中。区块链能够通过不可更改的记录保护权益，还能创造真正的共享经济。





HBR中文版：
 区块链目前有哪些应用？



唐·塔斯考特：
 最为突出的应用是针对那些所谓颠覆性的公司，例如优步、滴滴、爱彼迎（airbnb）等自称共享经济模式的公司，其实这些公司不是真正的共享，而是聚合服务提供商。区块链的软件完全可以完成爱彼迎的工作。我们假设一家叫做b-airbnb的公司，是一款区块链的分布式应用软件，所有想出租房屋的人共享这个软件。当某个人想租房子的时候，用这款软件筛选条件，找到合适的房间，用区块链处理合同、身份验证、数字支付等问题，无需任何独角兽公司作为中介平台抽取中介费用。

这项技术还可以应用在供应链方面。所有的贸易金融业务都可以通过区块链完成，它的前景无限。价值互联网方面，目前正涌现出成百上千的应用。





HBR中文版：
 哪些应用已经有了实践？



唐·塔斯考特：
 无需银行作为中介的汇款平台已经有了。贸易金融方面也利用了这项技术：跨境送货涉及船运公司、物流公司、托管代理、清关公司等各种不同的参与方。利用这项技术，所有人都能看到账本，能够共享状态。这非常具有革命性。



区块链技术需要标准



HBR中文版：
 区块链技术发展的生态环境哪些方面还不够成熟？



唐·塔斯考特：
 就像第一代互联网一样，区块链不是由政府管理的，而是由自下至上、自我组织的生态系统管理。很多事情还需要完善，比如需要更好的研究、更好的政策环境、需要标准——这点非常关键。对于一些区块链应用来说，标准制定的过程很糟糕，比特币就是一个例子。而信息互联网当时有清晰的标准，比如有国际互联网工程任务组，这样专门为互联网制定标准的机构。还有万维网联盟为万维网制定标准。而区块链方面，目前仍是荒蛮阶段，尚未有标准。这就充满了迷惑、乱象和灾难。





HBR中文版：
 你如何评价比特币？



唐·塔斯考特：
 我不是很关心比特币。政府也不应该过分关心它。我认为比特币永远不会成为任何国家法定货币的竞争对手。





HBR中文版：
 区块链技术将如何影响企业运营？



唐·塔斯考特：
 影响非常大。在区块链技术研究所（Blockchain Research Institute），我们针对这个问题进行了70个有关项目的研究。举个例子，对于企业的首席财务官来说，现在大家通用的是复式记账（double-entry accounting），但在区块链技术下，我们可以引入第三个项目，给某次交易盖上时间戳的收据，从而实现三式记账法（triple-entry accounting），能够对公司内一切账目进行实时审计，这样首席财务官就不需要在年末进行审计了。

还有首席法务官。以太坊区块链由一位加拿大人开发，它能够实现智能合同，可以自我执行，处理人们之间关于执行、管理、绩效、支付等问题的协议。社会活动很多都基于合同缔结，有正式的、非正式的，当这些合同都变成智能合同会有重大影响。想想这对律师来说意味着什么？公司的营销部门、法务部门都会受此影响。

此外还有首席运营官，他们通常管理着供应链，供应链成为区块链后是革命性的变化。因此，所有管理者都应该对这项技术保持关注。





HBR中文版：
 区块链很具颠覆性，企业该怎么做才能不被其颠覆而是利用好这项技术？



唐·塔斯考特：
 这个问题很重要。如果你抗拒它或者忽略它，可能会变成危险的事情。但如果你拥抱它，可能会成为助力公司发展的强大力量。企业要开始了解这项技术，不断试验，培养相关人才，鼓励政府制定合理的法规。打个比方，做外科手术的时候，要用解剖刀，不要用锯子。目前区块链应用方面的主流方式更倾向于用锯子。





HBR中文版：
 作为个人为什么要关心这项技术，该如何利用？



唐·塔斯考特：
 举个例子，我所在的城市多伦多，居住有近100万中国人，他们会向在中国的亲友汇款。这是一个数额巨大的市场。传统的汇款机构要向他们收取较高的手续费，但你现在可以通过区块链平台完成，只需要1%手续费，7分钟就搞定。从这个例子中我们能看到，点对点的资产流通，能为这些家庭带来革命性的变化。

如果你是音乐家，没有得到合理的报酬，那么可以利用区块链技术平台实现。它还可以保护隐私。区块身份出现后，你可以把所有信息放到区块中，包括交易信息、教育信息、医疗信息、社交媒体等，都在你的身份中，由你控制并能够货币化。你可以决定如何利用这些数据。

这项技术很快将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巨大和深远的影响。第一代互联网，即信息互联网，为我们带来了财富，却加剧了社会不平等，导致了一系列社会问题。而在价值互联网中，我们能够通过将财富创造过程民主化的方式，预先分配财富。这从一开始就改变了财富创造的方式，让更多人参与经济，得到合理报酬。




区块链介绍

区块链是用分布式数据库识别、传播和记载信息的智能化对等网络, 也称为价值互联网。它用开源软件把密码学原理、时序数据和共识机制相结合，保障了分布式数据库中各节点的连贯和持续，使信息能即时验证、可追溯，但难以篡改和无法屏蔽，从而创造了一套隐私、高效、安全的共享价值体系。







HBR中文版：
 你考虑过这项技术的负面问题吗？



唐·塔斯考特：
 确实有许多负面问题，例如政府可能利用这项技术来控制民众；它可能会带来结构性失业；罪犯会利用这项技术牟利；.还要小心，技术可以自主学习，它们可能学会做其他事情，最后发展成某种病毒，这点也令人担忧。技术无法带来繁荣，人类才可以。区块链给了我们一个解决很多困难问题的机会，要看人类如何利用。





HBR中文版：
 现在技术发展似乎有点失控了，你如何看待技术的未来？



唐·塔斯考特：
 我认为未来不能靠预测，而是靠人类的实践去探索。我们要十分小心技术的边界，尽量让它做好事，为下一代创造一个更美好的世界。





HBR中文版：
 说到下一代，我们该教他们什么，才能让他们更好地适应未来？



唐·塔斯考特：
 你无须教他们技术，他们会教你。对他们来说，技术就像空气。我更注重教育孩子学会正直和自律，永保好奇心，要有基于信任的良好的人际关系，有朋友、家庭和社交资本。我总说，我不关心你做什么、赚了多少钱，我希望你有原则，做改变世界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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谋变：消费品与零售企业

价值创造与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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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企业真正的“价值增长赢家”还不到1/10，要从规模增长到价值增长需要五个步骤：洞察外部环境，制定战略目标，注重均衡的战略转化，协同运营模式的不同构成模块，全力进行转型和变革管理。






电
 商与新零售的崛起正在瓦解原来的企业格局，同时企业发展的“催化剂”也日益丰富，例如产品创新、数字化与智能技术、敏捷组织等。此时，传统的粗放增长模式已经难以为继，转型升级成了企业的主动选择。

然而，转型升级并非易事。在中国消费品和零售行业中，这样的故事一定不陌生：某知名本土品牌公司为应对行业新秀冲击进行渠道转型和品牌年轻化，然而新渠道发展未能弥补传统渠道所受冲击，品牌年轻化也因仅为粗浅的营销举措而失败；某以渠道精细管理著称的行业龙头企业在创新驱动的新环境下，难以在一个庞大的企业组织中快速提升内部创新能力。中国企业在谋变前，首先要思考清楚：过去一直秉承的发展模式到底有什么问题？什么才是当今时代下高效的增长模式？实现转型与升级的方法是什么？为此，科尔尼研究了近350家在沪深和香港上市的中国消费品与零售企业，以及领先企业的价值创造实践，并结合科尔尼在国内外帮助企业转型的实践经验，总结出中国企业价值创造与转型的方法。



从规模增长到价值增长的思维转变

中国企业必须从管理思路开始转型升级——围绕价值创造建立全面的管理视角。基于价值创造的管理视角突破了中国企业只追求规模和收入的传统成长模式。除收入与规模增长外，真正的价值增长型企业还要在优化利润结构、平衡经营风险等方面创造价值。

股东总回报率（TSR) 指标能很好地代表企业价值创造的水平。过去六年，中国市场各行业的TSR虽然呈现上升趋势，但整体平均值也仅有10.9%。相较于西方成熟市场，中国企业的TSR还存在明显差距，价值创造才刚刚起步。中国消费品和零售企业的TSR平均为31.3%，必需消费品板块的TSR仅为美国的1/3，而非必需消费品板块仅为其1/2.5。其根源是多年来中国企业一直以追求规模和收入为主轴，导致大多企业都无法为股东提供较高的投资回报。真正的“价值增长赢家”目前还不到1/10，而且“价值增长赢家”匮乏的情况在消费品与零售的各细分板块中均是如此（
详见图表《中国消费品与零售行业中的四类企业》

 ）。企业在发展和转型过程中往往难以平衡好效率与收入的关系,而追求全面价值管理的“价值增长赢家”却能在收入增长与TSR表现上实现双赢。

那么，什么是价值创造背后的驱动因素？什么是新一代领先企业成功的秘诀？TSR的贡献因子可具体分解为收入增长、盈利能力、估值倍数、股息/分红和流通股数五个方面。近年来TSR 的驱动因素在发生结构性的变化——盈利能力依然重要，但收入增长的驱动力在削弱，而估值倍数日益关键（
详见图表《TSR驱动因素的贡献程度分解》

 ）。

• 收入增长仍是企业价值增长的第三大驱动因素，但其重要性有所下降。同时，今天的收入增长依赖于更多元化的手段。企业需要通过产品创新、调整定价策略、业务区域扩张、并购整合、营销与品牌推广等组合拳，来实现规模扩张与收入增长。

• 盈利能力是企业价值创造的第二大驱动因素。伴随着中国企业经营的日渐成熟，精益生产、提升效率、优化成本已经成为近年来企业管理者们提升盈利能力的热点举措。

• 估值倍数反映了投资者对企业的成长预期，是TSR的核心驱动因素，且其影响力在显著增强。企业需要向投资者展现清晰、前瞻的战略、与之相匹配的资源与战略执行力、精益高效且不断优化的运营模式、经营风险的管控能力以及管理团队的领导力等，因而考验企业的综合管理能力。

• 股息/分红和流通股数的变化对企业价值的影响有限，且更多取决于企业的投融资战略和资本市场操作决策。

从规模增长到价值增长是中国企业应该寻求的转型之路。然而，价值增长驱动因素在不断变化，大多数企业缺乏价值管理实践经验，成功案例较少。如何基于TSR关键驱动因素建立价值创造的管理视角，并设计积极有效的转型实施方案，是中国企业寻求持续价值增长的重点和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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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级为价值创造的全面管理视角

价值增长的第一步是管理思路上的升级——围绕价值创造建立全面的管理视角（
详见图表《价值创造的全面管理视角》

 ）。这要求企业在深入分析外部环境的基础上，结合自身水平与资源配置，制定明确的发展战略和业务目标。并以此设计运营绩效的提升措施，进而实现收入增长、成本优化、风险可控的可持续发展。通过全面提升企业内在价值最终实现TSR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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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价值创造的管理视角突破了传统单一的企业发展理念，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收入与规模的增长不再是企业创造价值的唯一决定因素，真正的价值创造型企业还善于将提升利润结构、平衡经营风险等作为价值创造的抓手；二是从管理绩效到财务绩效，再到股东价值的全局性思路促进企业思考，并使其在应对当今转型升级难题时有章可循。

传统企业应借助这一框架将单一规模增长模式转变为全面价值创造模式，铺设一条符合行业特点和自身能力的转型道路。市场热点与竞争主题是一直变化的，而价值管理这一目标是不变的。唯有真正的价值创造型企业才能围绕这一目标，不断革新和补强价值创造的举措，建立持续的竞争力。

部分领先企业已认识到传统增长方式的不可持续型，转而加大对领先商业模式、运营效率和盈利能力的学习与探索。我们在中国消费品与零售的各细分板块中都发现了一些出色的价值创造者。这些企业的TSR表现远高于所在板块的均值，为整个行业的发展起到了引领和示范的作用。其中，服饰、食品饮料、零售、酒店餐饮等细分板块相对分化，龙头企业的价值创造能力突出。

伊利是国内消费品行业中的“价值增长赢家”。在消费品市场增长放缓的趋势下，伊利的业务收入增长和TSR均表现出色。伊利的价值增长之道是什么？伊利一直坚守“两个根本”和“两个轮子”——质量和责任深深融入企业文化，而创新和国际化则是伊利推动价值转型的双轮驱动。伊利是国内消费品与零售行业中较早把创新作为重要增长引擎的企业，2016年伊利新产品销售收入占比达到22.7%，已达到国际同业领先水准。伊利的创新不仅体现在产品创新上，更体现在运营精益化提升上。而运营精益化的提升又有效支持了战略总目标的实现和股东价值创造。

从伊利的案例来看，价值转型与创造只有真正植入到企业管理、成为经营的关键脉络时方能见真效。具体而言，伊利将“进入全球乳业五强、营收突破千亿”的战略总目标进行详细分解，实现精益化的评价与追踪，确保最后的战略达成。这正是建立了围绕价值创造的管理视角，以战略目标/主题与管理绩效为开始，但要继续落在财务绩效与股东价值上。财务绩效也不再局限于传统的规模增长上，还会综合考虑经济利润、资本风险等价值增长，确保对企业价值与股东价值的综合实现。



五步实现睿健转型

有了围绕价值创造的全面管理视角，中国企业应通过什么样的实施方案来全方位打造企业的可持续性优势，重塑企业竞争力？

首先应避免一个常见的误区——大部分的中国企业由于经验、能力视野限制或缺乏信心管理变革带来的阵痛，往往会选择“碎步慢跑”型的改进策略。企业通过一系列零散的、非系统的优化举措花费若干年时间进行“缓慢治疗”，但最终的效果并不尽如人意。而很多优秀企业会果断地展开一次性、大规模的“变革转型”，迅速地奠定了成功重塑价值的基石。

究其原因，“碎步慢跑”模式投入产出较低、效果分散，资源和注意力难以协同，很难建立可持续的高收益。而“变革转型”模式则能规避以上缺陷，甚至能推动企业文化变革。长期研究发现，“碎步慢跑”模式只能帮助企业获得高于市场平均10%的额外收益，而“变革转型”模式的企业则为市场平均业绩表现的3.4倍（科尔尼基于公开信息和数据对多家企业转型项目进行分析，“碎步慢跑”模式定义为在七年内进行过三次以上的分散项目，“变革转型”模式定义为一次性、大规模的项目或分阶段推进但主题连贯的系列项目）。

要实现增长模式的改变与企业价值的重塑，果断地采用“变革转型”模式，企业需要采用一套切实高效的转型方法（
详见图表《睿健转型方法框架》

 ）。该方法要在较短时间内使企业获取最大的价值，也要能够管控变革带来的潜在风险。具体而言，其主要包括以下五个方面的步骤和要点：


第一步：深刻洞察外部环境。
 战略的起步应做到知己知彼，企业要对外部市场、竞争环境、消费者趋势、政策导向等做全面剖析。把对外部环境动态变化趋势的深谙作为转型战略制定的重要输入，识别改进机会；亦即，不仅仅在创新、品牌推广等具体工作中以深入研究竞争环境和消费趋势作为必要步骤，也应该设置专门的团队，定期研究市场、消费者、竞争对手等。


第二步：制定切实的战略目标。
 企业根据战略目标定义公司总体业务目标，确定推动公司实现上述目标的价值之源，以及推动运营的指导方针，进而将公司的战略转化为组织优势、灵活性和低成本的最佳组合。并结合外部环境洞察的改进机会，对改进机会可行性的预判来进行优先级排序，制定切实可行的实施路径图。


第三步：注重均衡的战略转化。
 这需在精益、强大和灵活三方面取得平衡。为此，健康转型将战略视作触发因素和切入点。战略方向必须正确，但健康转型更关注战略的合理执行而不是战略设计。例如，以股东回报提升为目的转型中，很多公司的转型之初就坚决彻底地削减成本，结果变得太过精简，使公司弱小而迟钝。成本削减通常必要，但不能时时刻刻都将成本削减作为转型的主要目标，否则会影响公司的差异化竞争能力；再例如，数字化转型已成为国内外领先企业中长期最具战略意义的战略转型，转型成功的关键要根据企业自身发展把握平衡——是事业部推动还是集团总部推动，哪种拥有更好的投入产出？数字化转型团队应该同时扮演战略和实施的角色还是以扮演战略角色为主？什么样的转型模式能够适应不同的业务、区域的情况，转型团队又应该如何随着转型的深入推进而转变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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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步：全面协同运营模式的不同构成模块。
 全面协同需要考虑两个维度。一是运营模式中不同组成模块的相互协同，例如资源配置决策不仅要考虑成本还要考虑客户体验。二是确保实现跨职能部门的协同，打破组织孤岛，例如设置跨部门的研讨会、目标设定等。找准转型切入点，有序地对不同举措、不同模块进行优先排序。某些举措在某些条件不具备时不可推进，但另外一些举措在具备部分条件 (如部分数据) 下即可开始推进、条件进一步成熟后寻求进一步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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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步：全力促进转型和变革管理。
 这是一种系统的、有所侧重的方法，通过识别并激活变革的引擎(正式的和非正式的)，从一开始就让利益相关者自上而下以及自下而上地参与其中。转型可从传播、移交、深化和保持四个维度开展，“传播”即确定变革的方向和需要，高管要明确变革的愿景和迫切理由，沟通愿景、安排工作、分配资源，并审查结果。“移交”即将实施变革的责任交给最终的负责人，让员工感到自己是变革流程的一部分。“深化”即做出承诺，目的是改变员工的态度和行为，推动员工切实、全情地投入变革。“保持”即形成持续变革，将其融入公司的生态环境及日常经营。

伊利作为国内企业价值创造的代表企业，其成功并非一蹴而就，离不开系统的转型体系与方法。自2013年起，伊利基于对市场发展趋势的洞察和自身增长模式的必要性，制定并实施了一系列实现价值重塑的全方位转型举措。虽然要做的变革行动很多，但伊利力求所有的行动举措都围绕战略和价值增长主线，以确保变革的连贯。例如，供应链转型是伊利成功践行价值增长、全面转型方法论的一个标杆案例。供应链转型可以只聚焦局部环节，也可以追求端到端的全面转型目标。伊利选择了风险更大但收益也更高的后者，综合平衡供应链成本、新鲜度、灵活性三方面，然后在落地实施过程中实现转型。供应链转型只是伊利众多管理创新的一个例子。持续的内部转型让伊利获得价值增长，逐渐向战略目标迈进。伊利也积累了宝贵的转型经验，这些经验无疑大大提升了其持续价值增长模式的能力。

以价值创造为目标的企业变革转型有如外科手术，可以让企业身体强健、重获新生。但企业必须找准问题、确定目标，选择最佳方案和最合适的工具和方法，果断并审慎地实施。现阶段，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意识到价值增长重要性，但多数企业缺乏全面的管理视角、系统科学的转型方法，更缺乏转型经验，同时也有一些中国企业成功摸索出了系统的转型方法。我们深信，只有这些富有创新精神、敢于抛弃过去、谋定而后动的企业才能在较短的时间内有效地实现价值重塑与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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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报道



京东如何让老字号

重塑时代光芒




历
 史是包袱还是资产，全在于怎么运用。一家在民国时期生意兴隆的老字号或许到了互联网时代就会面临销声匿迹的结局。失败的原因总有千万种，但成功的因素总有些相似之处。2006年，“振兴老字号工程”首次被商务部印发的文件提及，2017年，“老字号+互联网”工程更是被商务部、发展改革委、文化部等16部门联合推出，要求老字号要促进线上线下融合。

老字号是优秀民族品牌的传统商业文化的杰出代表，更有一部分老字号不断努力，向国际大企业、大品牌对接。但是我们也看到，部分老字号企业制度僵化、观念陈旧等存在诸多问题，推动老字号企业，提供更多的品质优良，设施鲜明的产品和服务。而且对于供给侧结构改革，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一流品质，在当前社会如何推动老字号企业的发展，帮助那些企业突破发展的瓶颈已经成为时代对我们提出的要求。

2017年初，商务部会同10个部门共同下发了关于促进老字号改革创新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了老字号线上线下融合发展，支持老字号+互联网，引导老字号与电商对接发展设施网络，发挥老字号品牌价值等多项具体任务。

广交会原董事长、商务部中国国际贸易学会会长王俊文在联盟启动会上称，“此次，京东与13个省市自治区老字号协会共同发起中华老字号互联网无界零售联盟，是京东贯彻商务部老字号改革发展创新意见，振兴老字号的重要体现。也是京东以实际行动践行2017年11月以商务部签署的关于推动数字商务发展，推动老字号+互联网工程的行动计划。更是京东发挥企业社会责任，合乎国家利益、社会利益的有力做法。”

“通过中华老字号互联网无界零售联盟的启动，一方面，推动更多老字号品牌，依托京东的互联网资源优势，引入更多优质老字号，开设中华老字号品牌专场，通过线上线下、大数据、物联网等方面的优势，帮助中华老字号适应互联网发展的环境，树立互联网思维，为市场提供更加核心化、定制化的产品和服务，推动老字号改革创新发展，走进现代生活。

另一方面，通过京东与各省市商务主管部门、老字号协会的合作，联手推动老字号的振兴，促进老字号企业体制改革和体制创新，这对于供给侧改革、扩大品牌消费、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王俊文称。



老字号纷纷触网

10余年的时间，有“+互联网”能力的老字号早已纷纷触网获得了一些成效，还未触网的或多或少遇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不少老字号认为“+互联网”就是把原有的线下份额搬到线上。在京东看来，并不是如此。这就涉及对刘强东提出的“无界零售”概念的理解了，其主力是打破零售与产业上游的边界，以零售作为发力点，实现产业的全面融合。

“老字号+互联网”是要以互联网为载体，让老字号在消费端实现更广、更深的触达，并以消费数据为参考，反过来满足消费者的多元需求。未来的市场如何谁也说不准，消费场景也是在不断变化。因此，2018年1月16日，京东联合13个省市商务厅、百余家老字号品牌共同成立国内首个“中华老字号互联网无界零售联盟”，打造无界零售品牌集群，从营销能力、供应链升级等多角度促进国内老字号品牌“触网”和创新。业内人士认为，相对于自建网上销售渠道，老字号品牌入驻京东超市既避免了技术和运营上的经验不足，又能直接享用京东的巨大流量。

在老字号扎推的食品、酒水行业，京东平台是

有着丰富经验和话语权的。在本文中，会分享京东让老字号重新焕发时代活力的成功经验。在此之前，需要了解老字号目前存在的普遍问题，然后对症下药。京东的经验不仅对处于挣扎期、不敢触网的老字号有借鉴意义，对其他想在互联网时代与时俱进的企业也有一定的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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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老字号互联网无界零售联盟”成立现场 京东商城消费品事业部总裁冯轶致辞





发现痛点和难点

我们可以先看这样一组数据：1949年，商务部批复了涵盖各行各业约1.6万家老字号企业，2017年底，只剩下1133家老字号品牌在常态经营，其中仅有10%是有规模能盈利的，20%处于自营状态，70%处于亏损和不发展状态。

为什么会是现在的情况？经过京东对市场环境的观察以及京东消费者的反馈，意识到老字号普遍存在四个问题。

第一，老字号不够年轻化。京东超市的消费者是趋于年轻化的，并且以80后、90后、00后居多，这类群体有怎样的特点呢，十分注重个性消费。一款产品出来，他们关注的第一要素不是价格，而是产品的独特点，是否符合自己的气质。

第二，文化创新不足。毫无疑问，能存活到现在的老字号，其过去肯定是成功的，但同时这种成功也成为了其继续发展的阻力。有些老字号总觉得，“哎呀，我当年就是这么做的，也发展得很好啊”。事实是年代不同了，老字号的文化底蕴在不断加深，但总给人感觉有点过时。

第三，品牌维护不足。中国地域辽阔，有时候抓住一个区域的消费者就能产生很大的效果。这就导致不少老字号企业通常会以开连锁店、分店的方式运营。如何进行统一管理和品牌构建呢？并不是每一个企业都有精力去处理这些事情的。各种打假现象就是最好的例证。

第四，价值提升不足。规模较小的老字号可能在某一区域比较有优势，但如果放到更大的市场上来发展，会出现“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情况。有的老字号尽管实现了市场范围的扩大，如何进一步提升品牌价值也是无从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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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老字号互联网无界零售联盟”成立现场





经过多年的摸索，京东超市在食用油、白酒品类的线上市场份额位列行业第一，同时，京东超市也是五粮液、茅台等老字号线上最大零售商，算是有一些经验可总结。京东认为以联盟的形式抱团发展，能为品牌商打造线上线下一体化、服务深度定制化、场景交易高融合的零售解决方案，只要老字号有意愿，京东可以为老字号提供一整套的解决方案。比如，利用京东大数据和技术，帮助线下的老字号企业降低运营成本，提高运营效率，让老字号企业焕发新生。



双方深度参与

一般意义上来说，大家会觉得和京东合作仅仅只是“铺货”、“卖货”的关系。京东的运营并非如此，并且已经在这方面摸索出一套方法：京东的采销会对接品牌方，实行点对点深度合作。然后通过京东的平台来打破地域限制，将区域性老字号做大为全国流通畅销产品。

合作初期，不少老字号品牌方没有形成一个电商团队，但在和京东合作之后，其电商业务突飞猛进，很快成为公司的主力。短时间来看，成立电商团队可能成本比较大，但长期来看，能给公司带来很多意想不到的惊喜。

京东搭建的是一个平台，所以每一个品牌方只有深入参与进来，才能形成合力。这也是实现双赢的基础。

老字号品牌海天就感受到了深度参与的好处。海天电商部总监蓝灵智曾告诉我们，传统企业做电商的壁垒相当高。海天作为传统企业，有自己的节奏和流程，和京东第一年合作的时候，海天觉得无法融进京东的规则，比如活动的引流、推广等，甚至有时候京东的活动结束了，海天还无法配出相应的产品。因为海天需要对京东的提案进行各种分析，得出投入与产出的比值，再决定在京东平台如何进行资源投放和产品推广。

后来，京东的采销主动研究海天，筛选出适合海天的活动，对海天进行推荐，并把京东的各类规则分享给海天的相关部门，减少了部门间转换和中间消化的过程，以此形成比较顺畅的合作模式。最终的结果是京东的采销也许比海天的人更了解海天的产品，比如，京东平台的用户更喜欢哪种产品，而海天对京东的各种活动十分了解，能提前做准备。

海天也曾反馈给京东说，深度参与能够让品牌方更了解用户。以前一款产品推出，消费者有怎样的反馈都是无从知晓的，但和京东深入合作之后，能根据京东的数据了解到消费者的反馈和态度，然后再进行大量铺货和推广就比较有针对性。

2014年10月，海天与京东合作。2017年，海天在京东的销售额同比增长超过100%，处于上升的趋势。海天产品的新增用户数相较2016年增长超过100%，复购用户占到海天用户总数的1/4以上，表现出较高的用户购买粘性和品牌忠诚度。



线上线下差异化经营

老字号要想获取新消费群体，互联网是绕不开的。但一些老字号会担心，线上销售是否会影响线下销售。同时，把线下产品直接拿到线上卖，难度也很大，线上线下无法形成合力。在京东有这样一种认知：“线上线下并不是零和博弈，而是运用线上的力量来扩大整个市场蛋糕。”线上，京东平台能根据消费者的需要帮助老字号提供定制化产品，并进行精准投放和推广；线下，京东超市可以依托京东物流的分仓化管理和供应链物流来降低老字号的物流成本，提高销售效率。

稻香村是深度体会到差异化经营效果的，一度成为人人皆爱的“国民糕点”。2014年，稻香村的触网行动再次启动，线上营销主打老字号，并根据消费者需求提供专供京东的线上产品。线下除了原有的销售渠道外，运用京东在全国设有的八大仓库，北京稻香村的品牌影响力从大城市向低线城市渗透。

北京稻香村的点心匣子深受消费者青睐，但是易碎、保质期短、线下购买排队长等问题始终未能解决。如果再遇上节日期间，消费时段更为集中，线下销售很难满足需求。自从稻香村登陆京东实现线上线下差异化经营后，消费者只需要动动手指就能网上下单，由京东物流完成配送，同城最快几小时就能吃上新鲜的糕点。

京东的数据显示，2017年稻香村销售额同比增长120%。从地域看，一线到六线城市、华北到华南七个区域，稻香村用户数量在2016年都呈现25倍到31倍之间不同程度的增长。2017年，用户数量在仍然保持高速增长曲线，各线级城市以及各区域，用户数量增长均在5到10倍之间。其中，五、六线城市增幅最明显，分别为8倍和10倍。



大数据默默加持

扩大消费者数量只是跟上时代步伐的开始。更为核心的是，通过互联网上消费者行为产生的数据和痕迹，能运用京东大数据进行智能分析，以此进行反向定制，不断满足消费者的需求，与此同时，老字号也逐渐往年轻化、具有时代气息的方向转变。

京东是一个拥有超过2亿优质活跃用户群的电商平台，京东有无数的消费者画像和大量数据积累下来的消费者偏好、反馈及购物行为，把这些数据进行分析，运用到企业产品的创新，支持企业产品不断更新换代上，能很好地帮助产品适应新的消费需求，获得更多的年轻优质消费群体。京东向老字号全面开放大数据，品牌能结合用户浏览、购买、收藏等习惯进行调研和分析，实现更加精准的商品展示，提升不同用户群体的拉新转化。还可结合用户喜好，帮助老字号开发网络适销商品和款式，制定营销活动方案，为消费者提供更加个性化、定制化的产品与服务。

中国茶叶公司（简称“中茶”）深知创新的根本是要从消费者的需求出发。自从2011年和京东合作，中茶更注重消费者数据。而且中茶的重心是推出京东定制商品，基于京东大数据，比如中茶龙凤印普洱礼盒、中茶滇红香茗礼盒、中茶福禄寿喜普洱礼盒等，深受众多消费者喜爱，产品好评率超过98%。这都得益于中茶根据京东数据深度挖掘线上消费人群特点及偏好，在产品设计、产品规划、产品研发初期进行相应的参考，推出了更适合京东用户的产品，在保证优良产品品质的同时，产品体验更加个性化、年轻化。中茶后续陆续开发的新品，年销售数量都能够达到万级，而且是几万、十几万乃至于几十万的数量。中茶京东定制产品的销售增长更为强劲，2017年销售额比2016年增长了将近10倍。

根据京东大数据的反馈，中茶也意识到和京东合作之后的消费群体的变化。2013年以前，茶叶市场的消费特点多以送礼消费为主，线下门店业务的支撑也多是依靠团购，客户多是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等。白领职员群体和教师群体、城镇居民群体占比超70%。此外，中茶在京东的用户80后、70后用户占比80%。从用户数量增长看，90后增长最快，2016年、2017年增幅分别为5倍和2倍。

说到底，老字号要想重现时代光芒，所需要的是背后一系列元素的集体迁移，在市场扩展的同时持续保持竞争力。京东在其中起到的角色就是提供高效的市场获得通道，线上的一体化品牌成长体系，从而倒逼老字号实现自身内部的全面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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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格魅力不全是天生的，而是一项可以学习的技能。通过掌握12项技巧，你就能让别人心甘情愿追随你。






佳
 娜站在讲台上，望着准备听她讲新计划的几百名同事，手心出汗。比尔走进会议室，准备鼓励因新产品失败而疲惫低落的团队，给予他们急需的指引。罗宾即将与一名能力很强但表现不佳的下属谈话，争取把他拉回正轨。

我们都曾有类似处境。这时，我们需要人格魅力：以清晰、智慧和鼓舞人心的话语吸引并激励他人的能力。那么，如何习得人格魅力？很多人认为这是学不来的。他们觉得人格魅力是天生的，就像外向的人天生就善于表达和劝说。无论如何，像丘吉尔这样的人不是能教出来的。

我们同意最后一句话，但不同意前面的观点。人格魅力不全是天生的，而是一项可以学习的技能，或者说是一套古已有之的实践技巧。我们在实验室和现实情境中对管理者的研究显示，通过“领导魅力策略”（CLT）的训练，任何人都可以看起来更具影响力、更可信赖、更有“领导范”。本文中，我们将介绍这些策略，以及我们如何帮助领导者掌握它们。正如运动员通过刻苦训练和正确策略赢得比赛，希望拥有人格魅力的领导者也必须学习CLT，严格练习，并制定正确的实施策略。



什么是人格魅力？

人格魅力的根源在于价值观和情感，它是亚里士多德所说的理性（logos）、人品（ethos）和情感（pathos）三者结合产生的影响力。也就是说，为说服他人，你必须运用强有力和合理的修辞，建立个人信用和道德信誉，并激发听众的感受和热情。领导者如果把这三件事做好，就能激发追随者的希望和理想，给予他们使命感，并激励他们完成伟大的事业。

几项大规模研究显示，无论大企业或小企业、上市公司或私人持股公司、西方企业或亚洲企业，人格魅力在任何工作情境中都是极有价值的资产。政治家都知道它的重要性。但很多企业管理者并不借助人格魅力，或许是因为不知道如何利用，或者是认为它相比交易式（胡萝卜加大棒）或工具式（以任务为基础）领导风格不易掌握。让我们明确一点：为赢得下属信任、管理运营和制定战略，领导者需要具体的技术能力；他们也会从实施奖罚的能力中受益。但在交易式和工具式领导方式之上，最成功的领导者还能利用人格魅力达成目标。

我们的研究总结了12项核心CLT，读者可能认为其中一些是传统的口头表达技术。9项CLT和语言相关：隐喻、明喻、类比；故事和逸闻；对比；修辞疑问；三个一组列举；表达道德信念；迎合群体情绪；制定高目标；传达实现目标的信心。此外有3项非语言CLT：声音变化、面部表情和手势。

还有其他可供领导者使用的CLT，如制造紧迫感、援引历史、重复、谈论牺牲、幽默等，但本文介绍的12项CLT效果最明显，几乎适用于所有情境。我们在研究和实验中发现，恰当使用这些策略的领导者，可以用一个愿景将追随者凝聚起来，效果令其他人望尘莫及。例如，在过去十次美国总统选举中的八次，使用语言CLT的候选人获胜概率更高。我们评估一般意义上的演讲技巧，如文稿结构、吐字清晰度、语言易懂性、语速、演讲者放松度等，将其影响与CLT做比较，发现后者对听众判断演讲者的领导风范、能力和可信任度，有更大的作用。

然而，这些策略似乎还没有在商业世界中广泛传播和教授。实践这些策略的管理者主要是在试错中逐渐学习，并未系统性地加以思考。如一位参加我们培训的管理者所说：“我使用了这些策略中的很多种，自己却没有意识到。”学习这些策略，不能只停留在偶然和概率层面。

我们向管理者教授CLT的方法是：首先简要介绍相关概念，之后展示新闻和电影片段中的例子，内容涵盖商业、体育和政治等领域。接下来，管理者应尝试这些策略，并通过录制视频、在同事面前或自己独处时反复练习。一组来自欧洲的中层管理者（平均年龄35岁）在我们的培训中进行这类练习，在演讲中使用CLT的次数是原来的近两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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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音和动作中的人格魅力

展现激情、俘获听众的三项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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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原文阅读）








结果，观察者对他们领导能力的打分平均上升约60%。培训结束后，他们已准备好将这些策略应用于工作中。另一组来自瑞士一家大型企业的高管（平均年龄42岁）情况与此相似。总体来看，65%接受过CLT培训的管理者得到的领导能力评分高于均值，而只有35%未接受培训者得分高于均值。

培训的目标不仅是将CLT用于公开演讲，也用于日常对话——随时随地展现人格魅力。这些策略让你显得更强大、有能力和值得尊重，但同样重要的是，它们帮助你与听众建立情感联系。人格魅力（charisma）在希腊语中的原意是“特殊才能”。正确运用CLT，他人便会开始认为你确实有特殊才能。

下面我们将具体介绍领导魅力策略。



联系，比较，对比

有魅力的讲话者能让听众理解所讲内容、引起共鸣并长久地记住。隐喻、明喻和类比是一个很有效的手段。马丁·路德·金就是比喻的大师。例如，在《我有一个梦想》（“I Have a Dream”）演讲中，他将美国宪法比喻为“银行本票”，保证所有公民享有不可让渡的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但他又指出，美国只给了黑人公民一张“空头支票”，上面盖着“资金不足”的戳子又退回来。每个人都知道收到空头支票是什么意思。这个信息清楚明白，长驻人心。

比喻在职场情境中也很有效。乔是我们培训过的一位管理者，在团队面临紧急迁址时，他用了一个比喻争取大家的支持。他的开场白是这样的：“当我从董事会听到这个消息时，感觉像是听到期待已久的怀孕消息。不同的是，我们有四个月而非九个月来准备。”团队马上明白，虽然这次变化短期内会带来不适，但最终结果会是积极的。

故事和传闻让所讲内容更有吸引力，并拉近听众与讲话者的距离。即便没有讲故事天赋的人，也能很有说服力地运用这一策略。例如，比尔·盖茨在哈佛大学的一次演讲中，敦促毕业生更全面地思考自身的责任：“我母亲……一直在教育我为他人多做事情。我婚礼前的几天，她为我们主持了一场活动，并读了她写给梅琳达的一封信，内容是关于婚姻的。我母亲当时癌症病情已经很严重，但又看到了一次表达想法的机会。在信的结尾她引用了一句古训：‘得天独厚者，须替天行善道。’”

参与我们研究的另一位管理者琳恩，在一次危机中用下面的故事鼓励下属：“我想起几年前和团队攀登艾格尔峰时遇到的困难。当时我们遭遇坏天气，很可能死在山上。但我们一起努力，活了下来。我们做到了起初看来不可能做到的事情。现在，我们遇到了经济风暴，但通过共同努力，我们可以扭转局面获得成功。”这番话让她的团队感到安心，得到鼓舞。

对比是一项重要的CLT，因为它融合了理性与激情，通过与反面观点对照，戏剧性地强调你的立场。一个著名的例子，是约翰·肯尼迪的“不要问国家能为你做什么，要问你能为国家做什么”。从我们的经验看，对比是最容易学习和使用的策略之一，但也未能得到充分利用。

再从新近接受CLT培训的管理者中举两个例子。吉勒是一家企业的高级副总裁，一位下属管理的团队毫无活力，对此他说：“给我感觉，眼下需要的是进攻，而你过于专注防守。”（这同时也是比喻。）莎莉在向新团队自我介绍时说：“我申请来负责医学事业部，不是因为这里地理位置最好，而是因为相信我们可以为公司真正做出贡献，同时还能拯救生命。”



引起注意，提炼观点

你可能觉得修辞疑问已经用滥了，但有人格魅力的领导者经常使用这种策略，以引起听众的注意。再次以马丁·路德·金为例，他曾在演讲中说，“有人问民权运动的斗士，‘你们什么时候才会满足’”，然后他告诉听众，被压迫的人民永远不会满足。The Body Shop的创始人安妮塔·罗迪克（Anita Roddick）曾连用三个修辞疑问句，来解释她发起社会责任运动的动机，她说：“我的想法非常简单：怎样让商业行善？如何在社区中培植这种善？如何让社区成为商业的社会使命？”

这项策略在私下谈话中同样适用。例如，参与我们研究的一位管理者米卡，有效激励了表现不佳的下属。她说：“那么，从这里出去后你想怎么办？是回到办公室自怨自艾？还是展示你的能力？”IT高管弗兰克也用了修辞疑问技巧（同时也是比喻），来拒绝给他设定的不切实际的目标：“你怎么能让我在飞行途中给飞机换引擎？”

三个一组列举也是一种传统的说服技巧，它能够提炼关键信息。为什么是三个？因为大多数人能记住三件事，三能够证明某个规律，三能带来某种完整感。运用这种策略时，你可以明确表达出来，如“要想恢复盈利，我们需要做三件事”；或者也可以不那么明显表示。

塞尔吉是一位中层管理者，他在团队会议上列举的三件事情如下：“我们有市场上最好的产品。我们有最好的团队。但我们没有完成销售目标。”一家制造业公司的业务单元负责人卡琳对员工讲话时说：“我们可以通过三个步骤扭转不利局面：首先，我们总结过去哪里做得对；接着，我们分析哪里做错了；然后，我们要拿出行动方案，说服董事会投入资源，让我们下次做对。”




接受领导魅力策略培训后，高管的领导能力得分上升约60%。





显示正直、权威和激情

表达道德信念和迎合群体情绪（即便是负面情绪）能向听众展示你的性格，引起共鸣和认可，从而建立威信。在“二战”胜利日演讲中，丘吉尔完美地捕捉到了国民的感受，并表达出光荣、勇气和同情。他说：“这是你们的时刻。这不是任何党派或阶级的胜利。这是伟大的不列颠民族全体的胜利。在这个古老的岛屿上，我们是第一批拔剑反对暴政的人……我们孤独地站在这里。灯火熄灭，炸弹落下。但在这个国家，没有一个男人、女人或孩子想过退出战斗……现在我们从殊死战斗中归来，残暴的敌人已被制服，正等待着我们的审判和我们的仁慈。”

另一个表达道德信念（以及运用其他CLT）的好例子，来自一家推动供应链变革的非政府组织的管理者蒂娜，她说：“谁会为我们物流体系留下的一片狼藉买单？受影响的不会是我们的金主，而是我们本应养育的孩子。这些孩子不得不再一次饥肠辘辘地入睡，甚至可能撑不过这一夜。不只是浪费钱的问题。这种状况是不对的，尤其考虑到解决方案如此简单。”

IT高级总监拉米接受CLT培训后，很好地迎合了团队心灰意冷的情绪：“我知道你们的心情。我们都觉得失望、没奔头。你们中的一些人告诉我他整夜失眠，还有人说团队里有冲突，甚至影响到了家庭。对我来说，生活变得乏味无聊。我很清楚我们有多努力，也明白功败垂成的苦涩。但这种状况不会持续很长了。我有个计划。”

另一项帮助魅力领导者展现激情并激励追随者的CLT，是制定高目标。甘地曾在著名的“退出印度”（quit India）演讲中，定下几乎不可能实现的目标（也是道德目标），要求用非暴力方式将印度从英国统治下解放出来。我们经常引用的一个来自商业世界的例子，是夏普公司前CEO町田胜彦。夏普在1998年面临崩盘，当时主导电视机市场的是阴极管，而液晶显示（LCD）技术在商业上还不可行。町田胜彦用一个难以置信的观点，让员工兴奋起来：“到2005年，日本市场上的所有电视都将是LCD模式。”

但同时，领导者也必须传达实现目标的信心。甘地指出：“我知道，当我们做出足够的自我牺牲，英国政府将无法再剥夺我们的自由。”在后来的一次演讲中，他更有力地表达了信念：“即便联合国所有成员国反对我，即便整个印度抛弃我，我仍会说：‘你错了。印度将以非暴力的方式，从不情愿者的手中夺回自由。’即便我无法亲眼看到自由到来，非暴力斗争不会终结。”

町田胜彦则亲自向夏普的工程师解释他的预测，让他们相信，可以成功完成这次冒险。为推进这个公司最重要的项目，他汇集LCD和电视机研发部门的力量，组建跨部门团队，并直白地告诉大家这是夏普存亡的关键。再比如，我们认识的一位工程师雷，在团队受挫后对大家说：“CEO要求的完成时间很吓人，换成其他团队可能已经哆嗦了。但我们不是普通团队。我知道你们能勇敢面对挑战，我相信你们每个人，因此我相信我们能在三个月内准备好生产样件。让我们全力投入，拿出完成目标需要的表现。我们有智慧、有经验，现在需要的只是意志，而这只有伟大团队才有。”只有领导者真正相信愿景和战略目标能够实现，他才能展现出激情。

声音表现、肢体动作和面部表情这三种非语言策略，对人格魅力也非常关键。但它们并非所有人天生都能掌握，而且也很容易受文化情境影响。在亚洲被认为激情过头的表现，在南欧可能被认为过于拘谨。但领导者同样必须学习和练习这些策略，因为它们相较语言CLT更容易被听众理解，而且能给你的讲话断句，更好地抓住听众的注意力。（
详见图表《声音和动作中的人格魅力》。

 ）



回归实践

你现在学习了CLT，如何开始使用？很简单：做好准备，开始练习。准备演讲或展示时，你肯定应该考虑运用这些策略并进行演练。我们还建议管理者在一对一谈话或团队会议前考虑这些策略，以提高说服他人的能力。你要做的是，掌握几项适合自身、因而能够自然展现（或至少看起来如此）的CLT。我们培训的领导者在小组中练习CLT，并互相给予反馈。你也可以在家人或关系好的同事面前练习，或录下视频自己评判。

领导者无须在每次对话中应用所有CLT，而应均衡使用一组策略。经过长期练习，领导者能够做到挥洒自如。我们认识的一位管理者在接受CLT培训后认识了现在的夫人，给她看了他过去的视频，她不敢相信那是同一个人；在现在的视频中，这个充满人格魅力的人（使用CLT的频率是以前的两倍多），才是她的先生。另一位管理者六年前接受CLT培训，现已成为公司的首席运营官。他说自己每天都会在工作和生活中运用CLT，例如最近和团队沟通迁址事宜，结果“比预想的好很多”。

如果你认为自己天生不是魅力型人格，因此无法提升个人魅力，你就错了。在我们的研究中，初始魅力评分最低的领导者，也能显著缩小与善用CLT的同事的差距。的确，丘吉尔或马丁·路德·金不是靠培训和练习能造就的，但CLT可以让你在下属眼中更具人格魅力，这一定能帮助你成为更强大的领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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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 Experience / 案例研究 Case Study



当核心高管之间

发生冲突

When Key Employees Cla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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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公司的两大核心部门主管发生冲突，公司所有者该如何应对？







马修·斯帕克的手机响了，屏幕显示“Kid Spectrum公司”。是从奥兰多办公室打来的电话，也许是行政主管埃伦·拉森。





Kid Spectrum为有自闭症儿童的家庭提供居家服务。自从八个月前马修收购了这家公司，埃伦每天都跟他联系。马修感谢埃伦热情的协助，不过埃伦这个人有时候挺难对付的。公司上一任所有者阿瑟·哈梅尔告诉马修，埃伦有近20年医疗服务经验，会成为公司最宝贵的人才。

“马修，我是埃伦。本来不想再打扰你的，但我们这边出问题了。”

马修坐回椅子里，做好心理准备。埃伦口中的“问题”，可能是复印机墨盒用完了，也可能是大楼着火了，什么都有可能。

“是因为龙尼。”埃伦说。

马修收购Kid Spectrum后不久就增设了临床业务主管这一职位，龙尼·埃默森正是奥兰多办公室的临床主管。龙尼一直从事有关特殊需求儿童的工作，已经在Kid Spectrum工作10年。他的儿子患有阿斯伯格症（Asperger’s，自闭症的一种）。公司其他40位临床医生平时都会征求他的意见，正式提拔他为管理者似乎是众望所归。

然而现在埃伦说：“他做不好自己的工作。”

“这个说法很严重，埃伦。”马修说。

“我知道，可事实如此。他还是不按照新的要求填工作记录。已经八个月了，他到现在还不按时填。你知道，他这样会影响保险公司报销的。而且他根本就很少来办公室。”

“他应该有一半时间在跑外勤。他还有客户呢。”

“他是有95%的时间在跑外勤吧。上周四到现在我就没见过他，我可是一直在办公室的。”

马修觉得埃伦讲得夸张了，但他也不确定。他人在芝加哥，管理远在佛罗里达的公司确实有困难。他收购Kid Spectrum用的是“搜索基金”（search fund），伊利诺斯州的几位投资者出钱，让他找一家价值被低估的公司，帮助公司赚钱。这几位投资者是第一次采用这种形式投资，唯一的疑虑就是马修打算远程经营被收购的公司。当时一位投资者建议马修搬去佛罗里达州，但马修还要定期跟他们开会，探讨其他潜在机会。而且马修的妻子不想搬家。两个孩子都还不到五岁，妻子想离娘家近一些。

“他还没有身为管理者的自觉，”埃伦说，“自己不遵守你制定的新制度，好像也不在乎下属其他医生遵不遵守。比如，他们打电话请病假，他根本没留心。纪念日假期之后的那天，我们有14个人没来上班，他一点反应都没有。那天我们一直忙着找人干活。”

“啊，这样当然不好。”马修担心暴露自己缺乏经验的事实。成立搜索基金之前，他在一家风投公司干了四年，之后又在这家公司投资的另一家医疗设备制造公司当了三年总裁。Kid Spectrum是他第一次负责运营工作。

“埃伦，在评判龙尼之前我要再了解一下情况。我知道他不像你这么紧绷，不过……”

马修一说出口立刻就后悔了。埃伦非常在意别人觉得她总绷着一根弦。

“你跟他本人谈过这些吗？”马修迅速抢先发问。

“他每次打电话过来，我都催他填工作时间记录，他每次都答应要填，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下周我去跟临床团队开会，到时候跟龙尼面谈。我说了，必须再多了解一些情况。”

“你过来开个会当天就走，没用的，”埃伦说，“他会告诉你一切都好，临床团队要多花点时间适应新的制度。但我觉得需要的不是时间，是他应该采取实际行动。龙尼搞得办公室事务很难进行下去。”

“我看看能不能多留几天，一两个星期吧。”马修说。他不确定妻子会作何反应，但他知道这很重要。他尝试结束通话，但埃伦还说个不停。

“你接手Kid Spectrum的时候说过，希望为公司提升效率，获得利润。我记得是在主会议室，我们刚见到你的时候你说了一次，之后在迎新邮件里又说了一次。”显然，埃伦记性很好。她说：“我只是想帮助你兑现自己的承诺。”



另一种观点

团队会议开了很长时间，多数人一散会就匆匆赶去做别的事。马修每次来公司，就把会议室当作自己的临时办公室。他打开笔记本电脑查看邮件，却发现高级临床医师玛克辛在门口，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

“玛克辛，有事找我？”马修问。

“你听了很多埃伦对龙尼的抱怨吧？”玛克辛走进来，关上门。

马修被她的直接吓了一跳。他只见过玛克辛几次，她很少说话。埃伦是不是经常在办公室说龙尼不好？

“我可以保证，龙尼没有她说的那么糟糕，”玛克辛说，“他人很好。就该让他升职。”

“很高兴听你这么说。”

“你知道，他跟我们讲了新的制度，比如让我们做什么事情都要汇报，我们也理解新制度的重要意义。但龙尼对待我们不像埃伦那样盯得死死的。埃伦对我们做事的方法管得太紧了，她一直都这样。她本来是应该为我们这些医生提供支持，现在搞得好像要我们伺候她。我觉得龙尼做得对，我们最应该关注的是病人。”

“病人是很重要。”马修试着附和她。

“他最懂病人的需求，真的，毕竟他自己的儿子就是那个样子。”

“好的，玛克辛。谢谢你告诉我这些。”

玛克辛转身要走，又回过头。“要我说，搞出麻烦的是埃伦才对。”她说。



凡事都有两面

当天晚些时候，马修在临时当作办公室的会议室等龙尼。他们约的是3点，龙尼迟到了近20分钟。

很显然，埃伦和龙尼的工作风格截然不同。可是，马修为Kid Spectrum制定的重组和增长计划有赖于行政主管和临床主管的合作。除了他们两个，其他人的能力和经验都不足以胜任这两个职位。

埃伦和龙尼用不着关系太好，但马修不能放任这两人之间的紧张关系上升为临床和后勤之间的对立。假如闹成这样，他的扩张战略就没戏了。

“对不起来晚了，”龙尼走进来，关上门，“刚才我跟客户在一起。八岁的哈利，他真是个好孩子，但他上学很不顺利，辅导他的人好像想放弃了。不过我们今天的进展很好。”

马修欣赏龙尼的认真投入。

“你最近怎样？”龙尼说。他问话的样子总是很真诚。

“挺好的，挺好，”马修说，“我想了解一下，你和你的团队进展怎样，特别是新制度，比如工作时间记录表。”

“嗯，我们在慢慢调整，你知道的。临床医生不是工蜂。他们习惯跟孩子在一起，帮助孩子，所以大家需要时间。”

“如果你觉得有用的话，我们可以再培训一次。”

“不用不用，我觉得没必要，”龙尼说，“只是需要多花点时间。这些提高效率的新方法，我们都是头一次接触。我们现在的客户都很棘手，那些家庭压力很大，不能为了遵守时间表就敷衍了事。”

马修点点头，“当然了，客户是最重要的。”

“对，所以我们才能在这一行做这么久。”

“可是如果赚不到钱，我们就做不下去了。阿瑟管理公司的时候，因为报销太慢，现金流的问题让他很苦恼。我们拿不出符合要求的文件，保险公司就不出钱。我们希望公司发展起来，帮助更多的孩子，就必须遵守新规定。而且，我们不能每次一放假就让1/4的员工休假。”

“是埃伦在抱怨吧。她搞得我们像军队一样。按时交工作记录，不让人生病，这根本不现实。以前她就纠结这些，现在变本加厉，”龙尼停了一下，咽了咽口水，“感觉好像是你允许她管得更严了。”

“她是行政主管，需要你和你的团队配合工作，龙尼。”

“我们配合了。但我需要一定程度的弹性，满足孩子们的需求。老实说，她得退一步。”龙尼涨红了脸。马修第一次看到他这么激动。



防微杜渐

马修走进咖啡店，看到阿瑟·哈梅尔在排队。跟他们上次见面时相比，阿瑟晒得更黑了一点。

“退休生活过得不错？”马修问。

“相当不错，”阿瑟回答，“可是我想念办公室和员工。高尔夫球还不如工作好玩。”

“谢谢你跟我见面。”在两人落座后，马修说。

“客气了。我说过，你随时可以找我。现在你是经常在这边吗？你说服妻子一起来这边晒太阳了？”

“还没有，不过这次我已经在这边呆了几周，要处理办公室的一些问题。”

阿瑟扬起一边眉毛。

“是埃伦和龙尼。”马修解释了两人关系日益紧张的事。

“那两个人一直有点合不来。埃伦希望能有更多规定，让更多的事情由她掌控。现在听起来好像更糟糕了。也许她一升职就得意起来了。”

“但我们要发展，就需要——”

“没错，以前就是这个问题阻碍了我们的增长。但龙尼是办公室的中心，一直都是。希望你没在考虑给他降职，还不至于吧？”阿瑟问。

“我考虑过，但真的没人能取代他，投资者也不想外聘，外聘太贵了。而且我觉得这样只能解决一半问题。”

“对，不管那个职位是谁，埃伦都会继续咄咄逼人。”

马修想起之前一个星期里埃伦发给龙尼的邮件。那些抱怨的邮件，埃伦全都密送给马修一份。龙尼就坐在同一个办公室，离她没多远，她也会发邮件过去。

“投资者们怎么说？”

“我还没跟他们提过。这件事情现在还没影响利润，但有这个可能，特别是如果保险公司的报销一直这么慢，而且他们两人关系不好影响团队士气的话，就更糟了。”

“的确，你要未雨绸缪。”

马修低下头，“我知道，我都知道，所以我来了。我原本希望亲眼看看这边的状况就能想出办法。”

“然后呢？”

“他们针锋相对，我真不知道还能不能让他们在同一间办公室工作。可是我觉得，他们都想做好自己的工作。龙尼必须遵守规定，而且也答应了会遵守规定。我知道临床医生全都喜欢他，这是最重要的吧？但埃伦也是为公司着想，督促大家遵守我的新规定，虽然方式有点问题。”

“你跟他们本人谈过吗？”阿瑟说。

“各自谈了，没有一起。”马修回答。

“感觉你左右为难。”

就是这样，马修心想。我夹在埃伦和龙尼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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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文·格罗斯贝克
 是斯坦福大学商学院管理学顾问教授、创业研究中心负责人。



《哈佛商业评论》改编的案例研究，展示现实中公司领导者面临的困境，并提供专家建议。本文改编自斯坦福大学商学院案例“Compass Ventures”，原作者欧文·格罗斯贝克及克莱尔·拉法埃利（Claire Magat Raffaelli）。





经验 Experience / 案例研究 Case Study



马修应当

如何处理员工之间

关系紧张的问题？

专家意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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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姆·萨瑟恩（Jim Southern）


是私募股权基金Pacific Lake Partners董事总经理，曾在美国某大型印刷公司担任CEO十年。









不管马修投入
 多少心力，远程遥控管理还是很难达到最理想的效果，可能会影响投资者的回报。换句话说，他搬到奥兰多会更好，可以采取一些简单的步骤改善现状。

问题不在于埃伦。她的确管得太多，让不归她管的人恼火，但她勤勤恳恳，关心公司，留意细节。我们需要更多这样的人。

龙尼是一位出色的临床医生，他认同公司使命，且受到同侪敬重。这样的人我们也需要更多。但要提拔龙尼这样的人脱离舒适区、担任管理职务，必须提供相应指导和监督，帮助这位新的管理者尽快转换角色。

马修不必让龙尼和埃伦坐在一起谈，要求他们“和谐交流”。他应该设法维护龙尼的声誉，帮助龙尼成功。首先，他可以与龙尼单独见面，向他解释工作时间记录的意义。40位医生一年的工资总和约120万美元，但如果安排得合理，按照时间计算，全年收入或可达到280万美元。不及时记录，会让公司每年在应收账款和工资上损失几十万美元。

马修应当向龙尼解释新规定的经济价值，让龙尼认识到自己也要努力让公司获得所需资金，支持和拓展公司使命——他最关心的是这个。马修和龙尼应该定一个固定的时间，比如每天上午九点之前医生们必须交上前一天的工作时间记录表。龙尼要负责把每个人交上的表格汇总到一起，每天十点整跟马修一起查看。九点之后交上的表格先不处理，在后一天的汇总中记为晚交。

马修和龙尼很快就会发现哪些医生交得晚，然后再让龙尼指导这些落后的人。龙尼要向团队说明，及时交上时间记录对公司使命极为重要，这样会大大改善团队作风。几周之后，每天整理汇总的工作就可以交给埃伦，她一定乐于承担这项工作。

如果龙尼做不到，马修就必须另想其他办法，比如让其他医生取代龙尼，或者外聘具备临床能力和管理能力的人才。不管怎么解决，马修都应该留住龙尼。即使龙尼不是合格的管理者，也依然是很有价值的团队成员。

要有效管理团队，马修必须接受事实：不是每件事情都能按计划进行。龙尼则必须为团队设定明确的期望，督促不遵守规定的员工，对高效配合他人工作、遵守规定的员工予以表扬。如果马修人在办公室，而不是在千里之外，就能更好地支持龙尼做这些工作。





经验 Experience / 案例研究 Case Study




专家意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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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凯利（Peter Kelly）


是斯坦福大学研究生院、IESE商学院讲师，曾任呼吸系统疾病患者居家服务公司Pacific Pulmonary Services董事长、CEO。









要补救现在
 这种状况，马修必须明确两个目标：其一，维持公司在短期内正常运营；其二，培训龙尼和埃伦并进行评估，确定他们能否成为高效能管理团队的成员。

马修应当分别与龙尼和埃伦谈一谈，首先表明是自己未能将两人的工作目标协调好。接下来，他可以解释公司既要照顾好病人，又要及时准确开出账单的原因。这两项任务需要两位合不来的主管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至于如何实现目标，马修应该向两人征求意见，并说明他们的工作表现会根据三个主要指标来评估：自己所在部门的表现、对方部门的表现，以及两人的合作情况。他必须强调，共同实现主要目标这一点对于他们的领导职位而言十分重要。

然后，马修要把两人叫到一起，简单重复一下之前跟他们各自说过的话，然后共同制定具体的团队发展指标以及执行计划。比较明智的方式是，运用客观的指标每周进行评估，三人一起讨论结果，比如工作记录完成情况、报销款项和患者满意度评分。埃伦和龙尼的奖金应当与这几个目标的完成情况挂钩。

马修也可以要求龙尼和埃伦设身处地为对方想想。埃伦可以每个月安排一天，观察一位临床医生的工作，并填写工作时间记录。龙尼可以在办公室录入时间记录等数据，处理保险公司款项。等到两人都体会到对方的工作感受，应该就不会有那么多抱怨了。

马修可以安排每周开一次会，最好是亲自到场，不过电话或网络会议也可以。三人一起回顾成果、调整计划，处理两个部门的不同意见。他还应该继续与两人分别会面，指导他们，倾听他们的抱怨。这样马修就可以迅速评估，随着公司发展，两人能否胜任管理职务。马修最好能搬到佛罗里达，大部分时间留在公司，或者在佛罗里达聘请一位总裁。没有经验的CEO远程管理新公司的风险太高了。




在考虑换掉两位员工中某一位之前，马修应当设法指导他们。





这项高难度的人际工作会让龙尼、埃伦乃至整个公司得到绝佳的机会。不过，人很难彻底改变，也很难修复破裂的关系。因此，马修应当做好准备，也许有必要聘请新的管理者。但努力指导这两位有才能的员工，可以帮助他实现最初的两个目标。





经验 Experience / 案例研究 Case Study



HBR.ORG社区评论



把两人叫到一起谈

我会分别跟埃伦和龙尼谈谈，为我没能创造出好的环境向他们道歉，然后再解释另一方的意图，不去评判行为。之后，我再把他们叫到一起，重复一遍跟他们各自说过的内容，让他们二人沟通。


凯伦·科利斯

Pack Systems Engineering所有者、负责人





需要专业调解人

马修缺乏引导龙尼和埃伦达成共识、指导他们化解矛盾所需的经验和能力。他需要一位专业的调解人，寻找对矛盾双方和组织都有好处的解决方案。


梅尔·布利策

Partner2Win高级合伙人





摆出数据

马修应该向龙尼和埃伦解释，他们两个都没错，然后要求他们解决问题。他可以摆出数据，说明客户服务和盈利能力都必须考虑在内。


哈吉特·塔卡尔

IndusInd Bank Limited旁遮普分行副总裁兼区域主管







特别策划



重大挑战呼唤

“天下”责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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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中翰






在美国国家工程院院长丹·牟德眼中。人类面临的14项重大工程挑战是思考未来的结果，它的提出是对行动的召唤。邓中翰院士认为，解决重大挑战，需要全人类联手共建命运共同体，每个人都得具备“天下”责任感，共同面对挑战。





21
 世纪，人类社会需要应对14项重大工程科技挑战——生产可负担得起的太阳能、以核聚变提供能源、开发碳隔离技术、管理氮循环、全球都可用到洁净水、恢复和改善城市基础设施、推进医疗信息学、研制更好的药物、人脑逆向工程、防止核恐怖行动、确保网络空间安全、增强虚拟现实、推进个性化学习以及发展科学发现工具。

面对全球重大挑战，中国工程院院士，中星微电子公司创建人、首席科学家，星光中国芯工程总指挥邓中翰代表中国在2017年全球重大挑战峰会（global grand challenges summit）上给出答案，他以共享单车为例，剖析背后的理念、模式与技术创新，介绍中国政府的“五大发展理念”，展示应对重大挑战、驱动经济发展的中国智慧与能力，并呼吁全球工程科技界大力创新、携手合作，共同开创发展的新局面。

全球重大挑战峰会自2013年起由美国国家工程院、中国工程院、英国皇家工程院联合主办，从中、美、英三国各邀请一位工程科技界的领袖人物在开幕环节作主旨演讲，每两年一次。继前两届峰会的主旨演讲人比尔·盖茨、马云之后，第三届则由邓中翰院士做主旨演讲。作为中国大规模集成电路芯片系统设计技术及产业化的主要开拓者之一，邓中翰院士被誉为“中国芯之父”。

近日，总结出这些挑战的美国国家工程院院长丹·牟德院长（C. D. Mote，Jr.）和邓中翰院士共同接受《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版采访，阐述了重大挑战的价值与影响以及解决方案。丹·牟德表示，重大挑战是对于未来思考的结果，它们不是某一个产品或一项技术，它的提出是对行动的召唤，是看待未来的一种思维方式。邓中翰表示，重大挑战呼唤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具备天下责任感，只有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才能解决这些问题。在解决挑战的道路上，中国一直在行动。



技术与合作解决全球重大挑战


HBR中文版：14大挑战的由来是什么？



牟德：
 当美国国家工程院总结出20世纪20项伟大发明后，我们便思考21世纪会有哪些重大发明创新。未来是不可预测的，我们不知道会有哪些发明、创新，但是威胁却是存在的。我们应该预测有哪些威胁需要解决，这是全球的问题，事关我们每一个人。

我们花费了大概一年的时间确定哪些目标需要解决，最终确定14项。如今我们将这14项目标称作为“全球重大挑战（the global grand challenges）”。




HBR中文版：对于人类社会来说，14大挑战有什么意义？



牟德：
 14大挑战的使命是延续地球生命，让世界变得更可持续、更安全、更健康、更快乐。我们并没有试图涵盖每一个重大挑战，也不为克服所选择挑战的特殊方法背书。我们也没把目标重点放在预测或是小机械装置上，而是尽力找出有益于人类与地球兴旺繁荣所需要完成的事项。


邓中翰：
 重大挑战（the grand challenges）是关于“人、社会和可持续发展”之间的问题，它的提出是为了激励工程界、青年人和广大公众寻求解决方案。正如由中、美、英三国工程院院长——周济院长、牟德博士和英国的道林博士（Dame Ann Dowling）——在《思想的力量》一文中所述，重大的挑战是对行动的召唤，他们引燃了一个不断扩大的全球性的全民运动，并改变着人们对未来的思考，以及工程在创造未来的过程中所承担的职责的思考。




HBR中文版：解决之道是什么？



牟德：
 如果这是本世纪需要解决的问题，难道你不认为我们应该开始让学生们思考这些内容吗？我们创建了一个项目——重大挑战学者计划——来帮助学生们去思考（这些内容），它将全球所有工程科技领域优秀人才集中在一起。


邓中翰：
 当然，人类社会所面临的挑战远不止这14项，可以肯定的是，应对挑战和解决问题必须靠技术的发展与创新。




HBR中文版：技术推动进步，也同时带来其他问题，尤其是效率与公平问题。如何解决？



邓中翰：
 对，机器能以更低的成本为我们带来更丰富的物质和优质的服务，但也可能造成大量的失业。效率与公平这个世纪性的难题，今天以空前的规模显现出来。因此只依靠技术是不够的，我们需要通力合作，需要包括公共政策、法律、国际关系、科学、社会科学、文化等各方面的合作。在我看来，这种合作比技术和工程的挑战更大。




HBR中文版：如何才能达成这种合作？



邓中翰：
 孔子曾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用英文来翻译“天下”是“all under heaven”，这实际就是要求我们每一个人应该有共同的担当与责任感，共建命运共同体。这就是“天下”责任感，它比社会责任感更复杂，还包括历史责任感、未来责任感，要考虑到人与人、人与物、物与物的长期平衡。“天下”责任感要求每个人不仅要对人类社会，还要对整个地球怀有责任感，这比社会责任感更高一层。

“天下”责任感的具体行动路径就是中国政府所提倡的五大发展理念——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和共享发展。五大发展理念目的是实现一个均衡的、协调的、可持续发展的增长模式，摆脱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和大量废弃的传统增长模式。

这些虽然都是概念性内容，但我们不能只是纸上谈兵，更要落到实处。



中国一直在行动


HBR中文版：重大挑战对中国意味着什么？



邓中翰：
 重大挑战对中国来说更为严峻。中国是一个拥有世界1/5人口的发展中国家，气候条件、生态环境相较都比较脆弱，治理难度大。同时，发达国家200多年中所遭遇的问题，在中国压缩到30多年内集中爆发，我们没有先发展富裕起来再来治理的时间和空间，问题显得非常棘手。




HBR中文版：21世纪已经过去17年了，在这些年中，中国都做出了哪些努力？



邓中翰：
 实际上，中国一直在积极参与、解决这些挑战。除了上面我提到的“五大发展理念”，值得一提的是，中国政府提出了一个重要目标：2030年国内生产总值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将比2005年减少60%-65%。为了将非化石能源消耗量提高到能源消耗总量的20%，中国2015年已经在清洁能源领域投入超过1000亿美元。根据国家能源局数据，中国计划到2020年至少投入3600亿美元用于发展可再生能源。为了遏制导致全球变暖的温室气体的增长，2015年，中国每天每小时平均安装不止一台风力涡轮机。

当然，这些只是政府层面的努力。中国的科学界、工程界等各界人士也一直在努力创新，解决人类和地球的生存与发展方面的问题。




HBR中文版：中国在解决重大挑战上付出了很多，有很多经典事例，为什么你在全球重大挑战峰会上却选择以共享单车为例？



邓中翰：
 14大挑战是全球的，各国的解决方案也不一致，中国也在自己想解决方案、想创新之道。

在我看来，共享单车是近期中国最好的创新之一，这是中国独有的。共享单车的背后是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智能锁里面安装了芯片、软件、电池、天线、GPS、蓝牙、移动通信芯片组等科技产品。从中看出，共享单车是一种结合了最新科技的创新产品，它的成功基于中国IT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的强大支持。

另一方面，它的出现还大大改善了环境污染，就2016年，全国共享单车骑行总距离超过25亿公里，相当于往返月球3300次；累计节约4.6亿升汽油；减少了45亿微克导致北京雾霾的PM2.5的物质排放；减少碳排放54万吨。

还有一个原因是，20世纪80年代初的中国是一个自行车大国，但随着经济的发展，私家车盛行，自行车逐渐消失在人们的视野中。共享单车的出现，让自行车这一古老事物在科技创新下焕发了新的生命力。在中国街头，你可以看到，很多年轻人都在使用它。它不仅是一种交通方式，还是一种生活方式。这充分表明，中国有能力解决人类重大挑战、为世

界经济健康发展贡献智慧。



重大挑战是是商业机遇与未来


HBR中文版：重大挑战对商业世界会有什么影响？



牟德：
 商业世界有长远视角的，也有短视的。从短期视角出发，它确实不能给商业世界带来瞬间的好转。它不是发明一款新型软件，或者其他类似的东西。这是一种思维方式，从相对简单的商业视角来看，它并没有什么作用，但是如果你和商业巨头去聊这件事，他们会说，对于他们而言，这些代表着一切。因为这确实是他们所需要的，这些既是机遇，也是未来。


邓中翰：
 正如牟德教授所说，重大挑战对于企业来说，更重要的是一种思维方式，是企业家们在设计商业战略，考虑企业未来时，需要考虑的内容。




HBR中文版：展望未来，哪类企业会在应对重大挑战方面做出突出贡献？



邓中翰：
 企业不仅要有优异的技术、产品和服务提供给社会，同时要有“天下”责任感，学会取舍。比如，核技术诞生以后，它可以是核武器，也可以是核能源。再比如，可以将核聚变代替核裂变，核聚变没有污染。这些都取决于使用它的人，从这个角度来看，未来的企业必将是承担“天下”责任、可持续发展的企业。




HBR中文版：作为一名创新型企业的首席科学家，邓院士认为企业能做什么？



邓中翰：
 企业要将创新与责任相结合，在商业考虑之外，还要考虑到社会价值。譬如我所从事的“星光中国芯工程”在中国芯片领域不断创新发展，将“中国芯”大规模打入国际市场，结束中国没有芯片的历史。近年来，我们又开发出中国首枚深度学习的人工智能芯片“星光智能一号”，并成功实现量产应用，也为中国制定并普及了公共安全视频监控领域的国家标准，也就是公共安全SVAC国家标准，把“社会安全”打造成中国人现在引以为傲的一张名片。





杂谈 Synthesis



找到你的“神级状态”

让高效成为一种习惯。


FINDING THE ZONE

凯文·埃弗斯（Kevin Evers） | 文

王晨 | 译 蒋荟蓉 | 校 万艳 |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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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
 个人都渴望找到全然聚精会神的时刻——反正我是这样。时间变慢，杂念消失，复杂的任务轻松完成。心理学家称之为“流”（flow）。运动员管它叫“神级状态”（the zone）。拿棒球来说，对于进入神级状态的击球手，时速160公里的来球就像慢悠悠的沙滩球一样，可以随便打。

很遗憾，在工作中，我并不经常处于神级状态。很多时候，我的注意力会不知不觉离开手头工作，转向YouTube上的喵星人视频。我只能投降。大脑中或许有些隐秘的部分，让高效表现成为职业运动员或公司CEO的日常，而我无法掌握这些秘密。

不过，根据大量新研究成果，事情并非如此。从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Malcolm Gladwell）对天赋和训练的论述，到丹尼尔·卡尼曼（Daniel Kahneman）对大脑思维活动的研究，再到查尔斯·杜希格（Charles Duhigg）的《习惯的力量》（The Power of Habit），研究者们认为，高效的秘密其实唾手可得。等你读到本文时，可能又会有几本关于这个话题的新书上市。可所有这些分析和建议，真能让我们在工作中更高效吗？在我看来，有几本书似乎能提供靠谱的行动方案。

先说杜希格这本书。作者认为，那些超级明星能养成好习惯，与大脑基底神经节的使用方式有关。对于我们普通人，这个大脑区域一般用于不需要太多思考的任务，如开车通勤等。区别在于，普通人无意识地形成习惯，而运动明星和企业高管则通过训练大脑，将低效的习惯换成更好的新习惯。

杜希格认为，每个习惯都由一个循环构成：始于刺激，继之以惯性和奖励。举个简单的例子：看到电脑屏幕上显示Facebook的新消息，你会习惯性地停下工作，点开信息。其中的奖励是什么？不是消息的内容，而是分散注意力。你可以做的改变是，把老习惯（查收信息）换成新习惯（出去透透气或跟同事说说话），原则是让刺激和奖励保持不变。表现优异的人会努力改变自己的习惯循环，直到最困难的任务显得轻而易举。

这本书里我最喜欢的一个故事是关于托尼·邓吉（Tony Dungy）的，他曾是美国NFL橄榄球联盟坦帕湾海盗队和印第安纳波利斯小马队的主教练。邓吉曾注意到，线卫球员德里克·布鲁克斯（Derrick Brooks）在比赛中经常慢一拍。原因在于，布鲁克斯习惯同时分析太多信息——跑卫的步伐、四分卫的眼神等等。他其实是在进行多任务工作。这在办公室里尚且很难，更何况是在球场上。他需要减少思考，加快行动。因此，邓吉训练他换个方式接收刺激（跑卫的动作）和得到奖励（预判打法）：依序分析各个信号，而不是同时观察所有细节。布鲁克斯起初觉得这样很费脑子，但最终养成了习惯。好习惯成为本能反应，而不是有意选择。

当然，布鲁克斯需要敬业的教练和团队的帮助，不是每个人都有这样的老板和同事。杜希格和其他很多探讨效率的作者忽略的另一件事，则是情绪对自我变革能力的影响。

前沿研究者理查·戴维森（Richard Davidson）和作家莎伦·贝格利（Sharon Begley）在《大脑的情感生活》（The Emotional Life of Your Brain）一书中指出，情绪是复杂大脑活动的产物，每个人独特的情绪风格由六个维度决定：复原力、世界观、社交直觉、自我洞察、环境意识和意图。我们在这些维度上的倾向，由遗传基因和生活经验共同决定，对我们的职业生活也可能有利有弊。

一项研究发现，对于不同个体，与快乐相关的大脑区域（右侧前额叶）的活跃度最多可相差30倍。这让人难以置信。在戴维森的体系中，复原力分数低意味着大脑前额叶抑制负面情绪的能力较差，这可能导致你改变习惯时很痛苦。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压力大时会重拾老习惯——那样更轻松。

戴维森的书很适合和杜希格那本一起读，因为它能解释我们的行为动机出现波动的复杂原因。读者可能会觉得有些沮丧，但还好有《情绪方程式》（Emotional Equations）这本书。作者奇普·康利（Chip Conley）有力地证明，我们能够控制大脑活动，改变固有情绪风格。

康利是Joie de Vivre Hospitality 的创始人，在经历一系列个人危机后，他总结出18个方程式，用来战胜大脑，抑制负面情绪。作为一个典型的传道者，他认为每个人都可以做到这些。比如，感到焦虑时，你要记住：焦虑=不确定性×无力感。寻求满足？要记住：快乐=爱-恐惧。工作进展不顺？要记住：“流”=能力/挑战。康利有时可能显得有点肤浅，但当我们尝试新任务时，他这些心理技巧没准能帮助我们克服内在障碍。

所以总体来说，我喜欢这些书传达出的信息：只要我能驾驭情绪，大脑就能将困难的新习惯转化为自发的行为。当然，实践起来可能难得多——尽管学到了这些新知识，我也明白“神级状态”不是总能有的。但至少我现在知道，它并非完全可望而不可即。





“这个系统的精彩之处在于消除了决策的必要性，它让球员动作更快：每个环节都成为本能反应和习惯，而非主动选择。”


查尔斯·杜希格，《习惯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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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文·埃弗斯
 是《哈佛商业评论》出版社编务统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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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界人生 Life's Work



LIFE’S WORK


美国海军上将 迈克·马伦：


与关键人物建立关系

艾莉森·比尔德（Alison Beard） | 访

蒋荟蓉 | 译　刘筱薇 | 校　万艳 | 编辑






美国海军上将迈克·马伦（Mike Mullen）当年第一次指挥，就让军舰撞上了浮标，因此他并没指望自己能一直在海军干下去。然而，凭借毅力和以人为本的领导风格，他平步青云，最终晋升为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辅佐过两任总统。他说，这是自己一生中最艰难的一份工作。他已于2011年秋退休。







HBR：
 你怎么定义自己的领导风格？



马伦：
 不管是怎样的组织、目标和使命，你都需要依靠人来完成。我从第一次担起指挥之责就一直坚信这一点。我努力了解人，了解他们的想法、需求和做事方式，进而据此来调整指挥和作出任命。这样也让我有机会了解下属的目标，并在帮助他们实现目标的同时，兼顾舰队或组织目标的达成。从指挥全船100个人，到当上联席会主席管理220万人，难度逐级升高。这么多人，往往只想让你高兴，而不会告诉你坏消息。理解我们想要做到和实际在做的事情之间的鸿沟，才是真正的挑战。




你说过，做联席会主席是你一生中最艰难的一份工作，为什么这么难？


之前我一直在海军做具体工作，对政策层面所知甚少。而身为主席，95%的时间都是跟总统和其他主要内阁成员一起，面对最高一级的政策。我必须在那种环境下成长，而且工作强度很高，是真正的全年无休、24小时待命。从我的立场来讲，我需要走出办公室，去跟一线的人接触，我会为此花40%左右的时间。当了主席就不能再这样了，因为你不出席会议就会影响会议结果。

不过我的风格一直是接近一线，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战争中最前线的那些人，去看看我们的指令落到实践层面是怎样的。所以，我出行有2/3的时间是去国外，剩下的时间在美国，因为我必须了解陆军队伍，因为他们是我们军队凝聚力的核心。




你在阿拉伯世界和美国、军队和市民、民主党和共和党以及陆军部队的不同分支之间建立了沟通的桥梁。要跨越文化鸿沟，有什么诀窍？


要坚持，而且一定要诚恳。我一直努力跟关键人物建立关系，即使不同意他们的观点，也要尝试从他们的视角看问题。我通过这种方式与土耳其、俄罗斯、中国、日本、韩国、阿富汗、巴基斯坦、伊拉克、以色列和意大利的同我职位相仿的指挥官建立联系。有些联系并不十分紧密，但足以在需要时实现对话，特别是在危机出现时与对方通话，能更好地了解情况，找出双方可以合作的途径。我从很多个不同的方向开展工作。人无信不立，我努力建立信赖。




碰到像“不问不说”（Don’t Ask, Don’t Tell）和增兵阿富汗这样的争议问题，你作为主席怎么劝说不同意的人？


我是个重视合作的人。我一直都让联席会议成员和副主席一起参与，和谐讨论所有问题。去白宫汇报正是我的工作。有了不同意见，我当然就该跑腿了。异议有时能解决，有时解决不了。如果哪位成员对某项关于重大决策的方案表示坚决反对，我就有责任以口头或书面形式表达出来。




你任职期间的两位总统，乔治·W·布什和巴拉克·奥巴马，他们的政治观点和领导风格截然不同。你是怎么调整的？


首先，我从不谈论他们和他们的风格。我并不需要做大的调整，因为我的意见是独立的。我提供与政党无关的中立视角，给出建议。等总统做出决定，讨论就结束了，我们各自开始行动。一直都是这样。




你的父母在好莱坞从事公关工作。你从他们身上学到了什么帮助你成功的东西？


他们那一行外表光鲜，但也很辛苦。多亏我的父亲，他让我只看到积极的东西。我父母都致力于为别人的生活增光添彩，而且他们都非常勤奋。我学习了他们那种强烈的责任感。而且在政治、艺术与科学、教育乃至体育等各种方面，他们都乐于接受不同观点。他们有很多朋友，都是非常有趣的人。我小时候还不太理解，但早已耳濡目染。




我看到你说没指望自己在美国海军一直干下去。


我一开始计划在海军待五年，也就是我们的服役期。但我爱上了出海，热爱那种看世界的感觉，每一天都不一样。海军要求严格，工作很难，可是令人激动，我们在书写历史。我26岁开始指挥军舰，真的很喜欢那种感觉。总体而言，我算是挺成功的吧。我总跟别人讲，不管你年轻时怎么想，人生总会向前进，未来可能大大超出预料。




可是我们知道，你第一次指挥的军舰撞上浮标，让你受到了很大打击。


没错，那可真不是什么好事。那是我人生中第一次真正遭遇失败，也是我妻子德博拉第一次看到我失败，对我们两个人来说都是创伤。我当时得到那种评价，大家都以为我前途尽毁。但我有一位十分热情的导师乔治·沙利文（George Sullivan），他帮助我走了出来。

我学到的是：失败后该怎么办？是放弃还是重新站起来继续努力？我选择了后者。我们经常只看到成功的荣光，然而成功之前往往有很多很多的失败，根本不会写在维基百科和个人档案上。失败和成功一样都能教给你很多东西。




你指导别人的时候会教什么？


第一，不要断绝关系，因为你不知道什么时候还需要用到那些关系。第二，让自己拥有多种教育、多种不同任务的选择。有一次我问几个年轻的空军官员，有谁愿意调到财政部去。有人也许会想这样的调动会严重影响事业发展，但我都会把表现最好的人调过去，因为军队必须对财务加深了解。这些人获得成功之后，其他人就会效仿。

我也尝试以身作则，让大家接近我，看看我重视和不重视什么，我在某些情况下会怎么做。还有，长期以来我一直都会去帮助遇到麻烦的人。他们可能处在事业起步时期，正举步维艰，我明白那种处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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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gnitive technologies are increasingly being used to solve business problems; indeed, many executives believe that AI will substantially transform their companies within three years. But many of the most ambitious AI projects encounter setbacks or fail.

A survey of 250 executives familiar with their companies’ use of cognitive technology and a study of 152 projects show that companies do better by taking an incremental rather than a transformative approach to developing and implementing AI, and by focusing on augmenting rather than replacing human capabilities.

Broadly speaking, AI can support three important business needs: automating business processes (typically back-office administrative and financial activities), gaining insight through data analysis, and engaging with customers and employees. To get the most out of AI, firms must understand which technologies perform what types of tasks, create a prioritized portfolio of projects based on business needs, and develop plans to scale up across the compa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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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fty years ago a good blue-collar job was with a large manufacturer such as General Motors or Goodyear. Often unionized, it paid well, offered benefits, and was secure. But manufacturing employment has steadily declined, from about 25% of the U.S. labor force in 1970 to less than 10% today. Now a decent living entails more than a generous wage; it involves sharing the company’s success with employees.




Nowadays a good job involves thinking like a business owner.





Some companies offer a direct stake in the company’s performance through stock, a share in profits, or both. Companies with employee stock ownership plans report significantly higher sales growth and higher revenue per employee than do conventionally owned companies in the same industry. However, virtually all the gains to be had go to those that create an ownership culture, by building in participative management and helping employees learn to think and act like owners.


HBR Reprint
 R1801J






FEATURES



MARKETING


THE CASE FOR PLAIN-

LANGUAGE CONTRACTS


Shawn Burton | page 098



[image: ]




What do you call a dense, overly lengthy contract that’s loaded with legal jargon and virtually impossible for a non-lawyer to understand? The status quo, says Shawn Burton, the general counsel for GE Aviation’s Business & General Aviation.

When Burton was leading the legal team for that division’s new digital-services unit, he and his colleagues noticed that customer contract negotiations were dragging on for months, hampering growth. So they set out to replace the unit’s seven excruciatingly complicated Contracts with one that even a high schooler could understand. In this article, Burton describes how the team went about achieving that goal and the lessons learned along the way. He also shares the results: Customers were delighted with the new contract, and some even signed it without making a single change. The time it took to negotiate contracts dropped by a whopping 60%. And now plain-language contracts are starting to spread inside 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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